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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时倶进的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本课题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
 、MEGA2
 ）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为基本研究对象，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形成历史、对马恩文本在中国的传播（翻译、出版）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且以马恩文本（原文版、中文版）为基础，对马恩思想发展历程、核心内容、基本精神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本书对马恩文本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自最初的翻译、介绍至新MEGA的被中国人接受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和介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从理论源头上去探寻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规律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和经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形式、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是一部研究马恩文本中国传播史的独特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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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
 ）自20世纪70年代启动以来，以其所提供文本、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过程性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至目前为止，该版本已出版的卷次与计划出版的卷次（114卷）比较起来刚刚过半，但是这些已经出版的卷次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卷次，已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源头上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

20世纪末，MEGA2
 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随着MEGA2
 的陆续出版，中央编译局根据已经出版的MEGA2
 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虽然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部分卷次仍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这些最新版本向读者呈现的信息，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其二是来自MEGA2
 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编辑出版的卷次、手稿文献和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国外专家学者的来访、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国外文献资料被翻译进来，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MEGA2
 的最新编辑动态、国外研究最新进展有着较为直接的了解和迅速的反应。

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块状分割，以其僵化和教条的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且，由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得到解读、传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不仅在西方世界的学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那里更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20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末，随着苏东的剧变，西方学界再次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MEGA2
 的编辑出版，体现了人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进行有机、统一地再认识的迫切要求，这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新的呼声，这一呼声也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其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其二是伴随着MEGA2
 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追捧热情之中。

人们的这一追捧热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奠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合作的产物，只有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文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现这一合作过程，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本研究价值，而且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也只有MEGA2
 提供的著作版、马克思手稿版和恩格斯编辑版才能够向人们呈现马克思的写作与恩格斯编辑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二，呈现在MEGA2
 第Ⅳ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等，对于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其三，基本思想的解读往往有赖于基本概念，而对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对于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选择权，只有通过对原文本的阅读才能掌握在读者自己手中。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MEGA2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文献资料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极大兴趣，依据可靠的文本、文献资料，准确、客观、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有力的呼声。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打出了“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并且尝试着进行MEGA2
 文献、文本的研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在原文本的角度上继续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研究》作为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学者们的期盼中产生了。

我们的课题自2002年6月立项至2011年12月结项，历经了十年的过程。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我们的经历颇有点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历史考证版从零开始的探索过程，再加上语言的制肘，我们这十年走得很辛苦。

根据研究团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MEGA2
 版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对MEGA1
 和MEGA2
 的编辑史、MEGA2
 的基本情况包括编辑准则的介绍，尤其是对MEGA2
 第Ⅲ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Ⅳ部分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我们认为，第Ⅲ部分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IV部分的内容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研究经历与其思想发展源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MEGA2
 基本情况的介绍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历史考证版有基本的了解。我们也刚刚获悉，中央编译局即将对MEGA2
 第Ⅳ部分的内容进行10卷本的编辑出版，我们期待着这一珍贵史料的面世。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文本、经典著作在中国自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这百年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包括最早的片段介绍、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经典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的进展，并且借助于MEGA2
 提供的基础性资料，对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变更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方面主要以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MEGA2
 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性研究。这部分包括从几个重要文本来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的国家观、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时代境遇下的辨析及结合近几年中国的文本研究现状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等内容。这一部分还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创作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与其早先几种相关文本的关系中来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历程。由于MEGA2
 中收录《共产党宣言》的卷次至今没有出版，该部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是以德文版为基础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以MEGA2
 第Ⅱ部分为阅读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马克思在6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由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和研究思路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核心思路的形成及其发展线索。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形成历程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真实地展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展现了经济关系史的发展逻辑。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内容、某一个专题还相继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将这些讨论集册出版。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国内对历史考证版关注度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已经开始为国外同行所重视、所关注。国内外MEGA2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还是借助于英文的渠道；这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除了我们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不相称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传出国外。国外学者要达到翻译中国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中文水平，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说，至少还要历经十年的积累和磨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学术成果双向交流的外流通道。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国内在历史考证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象征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得到弘扬、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模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以更加准确、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文献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源头上在准确地认识、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从而发挥其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困境和危机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MEGA2
 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客观和富有现实感的领域。

国内MEGA2
 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壮大的局面，而且这一研究还受到国内学术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自2002年我们的课题立项以来，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MEGA2
 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和青年研究项目。

一方面这些新课题的立项预示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壮大的学术领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有一些年轻学者甚至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这一研究工作而正在积聚着外语的能量，当这些后继的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素养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拓展MEGA2
 的研究工作时，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MEGA2
 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依据于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对于已经习惯传统解读模式的人们来说，在思想上会形成一个冲击，由此产生两种具有反差性的心理反应：或者是对MEGA2
 的研究奢望过高，希望MEGA2
 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克服苏联解读模式一切弊端的马克思，进而夸大MEGA2
 的魅力，将其神秘化、神圣化，由此引发对MEGA2
 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不切实际地期待MEGA2
 研究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完美无瑕的、能够抵御一切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种种诘难的马克思；或者是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为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新解读的不确定性、新呈现的文献资料的复杂性所困扰，尤其当MEGA2
 资料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一些方面也会像常人一样其思想有着客观来源、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也会发生困惑、犹豫、反复、甚至出错时，尤其是当传统上被视为一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文本资料中体现出差异时，一些习惯于传统解读模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接受。

这两种态度与MEGA2
 编辑出版和研究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强调，MEGA2
 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作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于MEGA2
 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无视，但是对MEGA2
 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MEGA2
 编辑原则所追求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对待人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无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精神是否能够、或者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MEGA2
 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已经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价值、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首先，历史考证版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或者取代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积淀了一百多年以来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心血、智慧，饱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结晶。人们为这一实践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决不是文本研究本身可以替代的。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意义只是在于，借助于MEGA2
 提供的更加客观、准确的文献资料，结合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理论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更加深入、具体、客观的研究；其次，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非非MEGA不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从国际范围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本土语言的翻译文本是最便捷、有效率、大众化的研究资源，从而也是最基本的阅读资料。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都是在译者们精心翻译、审核、遇到难点集体讨论、专家把关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下完成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们要向在本课题立项过程中提出创意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李德顺研究员、李鹏程研究员、吴元梁研究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一道充满活力的新的靓丽风景线；向在本课题执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关注和帮助的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谢地坤研究员等诸位领导、研究人员、图书资料管理员、科研处等有关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难以顺利的走过这艰辛的十年；向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科研局的韦莉莉老师表达我们真心的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支持和宽容，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向在课题的结项过程中认真审读我们的资料并对我们提出中肯评价和宝贵建议的李景源研究员、庄福龄教授、梁树发教授、李鹏程教授、王东教授表达我们未尽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建议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同样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远方的荷兰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致以谢意，该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搜集和保存了多达70%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原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二版，不同语言文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文选集”、“单行本”等等以及完备的研究杂志、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荷兰科学院的协议项目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提供了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阅读、研究和咨询专家学者的宝贵机遇，向中—荷合作项目的荷兰方负责人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米歇尔·克里特克（Michael.Kratk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荷兰之行不可能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达我们的谢意，没有她的努力，我们的成果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读者从我们的致谢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系列研究作品的面世，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背后是社会力量、甚至国际社会力量的支撑。

这套书出版以后，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学术交流、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苛刻的吹毛求疵，在此基础上开拓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严谨的思想探讨氛围，共同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思想资源。

魏小萍

2012年12月

北京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超越欧洲范围，开始在东方国家传播，出现了东方民族语言的新版本，如日译本、中译本等。这些新版本的出现，空前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影响范围，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问世，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广泛传播，赢得了最广大的信奉者，并且指导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从未停止。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始终被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头等重要位置。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各种形式的单行本大量翻译修订出版外，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

一是1956—1985年间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最为系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汇总。

二是以当今世界最新主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以下简称MEGA2
 ）为主要文本依据而进行重新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开始，以每年2—3卷的速度陆续出版，预计将在2020年前后基本出齐，整个计划出版60多卷。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跨世纪的出版工程，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为适应新世纪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而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在2009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间的、篇幅适中的新版本，兼顾了普及与学术研究的不同需要，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很有创意。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MEGA2
 这一最新版本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其影响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依托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本书打算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与近30多年来在MEGA2
 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变化与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重新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努力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等不同侧面，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规律和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

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点

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物质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它既是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对象。这多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既给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总是和特定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广泛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政治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实际需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人，始终是少数，也很少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看做是学术著作。在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明确归在政治类书籍中的。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在MEGA2
 这样的以学术研究为编辑宗旨的历史考证版，取代以往的俄文版而成为国际主流版本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和学术价值才逐渐得到承认和弘扬，从学术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也才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不是唯一的，它们的编译出版同样不是一种纯学术行为，而是和它们的其他身份、其他功效内在统一的。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研究的最大区别。因此，在我们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和部分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时，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特点。

二 传播史研究和概念范畴史研究的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就很有必要从理论源头上探寻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规律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和经验，这其中也就必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形式、内容，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但这个重点的研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是尝试着与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述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本书将以MEGA2
 为文本资料背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研究为基础，以马克思恩格斯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以及翻译基础上的不同理论表述为重点，努力把这三个方面内在地结合起来，力求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应该包括中文版的研究。因为前者是源头，是依据，前者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或表现在后者中，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翻译出版及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各种不同中文版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依据，分析选择不同文本依据的内外条件和主客观因素；二是清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演变，把握它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从最初的介绍、片段摘译逐渐发展到全译本，进而出现专题集、选集、全集、文集等各种不同版本形式的；三是以MEGA2
 所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视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文本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翻译和不同理解，探寻它们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轨迹，以及它们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不同民族国家传播常常出现不同翻译和不同表达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理解的变化，目的就是要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考证具有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特色。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近百年历史，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文本依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特定的外部条件和特定的内在需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本依据。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本依据的变化历程，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文本依据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介绍和翻译，绝大多数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形式以片段摘译为主，中文全译本很少。

第二是英文本、德文本、俄文本、法文本、日文本平分秋色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中文全译本成为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主要传播形式，同时开始出现少量的专题集。

第三是俄文本担当主角的阶段，时间大致是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这个阶段，依据俄文本转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占据主要份额，俄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在传播形式上，日渐多样化。专题集日益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在扩大，如哲学、军事、文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第四是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俄文本担当主角的状况虽依然存在，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文本依据也在悄然扩大。新中国建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在新中国建立后基本都进行了重新校译。在重新校译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有利条件，更多地参考了德文本、英文本，以及一些新发现、新公布的原始文本，从而使这些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传播形式上，新中国建立后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虽然它们的主要文本依据仍然是俄文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但可参考的其他文本、资料比新中国建立前是大大丰富了。而这个阶段新出版的一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专题集，其文本依据则主要是以德文本为主。

第五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保存管理机构的重新启动和整理编辑出版研究工作的重新开展，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的引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有可能在主要依据原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校订或重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也就有了更加准确的中文译本。特别是1975年开始由苏联和东德出版（苏东巨变后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负责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
 ）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后，主要依据MEGA2
 重新编译、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4卷本，199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20多卷，整个计划是出版60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12月出版）的相继出版，正是MEGA2
 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的具体例证。可以说，MEGA2
 在中国的最大作用或最大价值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文本、参考文本，特别是在注释、说明及附录文献资料方面。被公认为“第一位的主流版本”的MEGA2
 的相继出版（到2009年已整理出版58卷），不仅推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视野，尤其是在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表述的重新探讨方面。

从时间上看，MEGA2
 的编辑出版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也许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巧合。但偶然性常常是必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在笔者看来，MEGA2
 能够被引进中国，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和研究对象这一事实本身，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MEGA2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力证明。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努力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的历史溯源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研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具体；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历史根基，更具有历史感。

三 部分核心概念范畴不同翻译和表述研究的意义

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概念范畴通常是人类思维的结晶，犹如人类思维网络中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网结。它的形成变化是依托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如果没有对整个思想文化发展背景的全面了解，是很难准确把握概念范畴本质的。努力探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变化的思想文化根源，把握其来龙去脉，对于重现概念范畴的形成及流变过程，总结其变化规律和特点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概念范畴起源和变化的追本溯源和整个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对应、观照和互动显然是常态。这是我们进行概念范畴研究必须把握的内容之一。

笔者在以前所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历史追踪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学说的许多核心概念范畴，相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正是以它们为支柱和骨干，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所以，这些核心概念范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有些是前人曾经用过的，如实践、异化、生产力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时，则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需要和自己独特的主观诉求，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不同于前人的独特含义。

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等。

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如市民社会、劳动、资本等）的含义或用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且是有迹可循的、合乎规律的。

以上这三种情况对于研究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的翻译和表述，是有启发和帮助的。笔者打算依托MEGA2
 所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视角，在充分利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种不同版本及珍贵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回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变化过程，以及翻译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理解和表述，并且对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和表述从语言源头上做一番文字、理论方面的梳理，努力使我们对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和表述更加准确，更接近本意。

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翻译者那里有不同的翻译，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翻译者对这个概念范畴的不同理解。而这些不同理解又是和翻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的人文背景，以及面临的特定任务和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说“翻译是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也就必然包含着翻译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需求。这一点在翻译界是得到多数人认可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解释也是一种翻译”。这就是说，解释者要尽可能地把原始文本作者的本意及可能包含的其他意思翻译、表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解释主体选择字面文字各种可能含义的主动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解读活动中，解读者都必须就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做出某种选择或判断。通常要把“作者想要说的”或“文本对我所意味的”翻译成解读者自己的语言。在这里，解读者并不是文本含义的镜子或接受器，而是有一个主观理解、语义转换及准确表达的复杂过程。有时候，可能是完全理解了，但理解和表达也是各不相同的。现代语义学和解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启示，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和不同解释，无疑是有帮助的。

做这样的概念范畴的文字溯源工作，其必要性还在于中西方语言文字（也包括同属西方的语言文字）之间实际存在的许多差异，给中文翻译工作所带来的理解和表达上的各种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不难发现，在西方语言文字中，常常是一个词有多种含义，而且这多种含义之间又常有差异，甚至对立和矛盾。而中文词汇中这种情况则不多，通常是一词一义，比较准确。这样的情况就使在西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选择中文的对应词发生困难。除此之外，西方语言文字的成员众多，英语、德语、法语之间常常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和特殊法则，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原始文本偏偏又不是用一种语言写成的。据有关专家的考证，马克思一生，主要是用德语写作，有时也用英语、法语、拉丁文、西班牙文、希腊语等语言文字写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60%是用德文写的，30%是用英文写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就必须面对西方语言的这许多特点，解决它们所带来的各种难题。中西方语言词汇之间的种种差异，常常会使翻译者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中文词汇来表达歧义丰富的西文词汇，不知道如何解决西方不同语言转换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所以也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误译，从而引起不同翻译和表述上的争议。联想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争论，大多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某些核心概念范畴（如同一性概念、实践概念等）的不同翻译和表述有关。不同翻译和表述原本属于学术研究范围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学术问题被人为地政治化了，由此而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从这样的经验教训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历史文字考证以及演变轨迹的追根寻源工作就显得很有必要。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出版历史过程的回顾，还是部分核心概念范畴不同语言含义的对比考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探讨的深度。通过这个研究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翻译表述的历史进步轨迹，又可以发现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和表述是如何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的现实需求纠缠在一起，曲折而隐蔽地反映着他们的需要并为他们服务的。学术与政治、历史与逻辑在这里常常是对立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回溯和核心概念范畴的考证在这里也常常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这样才能给人历史感和整体感。笔者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能否真正做到，则有待于读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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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语义学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阶段大体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转述性的最早介绍，到出现片段摘译，再到少数中文全译本出版的发展过程。

在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介绍、片段摘译以及少数全译本，其文本依据主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而是经过日本人转译的日文本。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来自欧洲，而是经过了日本人这一中介。日本人依据德文版或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的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形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二：

一是在东方各国中，日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工人运动兴起较早的国家。为适应工人运动兴起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在东方各国中是比较积极的，数量也比较多。1904年11月，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
 
[1]

 译者是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其翻译底本是由恩格斯校定的赛·穆尔的英译本。1906年又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界利彦译）和《资本论》（第1卷）的日文本。后来虽然由于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导致幸德秋水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被捕并处以死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进入所谓的“寒冬时代”。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2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重新走向高潮，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翻译出版的基础上，各种学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组织，如读书会、研究会等活跃在日本的许多高等院校，各种形式的传播马克思思想学说的出版物也比较容易看到。

二是大批中国青年学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赴日本留学。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与中国是近邻，从历史上看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大批的遣唐使者跨海而来，唐代高僧鉴真也曾多次东渡日本。特别是到了近代，日本在东方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教育和法治的成功，于是就有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开始只是官方的行为，后来则不断向民间扩大。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06年，中国赴日本求学的人数达到8000人。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在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各种宣传品，许多人通过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少日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是由他们中的人带回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许多人都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如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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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而且在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达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3]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常常首先是由日本人依据德文或英文翻译成日文中的汉字，中国人在依据日文翻译成中文时就直接把这些汉字概念搬用过来了。例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共产党（Communist Party）、共产主义（Commun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等，在当年的日文和中文中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日文中一直用的是中文繁体字，而中文中的繁体字后来则成为简体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唯物论（materialism）、唯心论（idealism）、认识论（recognizeknow）、辩证法（dialectics）等，也都是从日文中直接搬用的。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从日文中直接引进某些概念范畴，为什么要认可并接受使用这些概念范畴，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方便、容易理解。所谓方便，是说由于地理位置相近而使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日文在形成过程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常常夹杂一些汉字概念，虽然日文中的这些汉字概念在读音上和中文并不一样，但在字形和意思上是比较接近的，直接拿过用既方便，也容易理解。例如“共产党”这个词的翻译来自英文的“Communist Party”。英文的“commune”直译为“公社”。而“community”的意思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享、共同体”之意。但无论是“commune”，还是“community”，都和“共产”这个中文词没有直接联系。“Communist Party”如果直译就是“公社分子党”或“公团分子党”。日本的著名学者幸德秋水等人在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本时，首次创造性地把英文“Communist Party”翻译为日文的“共產党”。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了中国人朱执信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文章在依据日文的相关资料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很方便地把日文中的“共產党”这三个汉字直接搬用过来了。“共產党”（后简化为“共产党”）这个概念既符合原始概念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也没有理解上的困难，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由此也就约定俗成，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二是需要。所谓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从日文转译或直接从日文中借用一些概念，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需要。近代中国因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而与西方国家形成巨大差距，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觉悟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这种差距的存在，从而奋起直追，努力向西方学习。而在向西方学习这方面，日本人显然比中国人先行了一步，并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果——日本在东方迅速崛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加上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的相近和文化的同质，通过日本来向西方学习也就成为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捷径，更使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转译或借用某些文字概念成为可能，而且也很方便。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对中国人从日本转译或借用文字概念的做法持肯定态度，他说：“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此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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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体地说，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诉求和日本的情况相比是要落后一些，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阶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此时却正在积极的酝酿中。中国既然要进行革命就需要建立革命党，而如何建立革命党？怎样建立一个真正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当时在欧洲各国都有很大影响力的第一个革命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即共产党），自然也就引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的注意，并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热心引进“共产党”这个概念，介绍它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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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日本学者大村泉的考证，1904年11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只有1、2、4章，缺少第3章。直到1906年才补上第3章，全文在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首次全文翻译出版。（详情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的《中日两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研究》一文）


 [2]
 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6页。


 [3]
 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使用了许多从日本引进的西方哲学术语，如哲学、主观、客观、唯物论、唯心论、认识论、一元论、美学、理性、演绎、归纳等等。日本实藤惠秀教授所列的844个被认为是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中，哲学方面的词汇就有70余个。对此，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具体详见鲁旭东《从翻译看20世纪中日文化的互动》，载《中日共同研究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4]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5]
 参见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根据有关史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译本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容介绍。这些内容介绍，大致是两种情况：

一是只言词组。主要出自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作品，其文本依据也主要是西方语言的相关著作。如1899年2月，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就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文章。文中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1]

 这几句话来自《共产党宣言》一书，今天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2]

 。有人将这几句话看做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传入。
 
[3]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最早的只言词组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因为传播的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时期都不明确，充其量也只能是在介绍西方思想学说时的偶然谈及。

二是比较系统的内容介绍。它们多半是根据日文的文章或著作直接翻译过来的，也有的是中国人参考日文资料后自己编写的。在笔者看来，这种形式的内容介绍已经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了。因为介绍者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所介绍内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所介绍的内容也比较完整。当然，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相比，这个时期的传播仅仅是初见端倪。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进程之前，之所以要提及部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容介绍，主要是因为这些内容介绍，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做了必要的铺垫。它们不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而且还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和当时人们的理解和表述。因此，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史，不应该忽略这些内容介绍，而是可以把它们视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正式翻译出版的前奏，有必要为它们记上一笔，展示其历史风貌和历史价值。

第一节 《资本论》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历来是世界各国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重点。中国学界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最早是在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一书中。这本《近世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很大，曾多次再版。后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提及此书。该书依次介绍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当时的译名是《共产主义宣言》）、《哲学的贫困》（当时的译名是《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时的译名是《英国劳动社会之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时的译名是《经济学之评论》）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写作过程和基本内容。其中有关《资本论》的介绍篇幅较长，内容比较多。由于历史久远，要找到这本书不容易，所以这里不妨摘引几段，以见当时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表述，还可与后来的相关内容做些比较研究：

关于《资本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影响，书中这样写道：

加陆马克斯（即卡尔·马克思）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马陆克（即马克思）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服膺之经典。彼从来之社会主义者。大都架空之妄说。不过耸动社会之耳目。以博取其虚名。其立论之前提。稽其资本之变迁与历史。述其起源与来历。以明经济界之现组织。全然为资本之支配。生产社会之原则上。随资本旺盛之现时代而一转。则社会之趋势。舆社会主义。终不能达其目的。故欲反抗资本万能主义之潮流。以保劳动者之味方。则虽主张反对资本的生产制度而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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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仅谈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而且说明了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

关于《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书中的介绍涉及资本生产的发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

彼述殖产界之变迁。为三种之时期。其第一期。为手工劳动者以自己之资本。从事于各自生产之时期。是为资本势力未盛之时。至其第二期。为资本者与劳动者之间。生多少之分离。资本家依其利益。劳动者依自己之劳银。而为生活之端。是为资本将盛之时。其至第三期。大工厂之大资本家。于工业界。有无限之势力。于土地。则资本与劳动者。名为保其自由。实则系束于劳银之桎梏。其利益之全额。悉归资本主之所有。自己仅得仅少之奉给。而有满足之状态。是为资本极盛之时。殖产界之现状。以是三者而分之。

依此殖产界之变迁。而考资本制度发达之结果。凡欲企图事业从事生产者。必借资本家之力。得其用意。而后可以经营。以故资本家之势力。日赴旺盛。全然与劳动者隔离。社会遂组织一特种之阶级。劳动者尽其全身之劳力。以讲一生自活之计。资本家贮蓄其所得之利润。培增自家之财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然资本家所以蓄积其利润。增加其财产者。则以生产社会余剩价格之故。即为殖产界资度资本发达之历史。专占此余剩价格。蓄贮之以为增殖之途。欲知今日资本主义。须知余剩价格之性质如何。马克斯乃分离其价格与本质。而著《价格论》。

马克斯之《价格论》以价格之分离为始。彼论价格分离之道。分“使用价格”及“交换价格”二种。以供给人类之必要满足人间欲望之价格。即为使用之价格。吾人非空气不能生活。非水不能生存。又如阳光。如食物。如金银衣服。皆为吾人之必要。吾人之所望者。故有此等为总使用之价格。然此等之总使用价格。不得误为交换之价格。如日光空气。为吾人日常生活之必要。在于衣食之上。然吾人不得以他物而交换之。而此二物。又为地上随处而有。此等为有使用之价格。而无交换之价格。而为吾人必要之物品。而又无从交换之。然又有有交换之价格。而无使用之价格者。盖有交换之价格者。必有使用之价格。而有使用之价格。不必有交换之价格。人皆欲充自己之欲望。不能以其必要之供给。而交换无用之物品。夫交换使用者。盖以天下无数之物品。为人生之必要。而后交换使用之。故此二种之价格。为人类实用之点。虽共相等。而交换之价格者。乃以无用之物品。变形为必要之物品。有一种共通之要素。存乎其间。即吾人有若干交换之价格。得几多物品。比较而发现之。必有共通之要素。比较交换而后能行。譬之吾人以一之物品。与其余之物品。比较而交换。何以得其均平。设有砂糖一斤。而交换其余之物品。谁能得其平均者。非比较之而不可。其间必有一种共通之要素。其要素者。即人间之劳动力是也。以劳动力与劳动力相比较。因社会之平均的劳力。制造砂糖一斤为费几何。劳力几何。以比较而判定其价格之高下。社会以一定之时间。计算普通一日之平均劳力。及关于机械及技艺等之劳力。其功力之多寡。以平均之劳力换算之。以规定社会的平均劳力之功果。且以复杂混合之劳力。与单纯平易之劳力相比。而二倍之。又以“熟练”“注意”之劳力。与普通之劳力相比。以规定其适宜之割合。凡劳力尺量标准。单纯之劳力为单位。以与其余之劳力而比较计算。则一切之价格。量其劳力之原则。而案出之。为价格算定法之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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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大段引文，经核对并不是《资本论》第1卷的逐段逐字翻译，而只是作者福井准造对《资本论》第1卷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概述，内容涉及资本发展的历史、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年某些概念的翻译显然也与后来的翻译不同。例如当年所用的“价格”，后来翻译为“价值”；当年所用的“交换价格”和“使用价格”后来也都翻译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年的“余剩价格”后来则翻译为“剩余价值”。所有当年的这些理解和概述以及部分概念的表述，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基本无大错。它们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著作在中国最早介绍的历史特点，展现了马克思著作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时的基本风貌。此外，引文中的标点符号也具有当年的特点，即一律都用句号，现在的人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别扭。

1905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学者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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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也对《资本论》做了介绍，并且首次谈到了中国人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评价。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但根据朱执信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可以推断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有关的日文资料。而且从这篇文章的行文语气中，也可以察觉其日文背景的蛛丝马迹。这里从朱执信的文章中摘录几段，略见一斑：

马尔克（即马克思）之他述作固甚多。常与嫣及尔（即恩格斯）共着。学者宝贵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

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剥削劳动者以自肥尔。爰据于斯密理嘉图之说以为论曰。“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此所谓劳动者。固亦不限于肢骸。指挥监督之劳。非所不舆。然而不可无别于其难易也。故数劳动之功以计廪。则不可不先劳力而后劳心。乃于实际。劳心者所受廪给。百倍劳力者而未止。此何理也。近世工业盛用机械。而需大资本。因之大需监督者。从其未论。余亦不能以谓非然。然而资本者本劳动者所应有之一部。而遂全归于彼掠夺者。”舆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穷之。欲不谓资本为掠夺之结果而劫取自劳动家所当受之佣钱中者。不可得也。倘劳动者终未由舆资本为缘（即无奖励农工贷之资本之银行抑其相类者）。而循此以往。则是宜谓之资本家财务者。即为奴隶于依他人劳动以为生之一阶级富族者耳。夫今后产业所资于固定资本者正多。劳动者之地位乃将愈降而不返。是亦理之所难容者也。经济学者以资本为蓄积之结果。是阿合中等社会之意以立说者耳。不足为道。且假令诚由蓄积。宁非夺之劳动者而蓄积之者耶。

据理嘉图所论。凡制品之市价以出产之所必需之劳动舆运至诸市之劳动而成。无问其所施技者为何材。苟价有所增。即其劳动焉赖。此如素丝盈把。织以为缣。价兼于前。是为其价。一则当于丝之原直。一则劳动之庸钱也。机械不得有加于生货之价。交易亦不得有加于生货之价也。然则使价之增。惟劳动者。食其价增之福者。亦宜惟劳动者耳。乃睹其庸钱。则仅受理嘉图所谓最廉之额。而不得食所增于物价之金也。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小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舆劳动者。而干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夫今者彼辈日言求改良。所谓改良者非他。节勤劳之费耳。然则职工劳动如旧。而受损益多。新机械之发明。资本家之利。劳动者之害也。工业改良益行。劳动者益困顿而已。古之奴隶不知己之程功。何时为自为。何时为为主人者也。惟命是从。今之劳动者则何以异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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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引文主要是作者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转述，其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的来源问题，即资本究竟是起源于资本家的积蓄？还是来自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朱执信的转述首先谈到了马克思是如何在斯密、李嘉图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接着则谈到了他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和评价：

蛰伸子（即朱执信的笔名）曰。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弥勒（即约翰·缪勒）论之。以为张惶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谓蓄积者必得诸人。而非用余庋置。至辩者不能言也。凡生产消费。本不必一一同符。时而有余。时乃不足。方有余而念不足。则有储蓄之事。此于孤立经济时代已见之者也。既储蓄而后用之。以使所生产多。是为资本之始。于是时资本家舆劳动为同一人。安有如马尔克所云自掠夺而蓄积者。故谓之夸大。亦无所辞。虽然经济既发达之世。则不可以是论。何则。交通既繁。贷借之事乃起。而劳动者或用他人之资本矣。既乃有雇佣之制。夫雇佣者受给而生产益多。故久且不废。然而劳动者之祸于是焉兴。蓄积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夺之事渐盛矣。盖方是时。其所给之资本远不逮所获果实。而劳动者不依赖焉所得亦微。乃乐舆为契约。自是以往。劳动者。无歇肩期矣。资本家因其所得。益扩张之。而发愈多。遂成积重难返之势。劳动者所获。仅足糊口。无从更为储蓄以得资本。此中世之形也。至于近今。则资本家益姿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为细析其资本之所由来。恐自储蓄者乃无丝毫也。而其岁入则大半为盈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今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往者蓄积所生资本甚微。而其得大以有今日者。以取息。故其取息自苛重。实同掠夺。此无可诿解者也。一人劳动终身。其蓄积所得者。不足以供资本家一日之费也。资本家昔所蓄积者明既费消。今所有者全非由于蓄积。特以蓄积所得为刀斧鸠毒以劫取之者耳。故马尔克目之盗贼非为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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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的这段引文，萧万源先生曾在他著的《朱执信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的朱执信显然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的资本都是掠夺来的观点，他认为也有的资本是从劳动中获得的。在朱执信看来，在“孤立经济时代”即经济不发达时代，劳动产品有时满足不了消费，有时有节余。当有节余时候，人们就会想到有不足之时，“则有贮蓄之事”。把这种“贮蓄”用在生产上，生产出的东西会更多，“是为资本之始”。朱执信的这种看法是受了李嘉图、穆勒等人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如他转述穆勒的下述观点：“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贮蓄之事。往往亦自劳动”。这虽是经济学上的一家之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这就混淆了一般劳动产品与资本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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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万源先生的看法指出了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之初，中国人理解上的误差。在笔者看来也与朱执信当年的阶级立场有一定联系，朱执信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自然很难摆脱其阶级局限性。此外，当年某些概念的翻译，今天看起来不是很准确，但意思还是能够明白的。例如当年的“庸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资”。

除了上面摘引的1903年、1905年的两段比较详细的介绍之外，还有一些历史文献也有简要介绍。例如1903年3月，在马君武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有这样一段话：“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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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的后面附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书目。1911年由华承纭编著出版的《唯新人物考》一书，在介绍马格斯（即马克思）时说马格斯“最著之著为《产业》（即《资本论》）”。可见在1911年时，《资本论》在中国有另外一个中文译名《产业》。1912年6月，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刊物《新世界》第2期上发表的蛰伸（即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即马克思）之学说》一文中，也有一节专门介绍“资本论之概略”。

从所有这些引述中可以发现，自20世纪初开始，有关《资本论》的介绍在逐渐增多。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执信，他是中国人熟悉的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回国。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使得他对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革命学说很感兴趣，先后写出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被看做是辛亥革命前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统观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资本论》的介绍，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看到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把它看做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理根据，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

二是基本上把握了《资本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对它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

三是这个时期介绍《资本论》的人，例如朱执信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以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世界著名的社会革命家，他的社会革命学说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有一定的契合之处。这个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不发达和不强大，还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他们所注重的还是自身如何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资本论》中革命学说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彻底革命性尚无清醒认识。

从语言概念表述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介绍和评论有许多不准确之处，文字也不是很顺畅。但这些介绍和评论的历史价值不可忽视。正是它们使中国人对《资本论》不再陌生，它们是后来《资本论》正式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必要心理准备。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译本最多的著作。而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同样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0多个），有“红色中华第一书”之称。但在《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之初，首先的形式是关于这本书的转述性介绍。例如：

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一书中，有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书中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介绍入手的。其中这样写道：

千八百四十七年。“正义同盟”于伦敦。变更其组织。改名为“共产的同盟”。新表其宣言书。以开陈同盟之意见。先述其目的曰。“同盟之目的。以平民（即劳动者）之束缚者。与市民（即资本主）而平夷。全灭阶级之争斗。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且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气焰。更结论之曰。“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克斯（卡尔·马克思）。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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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名言或重要结论，在这里已经提到了，例如通过阶级斗争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等。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最后那段最有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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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已经介绍得比较清楚了。

1905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那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文章中这样写道：

马尔克（即马克思）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即恩格斯）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舆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这大概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初译名）。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以压制之甚也。间隔而出版于伦敦。时为法国二月革命之前十四日。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蕲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家自为计未审之过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卤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胜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瞭也。故其宣言曰。“自草味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于此而不探其本原以求正焉。则掠夺不去。压制不息。阶级之争。不变犹昔。则中级社会与下级社会改善调和之方。其又将以何而得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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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引文的最后5行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的内容，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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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早中文介绍。

马尔克又以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却。遂驾空论而远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则共产之事易易耳。故其宣言又曰。“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愷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于是乃进而为言曰。“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至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然则吾人不可无先定其所当设施。而为世界谋万全之道。以待其行之之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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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介绍者已经初步把握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谈到了共产党人绝不隐瞒自己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统治者，建立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利用政权的力量，剥夺资本家，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无产阶级政府，然后全力发展生产力，等等，所有这些理解和介绍基本上是准确的。

从这里所引述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初介绍来看，可以说基本准确把握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突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学说原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惊世骇俗、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于是也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感兴趣的东西，介绍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宣言》看做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代表而进行广泛传播，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外来思想学说的介绍和传播，决不完全是某些个人的主观选择。决定个人主观选择的通常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社会改良都走进了死胡同，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出路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的得宠和走红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且开始流传，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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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文摘译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中文摘译，其文本依据同样大多是日译本。这里的中文摘译，与上面的最早介绍的主要区别在于：上面的最早介绍大多是作者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和转述，虽然其中常常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书名或书中的几句话；而中文片段摘译则是专门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一章节或某一片段，这些章节或片段在翻译者看来是最重要的。从最早介绍到片段摘译，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翻译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形式的第一个质的飞跃。根据现已见到的历史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文摘译，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介绍相比，涉及面明显扩大了。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外，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部分中文摘译，首次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概念、范畴。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把握这些陌生的概念范畴，译者常常要为这些陌生的概念范畴专门加上注释，有时一小段摘译会加上好多个注释。这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初期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同时也显示出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摘译文本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问世之前，有关这本书的片段或章节的中文摘译就有11处之多。
 
[1]

 其中影响较大、并多次摘译的主要有：

一 《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摘译

1908年3月《天义报》
 
[2]

 第15—19期刊登了民鸣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和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第一部分的篇名当时译为“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当时译为“共产党宣言序言”。据说这是迄今为止查找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文翻译，它概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过程和基本思想。编者在译文前后都加了按语，后面的按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
 
[3]



1919年5月5日至7日，北京《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这篇文章的著者是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译者是曾在日本留学、工作多年的北京《晨报》记者陈博贤，他当时使用的是“渊泉”这个笔名。在这篇译文的第一部分——唯物史观的原文介绍中，就有《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词、正文第一部分，以及最后结论的摘译。由于这篇译文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开篇之作，同时也被看做是以日文本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摘译的代表作，因此就有必要对它作比较多的、具体的译文介绍，以便为译文演变和核心概念范畴变化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

关于开篇词译文的比较：

当年的译文是这样的：“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欧洲的权力者。因为要驱除这个妖怪。大家都加入‘神圣同盟’。法王俄皇。麦德理希（德相）基左（法相）。法国急进党德国警察。大家都加抱这种思想。然而这个妖怪。今天居然要现其真相于青天白日之下。向世界发表宣言书披露他的意见。他的目的。他的倾向。”
 
[4]



今天的最新译文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5]

 比较这两段译文，差异是明显的，尤其是“妖怪”和“幽灵”的不同翻译。

关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部分译文的比较：

当年第一、二自然段的译文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同业组合的头儿和工人。简单说来。压制者与被压制者。从古以来。是互相反目的。或是明争。或是暗斗。他的斗争。总没有停止的。这种斗争。到了全社会的革命成功。或是二阶级都倒了的时候。才可以终止的。”
 
[6]



如今第一、二自然段的最新译文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7]



第三自然段当年的译文是：“我们看看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发见无论什么地方。社会上种种身份的人。都有很明确的区别。社会的地位。当然是参差不一。古代罗马的时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等的阶级。中世的时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头儿工人农奴种种的阶级。而这种阶级里面。还有种种的等级。”
 
[8]



第三自然段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9]



第四自然段当年的译文是：“封建的社会。破坏以后。近世平民的社会。成立以来。阶级的对峙。还是没有废除。所得者不过新的阶级。用新的压制手段。以新的形式。继续斗争罢了。”
 
[10]



第四自然段现在的最新译文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11]



第五自然段当年的译文是：“到了我们的时代。详细说来。就是到了有产者本位的时代。阶级的组织变了很简单。全社会要分裂成两个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相对峙的大阶级。这就是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12]



第五自然段现在的最新译文是：“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3]



到这里为止，《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部分的前五自然段基本上是按照原文顺序逐段翻译的。比较这五段相隔近百年的译文，基本意思虽无大的差异，但最新译文在文字逻辑顺序、遣词用句等方面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把“同业组合的头儿和工人”改译为“行会师傅和帮工”就是非常贴切的，反映了翻译质量的提高。

而紧接着的下面几段当年的译文就与前面五个自然段有明显的不同：

就以上所说的看起来。今日资本家阶级。所赖以勃兴的基础。如生产手段交通手段。皆是封建的社会所作成的。这种生产手段交通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社会所成立的生产交换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关于农业工业的封建的组织。再换一句话说。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是不能够适应了。这种关系。不足以奖励生产。反足以妨害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害物。所以这种关系。不能不推倒的。而结果果然推倒了。

代封建的组织。而生的东西。就是自由竞争。适合这种自由竞争的社会上和政治上制度。有产者阶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支配。都随这个自由竞争。发生出来了。

在有产者阶级的支配之下。还没到百年。而他们所发展的生产力。比过去的时代一切的生产力。还要伟大的多。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农业。工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铁路。电信。垦荒。水利。等等。好像用魔术把人类唤醒。在前世纪的时候。谁能够想到这种生产力。居然包含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好像用魔术唤起这么伟大的生产手段交通工具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和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现在就好像那魔术师一样。自己一面念咒文。唤起下界。一面自己已经丧失了制御的力。数十年以来。工商业的历史。就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和支配力的反抗史罢了。我们若举出商业上的恐慌。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了。所谓商业上的恐慌。就是有一定的期间。反复发生的。往往是威胁有产阶级的商业上的恐慌——有产阶级推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是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

有产阶级不但是锻炼杀身的武器。而且养成一种使用武器的力出来。这就是现代的劳动者无产者了。
 
[14]



把上面几段当年的译文与今天的最新译文进行比较
 
[15]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译文并不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六自然段至这部分结尾）的逐段翻译，而只是与唯物史观相关的部分内容的摘译。从当年译文的篇幅来看，摘译的内容大概是第一部分内容的1/3。这种根据摘译者的需要和理解进行的选择性的摘译形式，是值得文本研究者注意的。此外，把当年的译文和现在的最新译文进行对比，二者在基本意思上并无大的差错，只是在概念的准确和文字的流畅方面存在明显的历史差距。

关于《共产党宣言》最后一自然段译文的比较：

当年的译文是：“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不懈。”
 
[16]



上面这段译文在今天的最新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企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7]



对比这二段新旧译文，意思基本相同，差异只在文字表达和标点符号上。这种差异是历史的，反映了近百年间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的进步。

二 关于《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部分译文的比较

1905年11月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有朱执信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中的十大纲领。当年的译文是这样的：

在最进步之社会则必当被以如下之制。（1）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之用。（2）课极端之累进税（译者对此加了一段解释说明，从历史来源说到现实状况）。（3）不认相续权（译者对此也加了一段解释说明）。（4）没收移居外国及反叛者之财产。（5）由国民银行及独占事业集信用于国家。（6）交通机关为国有。（7）为公众而增加国民工厂中生产器械且于土地加之开垦更时为改良。（8）强制为平等之劳动。设立实业军。（特为耕作者，原注）“所谓军者以军队组织而从事于实业也”。（9）结合农工业。使之联属。因渐泯邑野之别。（10）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厂。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即使为生产者必受相当教育之意）。
 
[18]



当年的这段文字，在今天的最新译文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19]



我们可以把当年的翻译和今天的翻译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基本意思没有错误。只是当年的翻译啰唆一些，有的基本概念比较生涩一些。尤其是那些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特别生疏的概念，如累进税、继承权等，译者不得不做比较多的解释说明，交代它们产生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和形成的来龙去脉。这样做对初步接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可能是因为这十大措施比较具体而集中反映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特别受到关注。其后有关这十大措施的中文摘译还有好几次，如1906年出版的《民报》第7号上的《无政府党和革命党说明》（叶夏生摘译）；1919年8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上的《社会问题》（张闻天摘译），等等。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摘译，除了上面重点引述的部分内容外，还有其他一些摘译，但大多篇幅短小，且很难找到当年的译文。尽管如此，这里仍有必要对它们中的一部分做些简单介绍，例如：

1906年6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5号上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强斋著译）一文中，就有《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的摘译，当年的译文是：“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1907年12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第13—14号，刊登了署名“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文后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附录的篇名是《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

1919年4月，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专栏内刊登了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十大纲领和最后二段。编者在译文前加了按语，明确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进最重大的意见，是代表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11月，北京大学的《国民》杂志从第2卷第1号起，开始连载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者虽然已经将《共产党宣言》全部翻译出来，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也只公开发表了第一部分。

《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摘译，不仅在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前是最多的，就是在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后，这本书的各种摘译仍然可见，由此可见这本书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中国人对这本书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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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中文摘译文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来计划出版6册书，后来因为研究计划的改变而实际上只出版了1册（1859年出版）。但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经典阐述，却使这篇序言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突显，成为人们介绍传播马克思学说的重点。这篇序言在中国翻译出版（包括最初部分核心内容的摘译及后来的全篇译文）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中国人通过它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一种剖析社会结构、理解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中国的面貌由此而焕然一新。

中国人首次看到这篇序言的部分内容是在1919年。

1919年5月6日，北京《晨报》刊登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这篇文章在简要介绍马克思是如何从哲学、历史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后，首次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那段经典论述摘译出来。当年的译文是这样的：

我（马克思自称）为基左（法国的总理）所逐。不能寄身法国。所以我在巴黎着手的经济学上研究。没有法子。要移到比京去继续了。而研究的结果。我已经得了一般的结论。现在把要点。简单说出来。（译者曰：以下原文艰涩特加注解释）

人类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的生产。所以他们进了一定的。必然的。和他的意志独立的关系。换一句话说。人类要进了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上经济的构造。这就是社会真正的基础了。在这基础之上。再构造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筑物。适应社会的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可以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的过程。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其存在。人类的社会的存在倒可以决定其意识。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到了一定发展的阶段。与从来在范围内所活动的当时生产关系。以及仅在法制上所表现的所有关系。就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关系。原来不过是生产发展的形式。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了。因为经济的基础。发生变动。所以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也就要徐徐或是急速变革起来了。

我们要观察这种变动。我们要先明白这两种的区别。就是由自然科学可以研究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上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化。与使人人意识这种冲突。下决战的决心的。那些法制上政治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来。就是观念上的形态。是不可不区别的。这种变革时代。若要从该时代的意识。下个判断。那就好像要以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事情。如何着想。去判断这个人。一定是毫无所得的。不但如此。意识这个东西。是由物质的生活的矛盾。及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才可以说明的。

一个社会的组织。如果他的生产力。在这组织内。还有发展的余地。那么非等到他的生产力发展的极点的时候。决不能颠覆的。而新的高级的生产关系。若在旧社会的母胎内。未孵化以前。决不会发生出来的。所以人类都是以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为问题。何以故呢？由正确的观察说起来。大凡一个问题的解决上必要的物质的条件。或是已经存在。或是正在成立。然后这个问题才可以发生的。就大体说来。我们可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的。经济的。进化的阶段。但是这里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方法的最后敌对形态——所谓敌对的意思。并不是个人的敌对。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生出来的敌对。而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所发展出来的生产力同时就是造成解决这种敌对的必要的物质的条件。所以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这种社会组织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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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述了上面这几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之后，著者还专门对其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加上了注释，如“生活的社会的生产”、“和他的意志独立的关系”、“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存在”、“社会的物质的生产”、“社会革命”、“并不是个人的敌对”、“人类历史的前史”，等等。这些注释的增加，为初次接触这些概念范畴的中国人提供了理解上的方便。

当年这几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很快就被当时的许多进步报刊转载、文章引用，广泛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成为那个时期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

当年这几段关于唯物史观经典阐述的译文，在今天的最新译文是：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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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上面几乎相隔百年的两段译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有这样几点相同和不同：

一是当年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经典阐述的翻译大体上是准确的。今天的译文在意思的表达上只是更加清晰、流畅、准确。

二是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从那时一直沿用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

三是一些明显的改变，如当年的“经济的构造”这个概念就逐渐变成了今天人们所采用的比较准确的“经济结构”，当年的“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筑物”，今天也改译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刊登了范寿康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也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摘译。译者明确交代这篇文章是“根据河上肇博士的《社会问题研究》第三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体系》（其三）做的”，而河上肇的文本依据则是德文。范寿康的这段摘译与上面介绍的渊泉的摘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经典阐述分为5段，每段都有德文原文和中文翻译，然后再加上大量的注释。这显然是一种德文和中文逐段对照翻译的新方法。例如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的第一自然段：

当年的德文原文是：“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hens gehen die Menschen bestimmte，notwendige，von ihrem willen unabhängige verhält-nisse ein，produktionsverhängige，die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ungsstufe ihrer materiellen produktivkräfte entsprechen.Die Gesamtheit dies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bildet die ökonomische Struktur der Gesellschaft，die reale Basis，worauf sich 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ueberban erhebt und welcher bestimmte gesellschaftiche des materillen lebens bedingt den sozialen，politischen und geistigen lebensprozess überkanpt.Es istnicht das Bewnusstsein der Menschen，das ihr sein，sondern uw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des ihr Bewusstsein besti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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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范寿康对上面这段德文的中文翻译是：“在人类的生活之社会的生产，人类结一定的、必然的、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与他们的物质的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法律上及政治上的上层构造所以能成立的真实的基础，也就是一定之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真实的基础。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一般将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都行规定。人类的意识决非规定人类的存在的，实则人类的社会的存在反规定了人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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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范寿康译文中的“社会的生产”、“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人类的意识”等一些核心概念都附加了德文原文，并且有专门的注释，这些原文和注释对中国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加“注释”的做法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摘译”这种传播形式所常有的。

此外，这篇译文的前后还附加了一些必要的介绍和解释。例如在译文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文字：“马克思（K.Mark）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起见，他就决心出一部大著作。1859年他的大著作的第一卷就出版了，这一册书定名叫做经济学批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这册书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的前身。在这册《经济学批评》的里面，他作了一篇序文，这篇序文是在1859年1月做的。在这篇序文的中间，他叙述了他自己所以到研究经济学的经过，他又记载了他研究后所得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有名的唯物史观（Die materialische Anschauung）。这个结论又是马克思自己所称的研究的指南针。”在译文的最后，又有对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含有两个学说：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之经济的说明；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从来尊信唯物史观的人大概仅着眼于前者——人类文化之经济的说明。这种解释我们不能说它错误。不过，这仅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半面，不是全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里面此外还有他的学说被包含着呢。这第二的学说我们可以叫他做社会组织进化论。而这社会组织进化论实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的部分。这个社会组织进化论又可分为二部：（一）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的主张，（二）就是社会组织必然的随社会的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的主张。”在评论唯物史观的社会组织进化论时，译者强调了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决不能”。在译者看来，中国实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还没有发展的一定的阶段，“鸡雏”还没有长大，还不到破壳而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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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经典阐述的摘译多次反复出现，如在刘宜之译编的《唯物史观浅释》（1923年版，1925年再版）、杜竹君译的《哲学之贫困》（作为该书的附录二，1929年版，根据1859年柏林版译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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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早期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节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文摘译文本

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早中文摘译，出现在1908年。1908年2—5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19卷刊登了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其中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章的部分内容摘译，现在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收藏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其后是1920年10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发表了恽代英译的《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其中就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部分内容的摘译和解释。再后来又有1923年由熊得山摘译的《历史以前的文化阶段》、《国家的起源》、《未开与文明》（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刊登在北京出版的《今日》杂志1923年第3卷第2期上。目前该杂志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在这三份历史资料中，笔者能够看到的是1920年10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恽代英的摘译。这里不妨转引其中的几段，以便作比较研究。

恽代英在译文前加了一段“译者志”，内容是：“英哲尔士（Frederick Engels）为马克斯（Karl Marx）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此篇节译其论家庭起源的意见。原书名《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State》。”

接着就是恽代英当年译文的正文：

伯厥芬（Bachofen，今译为巴霍芬）的意思，由乱婚至一夫一妻，由母系至于父系，都由于宗教意识的进化；而不以为系实际生活的影响。他举阿勒斯嗄（Oresteia）神话的例：阿勒斯嗄的母亲，曾手刃阿氏的父。阿氏因他母亲既自身犯弑夫的罪，又为他的杀父之仇，所以杀了她。那时审判时，Erinnyes（报仇的女神）以为他的母亲虽杀了丈夫，而那时母系社会，丈夫并非她血统中人，所以便杀了亦非大罪；而阿氏杀母，乃为当时最大的罪。然阿氏卒赖Appolo（太阳的神）辩护之力，免于惩罚。这是父系制裁胜过母系制裁的第一次。

麦克连伦（Mclennan，今译为麦克伦南）注重人口关系，以为“一妻多夫及异族结婚，都起于男女人口不均，由此可以知道异族结婚的，其始必为一妻多夫。”盖蛮族多杀女婴，女子人少，故不能不多夫。并且以此子女不能不只知有母；男子不能不抢劫他族女子。但他虽主张这话，他又说：“现在古婚制存在的地方，不见有杀婴的事。”便显见他的话不合事实了。而且他不信古代还有群婚的事（即言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结婚）。他说，群婚是没有的事。蛮人称伯父为父母，称从表兄弟为兄弟，乃是一种礼貌，并非真是父母兄弟。麦氏这话理由殊太薄弱。又他以为同族结婚，异族结婚，为不妨在一民族并存的事。这话显然与蛮族习俗不合。只摩根（Morgan）说，蛮人一个部落（Tribe）分若干Gens，结婚的事，不得男女均在一Gens内，这就是蛮人所谓异族结婚，但男女又不得在一部落外，这就是蛮人所谓同族结婚。这样才把蛮人在风俗上这两种结婚不能并存，而事实上又似乎并存的理由，解释明白了。

摩根说人类胜过自然的程度，依其产生生活必要品的能力而定。摩根分野人（Savager）为三个阶级：最低的居林内，食果与根，始有语言，现在不能觅得其例；不过为人类初进为人所必经的阶级。中等的，才捕鱼蟹，知火食，沿水道迁徙，知用粗陋石器，知造矛棒；然还不配说完全恃渔猎为生。有时食物缺乏，也许发生吃人的风俗。最高的发明了箭，乃游猎，用木器，或精良些的石器。亦有宅土安居的；然尚不知陶器。蛮族（Barbarian）亦分三个阶级：最低的因欲保食物温度，发生陶器。这时东西半球的进化途径，乃分开。美洲只知训驼羊与种谷。中等的乃知用砖石造屋，用铁以外各种金属。东方以畜牧之繁亚利安族，塞尔特族，特出于别族之上。渐知种植植物以供畜牧之用，其后这些植物，亦渐成为人的食品。又这两族人多吃肉，故特优秀。如PuelloIndian蔬食，比肉食的印人脑量小些，可为例证。此时食人风俗，以宗教关系逐渐消灭。（E.Untermann说，食物不能为进化唯一的动因，此外还有环境关系。又食人似只限于不易得食的地方，不得为通行的风俗）最高的乃知造铁器，乃有文字。然只有东半球是这样。此时食物骤增，林木尽剃，人口繁而稠集，器用日益发明。总之，野人的人智，使他发明主要工具以尽自然产物之用；蛮人乃得知识，以耕畜加增自然产物；文明人更进而推广自然产物的利用，及制造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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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译文比较长，这里只能转引几段。把这几段引文和后来的全译本比较，就会看到恽代英当时翻译的实际上是恩格斯1891年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所写的序言的部分内容，即恩格斯对“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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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摘译。这种摘译不是按照原文的自然段落进行逐段逐句的翻译，而是部分段落内容的浓缩，或者说是部分段落内容的概述。这里概述的大框架还是按照恩格斯1891年序言中的顺序，首先是介绍巴霍芬（当时译为伯厥芬）的观点和贡献，接着是评论麦克伦南（当时译为麦克连伦）的主要功绩，然后是对摩尔根（当时译为摩根）理论发现的评价。除恩格斯1891年第四版序言部分内容的摘译外，恽代英的译文中还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二节，即“家庭”这部分内容的几段摘译。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初的中文摘译中，不是根据原文的自然章节进行逐段逐节逐句的翻译，而是有选择地摘取部分内容，或是将部分内容的意思进行浓缩、概括，再用相似的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并不是个别现象。前面介绍的《共产党宣言》的摘译中有这种情况，这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摘译则表现更为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那时的翻译者担心中国人初次接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不能很好理解，因而想尽量让其把握大概意思就可以了的想法有关，但在笔者看来这恐怕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进入一个陌生国家的初期所必然有的现象。也就是首先有大概意思的介绍和主要观点的翻译（意思的翻译），然后才逐渐有严格的逐段逐句逐字的翻译。这符合人类认识、接受外来新思想的一般程序，也可以说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传播交流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很值得文化思想传播史研究者的重视。

总的来看，在20世纪开始的20多年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不多。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摘译，主要是在杂志刊物上与中国人见面。这是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从只言片语的偶尔谈及，到少数著作的概述性介绍，再到部分著作的中文摘译，反映了中国人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在与日俱增。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是中国社会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客观需求不断增加的具体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全译本也就呼之欲出了，它们的出现更是水到渠成的事。




 [1]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147页。


 [2]
 有关《天义报》的历史，多数人说《天义报》是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社”的机关刊物，刘师培主编。（见唐宝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1907年至1908年间出版的《天义报》不是留日学生团体的机关报，而是女子复权会（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团体）的机关报，主编是何震，不是刘师培。（刘禾：2011年6月21日 cui-zy@tsinghua.edu.cn）


 [3]
 《天义报》第19期。根据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提供的信息，《天义报》第15期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第16—19期现收藏在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


 [4]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6]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8]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10]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2]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4]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15]
 因篇幅较长，这里不再引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页。


 [16]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5日。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18]
 《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版，第595—59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20]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21]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渊泉译，北京《晨报》1919年5月6日。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23]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24]
 同上。


 [25]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26]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453页。


 [27]
 《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恽代英译，《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1920年10月。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页。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文译本

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文译本，许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印刷发行的《共产党宣言》。这并没有错，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太大了。但实际上，根据现在已经看到的资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之前，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中文译本，这就是1919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它可以说是马克思著作的最早中文译本，只不过问世的形式有些特殊，它首先是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然后才有单行本出版。

第一节 《雇佣劳动与资本》

《雇佣劳动与资本》，可以说是马克思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它1849年4月5日—8日和11日在德国《新莱茵报》上连载，1880年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首次公开出版，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作，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都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有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劳动者中传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普及读本，出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在东方，日本的河上肇首先根据《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德文本翻译成日文本，日文本出版后不满三年，就销售了三万多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个中译本，就是根据日本河上肇的日文本翻译的。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上发表。连载结束后才有单行本出版。当时这本书的译名是《劳动与资本》，并且标明原著者马克思和“燕格士”，原译者是日本的河上肇，转译者是中国的“食力”。

在连载《劳动与资本》之前，转译者“食力”将日本学者河上肇为日文本写的“序言”翻译介绍给中国人。由于这篇序言很有历史价值，所以现将它转引如下：

兹篇系译马克思小著《Loharbeit und Kadital》，原名应直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兹求简明，特改为《劳动与资本》。是书最初刊登德国某报，1849年4月4日，始刊发单行本。距本年4月4日，恰满七十年。据马氏原序，是书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述劳动者之奴隶化与资本家之支配力。第二部分述现时制度中产阶级及庶民阶级不可逃之困苦。第三部分述欧洲诸国有产阶级。特于商业的被世界市场专制魔王英国征服。兹篇殆专论第一问题。其论第二问题极简。第三问题全未论及。盖当时因故，马氏原稿未能完全发布也。是书脱稿，约在1847年。当时马氏尚未满三十岁。欲窥马氏初期之经济思想，是书足为最有力之资料。马氏学说有两大根柢。即唯物史观之历史论，及解剖批判资本家经济组织之经济论是矣。其历史观，1845年初，即已明了组织成立。厥后马氏携其至友燕格尔士（恩格斯）漫游英国，是为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学接触之始。马氏抵英后，偏读各种经济书，昼夜不倦。彼生平特有之经济论，即胚胎于是时。是年秋间，马氏与燕格尔士相携返布尔约瑟。从此益尽力于经济学之研究。暇间与当地之德人劳动者协会联络，教劳动者阶级以经济学初步。是书趣味深长，若将全部读毕，便知马氏后来有名大著作《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之根柢，悉寓于此一短篇中。

是书各处印行本之颇多，余（河上肇博士自称）所见者，系1891年在柏林发行燕格士之修正本初版。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燕格士文库中之一册也。据燕格士自言：此本非1849年马克思之书，乃1891年燕格士之书。余（燕格士自称）之修正，集中于一点。依原文，则为劳动者得劳银卖其劳动于资本家。依此书，则为“卖其劳动力”云云。

又余（河上肇博士自称）所参照之英译本二种：一为J.L.Joyns翻译之Pooket Libravy of SoelaLism第七册，在美国芝加哥发行；二为H.E.Lothroy翻译之Armand Hamer Series之一，系1902年在美国纽约发行者。译文中各章标题，均从英译本又译文中所云原文。系指燕格士之修正本。所云英译本，系指Lothroy之译本。读者幸留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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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不长的译者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谈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而且交代了马克思创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环境和目的，特别是这本书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而这些内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还是一个刚刚认识的对象。

在河上肇的序言后面，就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文连载。全文共有六个部分（即六节），每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一、劳动与资本；二、劳银为何；三、货物之价格如何而决定乎；四、劳银依何标准而决定乎；五、资本之性质及其增加；六、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关系”等。每个部分的内容分若干天刊登，每天的刊登量在三百字左右。大约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刊登完毕。其后不久即有单行本公开出版。

第二节 “雇佣劳动”概念的不同翻译及历史追踪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中译本（即“食力”的译本）中，“雇佣劳动”这个概念被简化为“劳动”，这种简化来自日本的河上肇，他在日文本的“译者序言”中说：“兹篇系译马克思小著《Loharbeit und Kad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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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应直译《赁佣劳动与资本》。兹求简明，特改为《劳动与资本》。”虽然书名中的“雇佣劳动”被简化为“劳动”，但在正文第六节的标题中仍然有“赁佣劳动与资本之关系”这样的词句。

由此可见，“雇佣劳动”概念在中国的最早翻译有二种：一是“劳动”；二是“赁佣劳动”（这个词和“雇佣劳动”的词义是一样的）。从这个词的翻译，也进一步证实河上肇的日文本确实是根据德文本转译的，因为在德文中，“lohnarbeit”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就是“雇佣劳动”。

在“食力”的译本之后，关于“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理解和翻译，例如：

袁让的译本，书名是《工钱劳动与资本》，1921年12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恩格斯修订过的1891年柏林德文本并参照罗斯路卜译的1902年纽约英文本翻译的。
 
[3]

 “雇佣劳动”在这个译本中被翻译为“工钱劳动”。按照笔者的推测，“工钱劳动”的翻译与参照英文本有关系。因为英文本的书名就是“Wage Labour and Capital”，而“Wagelabour”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字面意思就是“工资劳动”。

朱应祺、朱应会的译本，书名是《工资劳动与资本》，1929年5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在这个译本中，“雇佣劳动”被翻译为“工资劳动”。这个译本与“食力”译本的文本依据相同，都是日本河上肇的日文本。但这个译本的译者并没有完全按照河上肇的意思把“雇佣劳动”简化为“劳动”，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为“工资劳动”。

李一氓的译本，书名是《工钱劳动与资本》，收在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中。在这个译本中，“雇佣劳动”被翻译为“工钱劳动”，与袁让的译本不谋而合。根据译者后来的回忆，当年他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而那个英文本又是根据俄文本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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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鸿文的译本，书名是《马克斯雇佣劳动与资本》，收在1930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中。“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第一次在这个译本中出现。

王学文等人的译本，书名是《政治经济学论丛》，1939年3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其中包括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恩格斯的序言》（即《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在这里再次出现。

沈志远的译本，书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1939年8月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后又多次重印，是新中国建立前重印次数最多的一个译本。这个译本是根据1933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选集》翻译的，所收入的内容与王学文等人的译本相同。至此，“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翻译基本定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书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收在196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中，同时有单行本出版。根据译者交代：《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原文是德文，俄文是按照手稿翻译的，我们是按照俄文翻译为中文的。在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中，“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的翻译至今没有变化。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1卷、1995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都收入了《雇佣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的翻译没有改变。

面对“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的翻译几十年没有改变的情况，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时代总是在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否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呢？例如“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否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时代而翻译为“工薪劳动”呢？在思考这些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马克思本人使用的“雇佣劳动”这个概念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实际情况，但对它的理解在当时也是多义的；二是时代变化了，“雇佣劳动”这个概念也应该反映新情况、应该有改变。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思考探讨的问题。

回顾上述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劳动”、“赁佣劳动”、“工钱劳动”、“工资劳动”等不同中文翻译，最终定型于“雇佣劳动”。

最早的翻译把“雇佣劳动”简化为“劳动”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中文中“劳动”与“雇佣劳动”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别很大。“劳动”泛指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活动，外延很广。而“雇佣劳动”则是专门指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被迫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所以说“雇佣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有特定内容和含义的概念。

“赁佣劳动”这个概念中的“赁”在中文中是“租用”的意思，“佣”是“雇佣”的意思，把“赁”和“佣”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用，组成一个概念在中文词典中是没有的，但就它们各自的意思来看，还是比较接近“雇佣劳动”的，尽管它是一个生造的词。

“工钱劳动”与“工资劳动”这两个概念中“工钱”与“工资”的意思在中文中比较接近，都是泛指一切劳动所得。区别仅于“工钱”是一个口语化的概念，通常是指做零活儿的报酬，例如做件衣服要多少工钱？而“工资”则是正规化的经济学概念，通常是指作为劳动报酬按时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或实物。“工钱劳动”与“工资劳动”的意思比较接近，但与“雇佣劳动”的意思有差异。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在德文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发生了误差。

德文中的“lohnarbeit”这个词的本意就是“雇佣劳动”，是个特有的专门名词，专门指那种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专门指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但在把“lohnarbeit”这个词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不仅把一个词变成了两个词（即把“lohnarbeit”变成了“wage labour”），而且把“lohnarbeit”这个德文词特有的含义泛化了。在英文中，“雇佣劳动”是两个词，一个是“wage”（工资），一个是“labour”（劳动），合在一起是“wage labour”（雇佣劳动）。英文的“wage labour”显然没有完全准确地表达“lohnarbeit”这个德文词的专有意思，而是扩大了“lohnarbeit”这个特定概念的词义，将其泛化为一切领取工资的劳动、一般人的劳动、所有人的劳动。根据英文“wage labour”翻译过来的“工资劳动”这个概念，在中文中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中性词，只要是领取工资的劳动都包括在内（既包括领取工资的老总、经理的劳动，也包括一般员工、打工仔的劳动），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特别所指，也没有特定的含义。

二是“雇佣劳动”这个词在德文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误差又造成了中文翻译上的差异。中文翻译上的差异显然是由于翻译者的文本依据不同。依据德文“lohnarbeit”翻译的，大多翻译为“雇佣劳动”（个别除外），他们是按照德文中这个词的本义翻译的。而依据英文“wage labour”翻译的，则多半翻译为“工钱劳动”或“工资劳动”，因为英文中“wage labour”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就是“工资劳动”。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述差异所在及产生原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专门查阅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在英文版的《Wage Labour An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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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雇佣劳动”一词的英文是“wage labour”。如果从字面上翻译这个英文词，就是“工资劳动”。这个词在中文中的意思非常明确，泛指一切领取工资的劳动。就如在当代社会中，公司老板的劳动和一般员工的劳动都可以称为工资劳动，即都是为了领取工资而劳动。“工资劳动”这个概念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反映一定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说它既不突出劳动所得的差异，也不强调劳动价值的不合理分割以及去向，仅仅是个一般的中性词汇。

在德文版的《Lohnarbeit Und K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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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雇佣劳动”这个词的德文是“lohnarbeit”。在德文中，“lohnarbeit”这个词的本义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特有词汇。“雇佣劳动”在中文词典中的解释是：“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迫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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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概念解释强调的是“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不是一般人的劳动，也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强调了这种“雇佣劳动”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无疑是马克思《资本论》重点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就是要无产阶级明白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真正根源，从而动员他们起来革命，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人在“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的翻译上，放弃依据英文本翻译的“工钱劳动”和“工资劳动”而最终选择依据德文本翻译的“雇佣劳动”，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尊重并依据原始的文本——德文本；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诉求。熟悉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革命是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而要进行革命，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革命理论来启发群众、动员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选择那些能够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概念来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无疑是重要途径之一。“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显然要比“工资劳动”这样的中性概念更具有启发性和鼓动性。由此可见，特定概念的翻译和选择，从来就不可能与翻译主体的主观诉求及意识形态取向完全无关。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中的文献学和语义学问题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中国上海公开出版。有关这个译本的来龙去脉，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从本书的研究角度看，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译本翻译出版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本来源。

众所周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自然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一世界潮流之外。在这同时，中国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也使得革命成为中国社会摆脱困境、走向进步发展的唯一出路。客观的革命要求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社会革命学说，便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来到中国，并很快成为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对象，产生了学习研究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的部分中文摘译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频繁出现，就是这些愿望和要求的具体反映。然而这些中文摘译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充分满足当时那些急切寻找救国救民思想武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就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有这样的社会需求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同时还要有与这种社会需求一拍即合的历史机遇。这种历史机遇的出现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蕴含着必然性，反映了必然性。这个历史机遇就是一个名叫戴季陶的青年进步知识分子，曾在1905年为求新知识而去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1913年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再次去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回到中国。在这次留日期间，戴季陶买了一本在日本畅销的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打算把它翻译成中文。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马上动手翻译，而是把这个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带回了中国。回到中国后，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再次想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想请人把它翻译出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当时担任《中国日报》主编的邵力子就向戴季陶推荐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陈望道。

其二，翻译者的个人条件。

陈望道是什么人？他何以能够担当此历史重任？这显然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结合的产物。

陈望道1890年12月出生在浙江义乌。1915—1919年间在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认真学习文学、哲学、法学方面的知识，并且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陈望道开始接触了解当时在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阅读了河上肇等人翻译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他们自己写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著作，这样就使陈望道具有了翻译《共产党宣言》所必须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再从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情况看，陈望道在中学和大学学习期间就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在日本留学四年，其日文水平也达到了精通。英文和日文这两种外文工具的掌握，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又一必备条件。《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正是以日文本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英文本来翻译完成的。

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掌握外文工具外，政治信仰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条件。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且他还和“河上肇、山川均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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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陈望道就不可能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约请，并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而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其三，翻译的地点和文本依据。

1919年5月，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到浙江第一师范任教。1919年底陈望道就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于是他辞去教职，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专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安全起见，他将老家一间年久失修的柴房收拾清理一番，作为自己工作的“书房”。《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在这间非常简陋的乡村柴房中翻译出来的。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依据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同时参考了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工作，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差不多在这同时，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要他去上海的电报，于是陈望道就带上翻译好的稿件，来到上海。

其四，出版的曲折和最终问世。

1920年4月底，当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稿来到上海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本打算连载《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文的《星期评论》杂志，因故停刊了，这样连载的计划就落空了。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稿转交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翻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措出版资金时又遇到了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特使维金斯基和翻译扬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建立共产党问题时，提起这件事情，维金斯基当即决定资助出版。有了资金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秘密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名叫“又新”）来承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的一个小印刷所里问世了。这是一个比小32开还略小一些的用白报纸印刷的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平装。封面除了书名外，还自右至左横排印有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除写明著者及翻译者外，还竖排印有几行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马克思曲臂而坐，目视左前方，肖像高12厘米，宽9.8厘米，占了封面一半，肖像下有“马格斯”三个字。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全书无扉页，无序言，无目录，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五号铅字竖版直排。全书基本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文。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边，除了标明英文原文外，还有中文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者”。

其五，重印和保存。

由于各种原因，《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错字、漏字有25处。例如第1页上就将“法国激进党”误译为“法国急近党”。甚至封面上的书名也由《共产党宣言》变成了《共党产宣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第一版只印刷了一千册，全部赠阅。同年9月又重印了一千册，并将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马克思肖像的颜色也由原来的水红色变成了蓝色。全书正文只字未改。但在封三的版权页印上了“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又新”印刷所首先印刷出版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及那些不署名者又大量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上半年就重印了十次。在不断的重印中，出现了不同的书名和译者名，有的书名就用《宣言》，译者名也被改为“佛突”、“晓风”等，但实际上仍然用的是陈望道的译本。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初版本，目前已经查找的仅有7本，分别珍藏在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档案馆。其中有的藏本已经被定为当地的一级文物。这些仅存的每一个历史文献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的是当年共产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将这本视为珍宝的“红色禁书”保存下来辗转相传的，有的是从燃烧着战火的房屋山墙内抢救出来的。北京图书馆的残存本封面上有题字：“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罗易干赠。”鲁迅纪念馆的藏本是当初出版后陈望道托周作人送给鲁迅的。上海档案馆的藏本则是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任馆长罗文捐赠的。有一次，罗文在一家旧书摊上无意间发现一本薄薄的陈旧泛黄的小册子——初版的《共产党宣言》，慧眼识宝的他立刻按摊主的要价花五角钱人民币买下，后捐赠给上海档案馆。被称为8月红色初版“姐妹本”的9月蓝色重印本，如今极为罕见。上海档案馆独家藏有这两种珍本，实属难得。

其六，作用和影响。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陈望道翻译的，实际上它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筹备组织）的第一个出版物。尽管翻译它的最初动机不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人，但在把它翻译出来后陷入不能出版的困境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陈独秀的直接介入，才使它得以公开出版。而陈独秀的积极努力又是和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国家前途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照《共产党宣言》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用比较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目标、目前斗争的策略和任务、斗争的最终结果等三方面内容，从而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并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从这个刊物的名称到具体内容都集中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在当时中国的实际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产生实际影响的又一具体表现。1929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公告，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把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这显然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一次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二是引领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例如毛泽东就曾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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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晚年也曾说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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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首先学习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此外，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

第四节 “幽灵”、“游荡”等概念的不同翻译及历史探究

由于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翻译者的主观理解，以及文本依据的不同，《共产党宣言》中有些概念，从最早的翻译到今天的文字表达，一直是有差异和争论的，例如“幽灵”和“游荡”。这里不妨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本第1版（简称MEGA1
 ）中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对这两个概念从语言源头和不同中文翻译方面做一番历史回顾和探究。

一 关于“幽灵”和“游荡”的原始文字追踪

MEGA1
 第6卷中收入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原稿，其中关于“幽灵”和“游荡”的那段德文原文是这样的：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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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中“Gespenst”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的中文解释有鬼、鬼神、幽灵、鬼魂、恶魔等。

德文中“Geht”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没有专门词条，只是作为“gehen”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出现在“gehen”这个词的众多解释中，其意思与英文中的“goes”比较接近。

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中收入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幽灵”和“游荡”的那段英文原文是这样的：

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 the of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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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spectre”这个词在牛津英汉词典中的中文解释是鬼、幽灵、可怕的东西。

英文中“haunting”这个词是由动词“haunt”加上“ing”构成一个动态的动名词。“haunt”这个动词在牛津英汉词典中的意思是常去常到、（鬼魂）常出没于、（思想等）萦绕，也可以指常去的地方。中国人在这些意思的基础上概括出“游荡”这个词是否贴切呢？笔者认为是贴切的。也就是说，根据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来翻译“haunting”这个词，把它翻译为“游荡”基本没有意思上的误解。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游荡”这个词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在中文中，“游荡”这个词的本义是指一种客观事物的一种动态、一种状况，本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包含在内。可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又常常会把“游荡”和无所事事的闲逛、不务正业的闲游、放荡行为联系起来，从而使它成为一个包含一定贬义在内的词汇。事实上，在中文词典里，“游荡”这个词的解释有三个意思：闲游放荡、不务正业；闲游、闲逛；漂浮晃荡。这些意思显然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幽灵”（即共产主义的思想）的身份和作用不符合。那么，有没有一个不包含这些贬义、比“游荡”更完美、更贴切的中文词汇呢？至少今天还没有找到。但今天没有找到并不等于将来也找不到，所以这里还有工作可做。

二 关于“幽灵”、“游荡”的不同理解和翻译

在从语言源头上分析探讨了“幽灵”和“游荡”这两个词的本义和语言转换之间的差异后，再来回顾一下这两个词的不同的中文翻译，看看哪一种比较准确？看看中国人的翻译理解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进步的历史过程。

最早的是在1919年5月5—7日在北京《晨报》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中，当时的译文是“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在这里，“幽灵”被翻译为“妖怪”，“游荡”被翻译为“徘徊”。这篇译文的文本依据是日文本。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文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在这里，“幽灵”被翻译为“怪物”，“游荡”也被翻译为“徘徊”。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也是日文本。

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延安解放社和武汉中国出版社同时出版。这个译本的译文是“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的巨影”。在这个译本中，“幽灵”被翻译为“巨影”，“游荡”被翻译为“踯躅”。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是德文本。

1943年8月，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个译本首次将成仿吾、徐冰译本中的“巨影”改译为“幽灵”。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是俄文本。

1943年9月，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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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译本中，“幽灵”被翻译为“精灵”。

194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的《共产党宣言》。这个译本是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个中国同志根据《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正文和7篇序言，可以说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译本。这个译本的开头一句话是“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在这个译本中，“幽灵”被翻译为“怪影”，“游荡”这个词在这里首次正式出现。

1972年5月，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入的《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第一自然段的译文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一词第二次被应用（第一次出现在博古的译本中），“游荡”一词被改译为“徘徊”，而“徘徊”这个词在这之前已经用过多次。

1978年，成仿吾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校译本开篇第一自然段的译文是这样的：“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在这里，“幽灵”一词又被改译为“魔怪”。为什么要翻译为“魔怪”？译者专门做了一个解释，说明了自己用“魔怪”这个词的文本依据。译者的解释是这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17—18日《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对于这个近代阶级斗争的无法挽救的结局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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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用过的“游荡”或“徘徊”一词也被“出现”一词所取代。

1995年6月，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收入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自然段的译文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这里，“幽灵”一词的翻译仍然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一样，只是第1版中的“徘徊”被改译为“游荡”。

1995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和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与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的相关译文一样，没有改动。至此，“幽灵”和“游荡”的翻译基本定型。

根据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幽灵”一词的不同中文翻译先后有“妖怪”、“怪物”、“精灵”、“巨影”、“怪影”、“魔怪”等。

“妖怪”在中文中是指神话、传说、童话中的形状奇怪可怕、有妖术、会害人的精灵，它基本上是个贬义词，有它来表示“幽灵”显然不合适。

“怪物”在中文中是指神话传说中奇形怪状的妖魔，泛指奇异的东西。这个词的贬义程度虽然比“妖怪”好一些，但仍然是个贬义词，用它来表示“幽灵”还是不合适。

“精灵”在中文中有两个意思：一是鬼怪；二是机警聪明。有学者认为：“‘精灵’的译法既符合原意，又具有中国特色。精灵者精巧灵异之物。在古汉语中有‘精灵’一词，犹指精怪、神仙。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精灵’特指在欧洲多国地下出没活动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它使各国反动统治者惊恐万状，所以联合起来对之进行围剿。‘共产主义的精灵’的说法暗含着：当今像精灵般的共产党人将来会变为神通广大的神仙，会磨练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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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影”和“怪影”在中文词典中找不到，是译者自己的创造，他们都用了“影子”的“影”，而“影子”在中文词典中的意思是指物体挡住光线后，映在地面和其他物体上的形象，模糊的形象，这似乎也与“幽灵”的意思不同。

“魔怪”一词在中文词典中是指妖魔鬼怪，比喻邪恶的人或势力，这与“幽灵”一词的意指相去甚远。

“幽灵”一词在中文词典中的意思与“幽魂”相同，都是指人死亡后的灵魂。

从历史回顾中，我们也发现“游荡”一词先后有“徘徊”、“踯躅”、“出现”等不同翻译。

“徘徊”一词在中文词典中的解释是指在一个地方来回走，比喻犹豫不决或比喻事物在某个范围内来回浮动、起伏。

“踯躅”在中文词典中和“徘徊”是同一个意思。

“出现”一词在中文词典中是显露、产生出来的意思。

“游荡”一词在中文词典中有三个意思：一是闲游放荡，不务正业；二是闲游、闲逛；三是漂浮晃荡。

中央编译局的编译者曾经对众多译法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的译本确定用“幽灵”和“游荡”这样的词，和其他翻译相比，是比较好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笔者理解他们所说的“比较好的”的意思，就是从字面上看，“幽灵”和“游荡”基本上表达了德文和英文中这两个词汇的原本意思，没有误译。而“也不是无懈可击”则是说，这两个词汇仍然有推敲的余地。笔者非常赞成这种说法，这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对“幽灵”一词的翻译，一定要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即必须回到马克思当年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那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共产主义学说在当年欧洲的实际处境，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用“幽灵”和“游荡”这样的词。“幽灵”和“游荡”这样的词是否恰当地反映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欧洲的实际处境，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处境，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处境去质疑当年那些用词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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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15]
 高放：《〈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序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第二编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高潮及部分版本、概念翻译的考证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中文全译本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形式，同时专题集、选集、丛书等新的传播形式也开始出现。只是在进入40年代后，由于战事频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规模和速度都受到一定限制。

从文本依据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翻译的文本依据大体上是德文本、英文本、日文本、俄文本平分秋色。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则是俄文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第一个高潮的出现，是各种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四：

首先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高潮的出现，首先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革命实践呼唤革命理论，需要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随着实际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经历1927年的大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为了促进中国革命的重新崛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组织力量，首先在理论宣传、理论武装上打开新局面。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领导下，一批留学日本、苏联、法国、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回国，与在大革命失败后聚集到上海、北平等地的国内的一批党的理论宣传骨干和进步知识分子会合。正是这批人以上海、北平为中心，充分利用这里的文化环境和出版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场革命理论宣传的红色风暴，努力为正在中国南方农村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就是这场红色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方法。例如：

1938年3月，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利用新知书店的资金和人员，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专门翻印延安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及章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出版社又在香港重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且在封面标上“马列主义理论丛书”的字样。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它被看做中央编译局的前身），专门负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延安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这个编译部的成员先后有何锡麟、柯柏年、王石巍、景林、赵克飞、王学文、张仲实、陈洁等。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编译部一直保留并扩大。延安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大部分出自这个编译部成员之手。

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全党要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的刊物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和读书会。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宣传部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联系。根据这一指示，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全党的出版发行工作。部长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担任，王林任副部长。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后，一方面派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检查出版发行工作，并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抽调干部开办训练班；另一方面又担负出版、印刷、发行的具体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用延安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一般的社会科学读物则用延安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适应整风学习的需要，毛泽东曾建议成立一个大的翻译校阅机构，大量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提高并保证这类著作翻译出版的质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译。后来由于战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翻译校阅马列主义著作的计划和设想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实际上仍然是有力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1945年4—6月的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曾两次谈道：“翻译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要大大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报的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苏联先进的东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列主义但有进步意义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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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文化出版环境。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高潮的出现，还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充分利用上海这样的全国书刊出版销售中心的有利文化环境，创办书店并团结一批进步书店和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密不可分。有位出版界前辈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出版史上，二三十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对抗和政党权争一天天白热化。那时上海的优势得天独厚，张作霖可以在北京捕杀李大钊，蒋介石可以在南方限制异党，但对于外国租界和各种社会势力把持的上海似乎显得鞭长莫及。于是，不但‘商务’、‘中华’、‘开明’这样以文化积累和开启民智为本的书店得以繁荣，就是那些呼号救亡鼓吹进步的激进的灵魂们也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头一天还在上海滩上游荡发愁找不到工作，第二天，已经变成某个书店的老板或某份杂志的主编了。这些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找关系，借钱，凑股份，租店铺，办杂志，开书店。于是‘生活周刊’、‘读书生活’、‘中国农村’办起来了；于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出世了。先是二三个、三五个，后来是越来越多，最后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先锋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呼风唤雨，改造着社会也发展着自己，奏出了能够激荡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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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回忆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文化出版环境。虽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从30年代中期开始日趋严酷，但进步文化出版者仍能够找到可以利用的缝隙。

其他许多出版史方面的材料也都证明，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确实是中国各种进步书刊的翻译出版销售中心，特别是那条有名的四马路（今天的福州路）更是书店林立，许多受读者欢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都是在这里问世，向全国各地传播的。由这些大大小小的书店为枢纽而构成的翻译者、出版发行者及广大读者三位一体的出版传播网络，几乎覆盖全国。尤其是当时很有名气的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出版社，在新中国建立前，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其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书店出版社一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在1938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就包括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王学文翻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沈志远翻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张仲实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

再次是一批看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商的推波助澜。

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出现高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精明的出版商人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热销的商机，便热心于这类著作的翻译出版。这里以上海泰东图书局和上海新生命书局为例。上海泰东图书局从1928年下半年起，就开始组织翻译出版一套《马克斯研究丛书》，到1930年出齐，共10册：《马克斯的经济概念》、《马克斯社会民族及国家概念》、《马克斯的伦理概念》、《马克斯的国家发展过程》、《马克斯的家族发展过程》、《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马克斯的工资劳动与资本》、《马克斯的唯物历史理论》、《马克斯及恩格斯评传》。其中只有《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马克斯的工资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斯的国家发展过程》中译载的是恩格斯的《马尔克》，当时的译名是《地域团体》，其余都是介绍性的译著。上海新生命书局在193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大张旗鼓做促销广告，其中这样写道：“上海新生命书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以优惠价格出售下列各书：科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樊仲玉等人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萨孟武等人译的《马克思十二讲》、恩格斯著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拉发尔格著的《社会与哲学的研究》、毕滴列夫斯基著的《历史的唯物论入门》、波格达若夫著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第尔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考茨基著的《社会革命论》、伊科维兹著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恩格斯著的《革命与反革命》等。”当年的这份销售广告还指出：“马克思的思想是现在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马克思的学说是现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指针，此则不论赞成或反对，盖已为世界所公认。本局为纪念此伟大哲人，凡三个月内，购上述各书者，概以八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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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介绍的这两家书店的政治色彩都不非常明显，但他们却都热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销售，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当年的受欢迎，其经济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般的出版商和书店，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根本目的，为此而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也是在所不辞。

最后是思想文化传播规律本身的要求和展现。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中国出现一个翻译出版高潮，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和条件外，也集中反映了外来理论学说在中国传播本身的逻辑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容介绍、片段摘译、少数的中文译本之后，出现大量的中文全译本，出现专题集、选集等新的传播形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理论学说传播本身由少到多、由部分到整体，不断走向全面完善、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飞跃的必然进程，是人们认识、接受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所必须经历的认识发展阶段和知识积累过程。同时更是这种理论学说构成的内在整体性和传播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实践中逐步展开、具体实现的集中表现，它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和理论学说的传播规律。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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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资料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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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促销广告一般都附在所促销书籍的最后一页上，如科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等。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全译本的大量翻译出版，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这个时期几乎都有了中文全译本，有些经典名著甚至同时有多个中译本出版。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奇怪，而且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名著的译本是不怕多的，一部著作有多个译本出现将有助于翻译质量的提高。这里仅就部分经典名著的翻译、出版及文本依据做些介绍和研究，其中涉及部分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和争论。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及语义学问题

自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后，直至1930年这10年间，一直没有新译本公开出版。这期间虽然有过罗章龙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几个人根据德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但终究只是个油印本，传播范围有限。蔡和森20年代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根据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本，在中国留学生中传阅，但也不是正式出版物。成仿吾1929年在欧洲学习时，曾应蔡和森之邀直接根据德文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可惜的是翻译稿在邮寄途中丢失了。这样一直到1930年，才有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从1930年到新中国建立，《共产党宣言》又相继有几个新译本出版。现对这些译本的翻译出版情况做些介绍和分析比较。

1.华岗的译本

华岗翻译的《宣言》是《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全译本，1930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而组织翻译出版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本。华岗的译本和先前陈望道的译本相比，有这样几个不同：

一是文本依据不同。华岗的译本是根据《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翻译的，而且是英汉对照本，即在中译文之后附有英文。华岗所依据的英文本是恩格斯当年亲自校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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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译本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可以弥补中译文可能存在的不准确之处。华岗的译本出版后销路很好，很快又重印了两次。

二是内容有所增加。华岗的译本除了正文之外，还包括1872年、1883年、1890年的三篇序言，这些序言对读者学习把握《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是很有帮助的。

三是形式不同。华岗的译本采用了便于传播的书名，即书名去掉了“共产党”三个字，直接用“宣言”二字做书名，出版者署名“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

四是译文质量有所提高，文字更加顺畅。例如《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陈望道译本的译文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而华岗译本的译文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成仿吾、徐冰的译本

1938年8月，成仿吾在延安和徐冰合作，根据德文本翻译出《共产党宣言》，作为干部必读丛书的一本，由延安解放社公开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解放区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这个译本当时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都曾多次翻印发行，影响很大。对此，成仿吾有一段回忆：“我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同志合作的。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我在陕北公学工作。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我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就把书分成两部分，我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翻译，条件也很差，连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找到。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一遍就交了卷。1938年8月这个译本曾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第4集出版过，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也出版过，1938年8月和10月由中国出版社印行，有横排和竖排两种。我在敌后解放区得到这个译本时，发现译文的缺点是很多的，但是没有机会校正了。后来博古同志根据俄文本出版了一种校译本，改正了某些缺点，但离开德文原著似乎远了些。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说这是我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这部修改稿可能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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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徐冰的这个译本，在1947年11月，还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香港出版。这次出版的这个译本，翻译者本人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做任何增删，但译文由乔冠华根据英文重新做了校订。乔冠华在署名“乔木”的校后记中说：“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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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古的译本

1943年，博古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根据俄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对1938年8月出版的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重新校译，并且增加了该书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公开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四个中文全译本。博古的译本是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版本，并且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五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共产党宣言》的多个译本和不断修订的历史，集中说明了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南，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作用更是举世公认。虽然今天的时代主题不再是革命和战争，《共产党宣言》所提供的社会革命理论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流行，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理论价值仍然被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所看重，并有新的研究和新的发挥，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批判，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文献、文本研究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中国有多个不同的中译本，这些中译本的文本依据各不相同，翻译风格也各有特色。它们分别是：

1.林超真（又名郑超麟）的译本

林超真译本的译名是《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收在林超真译编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中，1928年3月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发行。这可以说是恩格斯的一本专题文集，包括了恩格斯的《原始基督教论》（即《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几部重要著作。当年的出版宣传广告这样写道：“这一本《宗教、哲学、社会主义》，正是恩格斯阐明史的唯物论哲学之唯一巨著，共计十二万言。这样三部巨著汇印本，现在简直找不出来。现在的译者，费了很大的力气，根据法国马克思正统派理论家保罗·拉法格的直译本，转译为中文的，译笔的流畅明白，是近来翻译界所罕见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巨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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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销路很好，这个译本在1929年10月再版。1929年12月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第三版。在印行第三版时，译者又根据俄文本对译文进行了重新校订，同时还增补（普列汉诺夫）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文第二版写的长篇序言。

2.彭嘉生的译本

彭嘉生译本的译名是《费尔巴哈论》。1929年12月由上海南强书店初版。这个译本是根据德国赫尔曼·董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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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的德文本翻译的，同时参照了英文本和日文本。这个译本除了正文外，前面有赫尔曼·董克耳在1927年写的《编者序言》，书后有5篇附录：一是《费尔巴哈论纲》（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二是《费尔巴哈论》补遗（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札记和论断）；三是《史的唯物论》（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四是《法兰西唯物论史》（即马克思《神圣家族》一书的摘译）；五是《马克思的唯物论及辩证法》（即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节译）。

3.向省吾的译本

向省吾译本的译名是《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的终末》，1930年4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是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同时参照了日文本。书前也有编者赫尔曼·唐克尔写的序和译者写的序。

4.杨东莼、宁敦伍的译本

杨东莼、宁敦伍译本的译名是《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1932年5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和上述彭嘉生、向省吾的译本一样，都是根据德国人赫尔曼·唐克尔1927年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译出的。这个译本的前面有赫尔曼·唐克尔写的《发行者序言》。译本的正文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和恩格斯1888年为该书出版单行本而写的序言。而附录则有8篇：一是《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二是《费尔巴哈论》补遗（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札记部分中的《“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一节）；三是《史的唯物论》（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导言）；四是《法兰西唯物论史》（即马克思《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五是《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即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的第二节）；六是《费尔巴哈论纲原稿译文》（马克思）；七是《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见解之对立》（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八是《普列汉若夫对费尔巴哈论的序言和评注》（包括普列汉若夫为俄译本写的第一、二版序言和评注）。这个译本出版时，印制了两个本子并采用了不同的封面和不同的书名。一种是灰色封面，书名是《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另一种是黄色封面，书名是《费尔巴哈论》。

5.青骊、刘易斯的英汉对照本

这个译本的译名是《费尔巴哈论》，1932年11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黎威奥斯丁的英文本转译的。附录收入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译者在《中译者序言》中说：这个译本附上英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懂英文的读者能够“更容易更明白地把握原书的观念”。

6.张仲实的译本

张仲实译本的书名是《费尔巴哈论》，1937年1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1938年2月在汉口再版。这个译本是依据俄文本翻译的。其中收入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当年苏联《真理报》为纪念费尔巴哈逝世65周年而发表的两篇文章，即《伟大的哲学家》和《费尔巴哈与新兴哲学》。1949年重印这个译本时，又根据1948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进行了重新校正。

从以上不同中译本的文本依据来看，德国人赫尔曼·唐克尔编的德文本是主要的，其次是英文本、俄文本。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诸多中译本中，张仲实的译本被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译本。

第三节 《反杜林论》文献、文本研究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新中国建立以前，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很多，但大多是部分翻译（主要是绪论和第一编），真正有影响的中文全译本是吴亮平的译本。

《反杜林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和吴亮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吴亮平也因为翻译《反杜林论》而名垂青史。吴亮平（当时署名吴黎平）是《反杜林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一生曾多次校订《反杜林论》，与《反杜林论》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吴亮平的译本1930年1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是德文本，同时参照了俄文本和日文本。这个译本初版后，又相继由上海江南书店、上海笔耕堂书店、上海生活书店、重庆生活书店、延安解放社多次再版或重印，是在中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译本。毛泽东1931年率领工农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从一堆战利品中发现了一本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反复阅读，长征途中毛泽东丢弃了许多物品，但这本《反杜林论》则被保留下来带到了延安。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照和鼓励下，吴亮平在1939年（即《反杜林论》翻译出版十年之际）对《反杜林论》进行了第一次重新校订。这次校订的文本依据还是德文本，不同的是参考了1938年苏联新订正的俄文本，以及英文本。《反杜林论》的第一个订正本，1940年由延安解放社公开出版。这个订正本的前面新增加了译者根据苏联哲学家尤琴（即尤金）的文章而编译的《〈反杜林论〉内容大要》，以及译者自己写的《〈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十年小序》。

第四节 《哲学的贫困》文献、文本研究

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之前，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摘译曾在1928年9月出版的《思想》月刊（这是上海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上发表，译者署名李铁声，当时用的标题是《〈哲学底贫困〉底拔萃》。译者是根据日本浅野晃编的《马克思的方法底形成——〈哲学底贫困〉里之问题底提起与问题底解决》一书编译的，内容主要是《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有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论述。

《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中文全译本主要有：

1.杜竹君的译本

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当时的译名）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9年10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这个译本根据法文本译出，内容除正文外，书前有恩格斯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为德文第二版写的按语，书后有附录三篇，即马克思的《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的一部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杜竹君的译本虽然翻译质量不高，但作为《哲学的贫困》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也正是因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质量不能令人满意，也就促进了新译本的很快问世。

2.许德珩的译本

许德珩译本的书名是《哲学之贫乏》，1932年7月由北平东亚图书馆印刷发行。根据译者自己的交代，他的译本“是根据1922年巴黎M.Giardsd书店所印行之第三版法文原文，参阅1920年美国芝加哥Charles H.Kerr Company印行Zueltz的英文译本，以及岩波书店所印的木下半治和浅野晃的日文译本而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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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译本的具体内容和杜竹君的译本基本相同，也有恩格斯的序言和按语，以及马克思的三篇文章。

有关这个译本问世的前因后果，许德珩有一段专门的说明，主要是因为不满意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错误，认为像“《哲学的贫困》这样一部重要名著，竟然如此马马虎虎的翻译，真是有些对不起读者和著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不揣冒昧，把从前译而未尽束之高阁的稿子，拿出来继续翻译下去，让它出版。自然，以我的学识和水平，当然不敢说翻译出来就没有错误，不过我是仔细而忠实地从事就是”。许德珩的回忆文章中，对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错误有许多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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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思敬的译本

何思敬译本的书名是《哲学底贫困》，1949年9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其后很快就出现了解放社大连版、解放社上海版、中国人民大学版等各种翻印版，流传较广。这个译本也有恩格斯写的德文第一版序言和为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附录有《关于劳动货币》（摘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以及马克思给安年可夫和石槐舟的两封信。这个译本是译者1942—1944年间，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翻译出来的，只是由于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环境恶劣、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一直拖到1949年才公开出版。在1950年12月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翻印本中，译者在书前专门加了一个说明，说明这个译本的特点和用途。

第五节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献、文本研究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新中国建立前有几个不同的中译本，分别是：

1.李膺扬译、周佛海校的译本

这个译本的书名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929年6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是该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从初版到1937年间，这个译本由上海新生命书局重印了7版（从第三版开始这个译本的封面不再出现“周佛海校”的字样）。这个译本除了正文外，有恩格斯写的第一版序言（1884年）和第四版序言（1891年），还有出版者陶希圣1929年6月写的序，以及译者序言。

陶希圣在他写的序中说：“这本书的重要，是在以历史的唯物论来叙述民族学家所发见的材料。这本书的价值，是在民族学家所发见的事实能作历史的唯物论的证明。本书是民族学开山巨著与历史唯物论交流之产物。我们介绍本书因此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在使读者得知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证据。第二在引起读者对民族学研究的端绪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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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在自己写的序言中简要说明了这本书的重要地位和主要内容，并且交代了翻译的文本依据。其中这样写道：“本书有如著者在序言中所说，是恩格尔（当时的翻译，即恩格斯）继承马克思在生前有志而未遂的工作所完成者，他根据关于这一问题的摩尔根之划时代的研究，加上自己的研究，并插入马克思的评注，把自蒙昧、野蛮以至文明的人类之生活之历史，由唯物史观的见地，简单地论述。我们从这本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来为我们文明基础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马克思主义对此之批判。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本书以Ernest Untermann的英译为底本，当翻译时，并参照西雅雄氏及田中九一氏根据德文版的二种日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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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仲实的译本

张仲实译本的书名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1941年2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其后又多次再版或重印。这个新译本与前面已有的译本相比，不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翻译的文本依据不同。前面提到的那个译本是依据英文本和日文本翻译的，而张仲实的译本则是根据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院长阿多拉茨基重新校阅及编辑注释的俄文标准译本翻译的；二是张仲实的译本新增加了一个附录，即《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这是恩格斯1892年写的，曾刊登在是年11月的《Die Neue Zeit》上面，其中所讲的库页岛上吉拉克人的群婚情形，与本书内容有关系，所以阿多拉茨基特将它附在俄文本书末，作为附录。张仲实的译本也同样译出，以供读者参考。

3.明华书店的译本

张仲实在自己译本的“译者序言”中提到这个译本，他说明华书店出版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这个译本，没有注明译者姓名。他自己在翻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时，曾经参考了这个译本，并向译者表示感谢。同时他还说：“名著的译本是不怕多的。而且把拙译本的内容与以前两种译本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这部名著还有第三种译本出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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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与语义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1858年4月计划写作6本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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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第一本，内容包括序言和正文，1859年6月公开出版。后来马克思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转到《资本论》的写作，不再进行第二册和其他分册的写作出版。在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新中国建立前，《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中译本主要有两个：

1.刘曼的译本

这个译本的书名是《经济学批判》，1930年5月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内容包括正文、序言和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个译本中翻译为《经济学批判绪言》），书前附有译者序言和英译者序言，书中附有注释。这个译本的文本依据如译者在“译者序”中说的，“我采取的本子是1904年出版的Stone的英译本，并辅以宫川实的日译本，遇有难解处，均参考考茨基的德文本。在我看来，Stone的英译本是公认的一部有权威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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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曼的译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名著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2.郭沫若的译本

这个译本在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公开出版。郭沫若1928年在日本时就开始翻译德文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段话第一次引用在《诗书时代社会的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而这篇文章正是1930年出版的那本影响巨大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一部分，这就说明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个译本包括正文、序言和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篇导言当时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这个译本初版后，一度遭到查禁，坊间便改头换面继续出版发行，译者的名字也曾经改为“李季”。1932年7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再版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939年5月又以“言行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1947年2月再次重新印刷。译者在1947年2月写的译者序中说：“这书的译文实在是生涩得很，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对于经济学不十分内行，而本书所论的范围又是马克思经济学里面最难懂的部分。……本书的原序和导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内是很重要的材料。所谓唯物史观的公式是包含在原序里面的。导言虽然不是全文，却异常地耐人寻味。”
 
[13]



在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中，由于有一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而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它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其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一是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二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历史过程的阐述（即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发展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国人在翻译和理解上的分歧及争论不多。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演变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过程的阐述，特别是对其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今天官方的最新翻译）这个核心概念的翻译和理解，则分歧和争论比较大。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争论，到今天学术界有关“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不同理解，一直是众说纷纭，而且都和“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翻译理解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些不同翻译和不同理解，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马克思学说认识理解上的差异，同时也渗透进了不同历史时期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翻译和表述做一个历史的回溯和梳理，努力搞清楚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翻译表述？形成这种概念差异的现实依据究竟是什么？

二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在不同中译本中的不同翻译

我们首先按照年代来回溯一下“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核心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中译本中的不同翻译：

1919年5月6日，北京《晨报》副刊刊登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首次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翻译介绍给中国人。其中包含“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那段译文是这样的：“就大体说来。我们可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的。经济的。进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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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译文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这段译文没有用逗号和顿号，用的都是句号。这是当时的用法，说明了标点符号的运用在那时还不规范。

二是这段译文是把“社会的”这几个字摆在前面的，和后面的几个字连接起来就是“社会的经济进化阶段”。这显然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不是现在人们最新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那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是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时译为“生产方法”）看做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几个阶段，而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相对于非经济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发展的几个阶段。这样的理解和表述显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从日本人那里接受过来的，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日本人。

三是这个时期还没有用发展“形态”这个概念，用的是发展“阶段”。在中文中，“形态”和“阶段”的意思比较接近，例如一种发展“形态”可以代表一个发展“阶段”，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上有差异，“形态”侧重于社会发展的结构形式和表现形式，而“阶段”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突出的是过程性。

1930年3月，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的刘曼译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一书中，包含“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译文是：“泛言之，我们得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定为社会经济构成底如许多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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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译文同样有几个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它也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那几个历史阶段的，同样用的是“阶段”这个概念。

二是译者将“英译者序”也翻译出来并收入书中，这篇“英译者序”谈到了英译本的文本依据和某些核心概念的翻译变化：“本书译自考茨基在1897年所刊行的《经济学批判》第二版，该版与1859年的原版有些微小的变更，即曾由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本书笔记底页指明过的变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称‘资产阶级的生产’［Buergerliche（市民）Produkion］、‘资产阶级的财富’［Buergerliche（市民）Reichthum］、‘资产阶级的劳动’［Buergerliche（市民）Arbeit］。八年后，他在《资本论》相同的各章上则改用‘资本家的’（Kapitatische）这个名词。因为说英语的读者听到‘资本家的’生产制度，比听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等更熟悉，所以译者认定《经济学批判》出版以来这少数年间马克思自己对于这个名词的改变，是他译‘资产阶级的’为‘资本家的’一个充足的证明。这样好像使这个名词的意义更易令读者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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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英译者序”还谈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阐述，其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初次明立统制社会进化之法则底这部著作，该与达尔文以其生物进化论供献于世之同年世出。而且正与后者不得不反对宗教的偏见以争取达到实现之途径同。前者的实现也比甚至更有力量的社会和政治的偏见所阻疑碍”
 
[17]

 。由此可见，英译者也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那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并且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理解。

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一书，其“序言”中有关“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译文是：“在大体的轮廓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法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进展的各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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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和1947年的再版本，这段译文在文字上没有变化）从这段译文中我们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从字面看，这段译文首次把“经济的”这几个字放到了“社会结构之进展”的前面，这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最新译文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比较接近，但当时译者的理解和今天译者的理解并不一样。

二是译者在“译者序”中谈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三个文献中都提到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早，那里说到财产的形态是分为‘宗长式’、‘奴隶式’、‘身份式’和‘近代市民式’。《导论》次之，倒叙为近代式、封建式、奴隶式、‘东洋式’。原序又次之，则说为生产方式有‘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市民式的累进的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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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译者郭沫若并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仍然是从“社会史的发展阶段”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关于财产的不同发展形态理论的。

三是译者在“译者序”的最后强调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普遍适用性。他说：“我是这样相信着：社会进展的阶段，依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叠进，是不能有例外的。犹如由卵变成蚕、由蚕变成蛹、由蛹变成蛾一样，在各个阶段上的个体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个性或特征，但不能够跳过一个阶段，也不能够出一个阶段，或把这个阶段倒逆。……我自己经过了二十几年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进展也并不例外。‘所谓国情不同’，在这一方面也并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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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前面提到的几个译本用的都是“阶段”这个概念，在这个译本中变成了“时代”。“阶段”和“时代”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相互替用，当仔细推敲，仍然有大与小、长与短的差异。从这个译本起，“时代”这个概念就一直沿用下来，包括1995年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文。

195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坚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一书，其中“序言”部分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译文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已经基本定型了，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中文翻译中比较规范的用法。其后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相关翻译，也都用的是“社会经济形态”这样的概念。因此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到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卷中的相关译文，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的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为止，中国人一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那几个发展阶段、几种发展形态的，也一直认为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经阶段，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违背这个基本规律，都不能跨越或不经过其中的某个发展阶段。这样的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理解上的，同时也是概念范畴上的（后文将有专门介绍）。

从1919年到1972年，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为什么一直采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原因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去探究：

一是苏联人和日本人的影响。在新中国建立前以及建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方面，日文本和俄文本曾经是中国人的主要文本依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历史上，苏联人和日本人（日本人又是受苏联人的影响）都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的，并且都把那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看做是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

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人能够直接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极少，因此他们有可能没有看到或是忽略了马克思从经济的（财产的）角度去论述社会发展形态的其他许多言论［如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1卷第三篇第五章中，对相对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发展形态所做的相关论述］，而是像苏联人和日本人那样把马克思关于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即非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论述，理解为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把它简化成所谓的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三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就要阐发和宣传它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这同时也是在为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场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不仅强调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具有普遍性、规律性，而且寻找根据反复说明中国社会也同样经历了那几个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没有特殊性，没有独立于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之外，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第七节 《自然辩证法》文献、文本研究

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之前，它的一部分（即其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部分导言）曾经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公开出版，并且有多个不同的中译本。

1.陆一远的译本

这个译本1928年11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书名是《人种由来说》，书前有哥来佛（后来译为郭列夫）写的序言，马克思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斯”，恩格斯的名字被译为“恩克斯”，文本来源不详。1929年10月，这个译本由上海春潮书局再版时，书名改为《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

2.成嵩的译本

这个译本1930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书名是《从猿到人》，内容除了《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即导言的一部分）外，书前还有“译者序”以及郭列夫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这个译本是根据苏联郭列夫编辑的俄文版《从猿到人》翻译的。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曾写信给刘少奇，向他推荐《从猿到人》一书，其中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列夫的一篇亦可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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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畏之的译本

《自然辩证法》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杜畏之，1932年8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名是《自然辩证法》。书前有译者序和编者里雅沙诺夫的序，书后附录二是译者写的《辩证法与相对论》。这个译本是根据1925年出版的里雅沙诺夫编的德俄对照本编译的，按照俄文翻译，德文校正。

这个译本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再版。1940年4月，又由上海言行社出版。至1949年6月，这个译本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再版5次。也就是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自然辩证法》的中文全译本只有杜畏之翻译的这个译本。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9月，郑易里译、郭大力校的《自然辩证法》的新译本，才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个新译本根据苏联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和日文本翻译，参照英文本校订。

在杜畏之的这个中文全译本之后，《自然辩证法》的部分内容仍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主要有两个译本：

于光远译、景林校的《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1940年12月由延安民族解放青年社出版，1949年4月，又有了华东新华书店渤海版。

曹葆华、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1948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个译本根据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出，并参考了俄文本。其后陆续出版了解放社天津版、解放社第2版、华北大学重印版、中原新华书店版、西北新华书店版、大连新华书店版、苏北新华书店版、解放社上海版等许多译本，流传很广，影响较大。

第八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文本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它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同样也只是部分内容的译出，而且大多刊登在杂志上或收在某一本文集中，其中影响较大的译本有：

1.郭沫若的译本

郭沫若1927年就得到了德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日本后，就开始动手翻译。译好后在1931年交给王礼锡，打算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故一直压到1938年11月，才以上海言行出版社的名义公开出版。这个译本的书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译本的主要内容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此外还收录了马克思手稿（未经恩格斯修改）《费尔巴哈论纲》，总字数相当于后来收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1/20。这个译本的前面有“译者弁言”和李亚山诺夫（即梁赞诺夫）写的“编者导言”。这个译本是根据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李亚山诺夫在1925年编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译出的。

郭沫若的译本在1947年2、3月间，又由专门出版郭沫若著作的群益出版社出版。据群益出版社的负责人吉少甫回忆：“当我向神州国光社取回抵作过去未付版税的二本马恩译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纸型时，他（郭沫若）还是很高兴的，认为当时马恩著作出版得很少，旧译版能印出来，对读者还是有帮助的。他亲自为三本书写了书名，为二本书写了序言。当时封面上都印了马恩的头像。这三本书（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初版各印了一千五百册。1949年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在香港印了一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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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译者弁言”中说：“译笔主在力求达意，然也极力在希图保存原文之风格。”同时也谈到他是“一面读，一面翻译”，主要是为他当时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服务。在1947年2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郭沫若也谈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价值，他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一并精读，后书我也有翻译，可惜我所译的不是全文本，而是初被发现时的残稿本，但在相互了解上，实在是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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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士（周建人）的译本

这个译本的书名是《德意志观念体系》，主要内容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1941年7月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书前有译者写的“介绍”，书后附录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手稿（未经恩格斯修改）。这个译本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

第九节 《资本论》文献、文本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而创作的主要著作，曾经有许多中国人想把它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大多是部分内容摘译。从1930年开始，才有完整的译本出现。首先有《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出版（先后有几个不同译本），后来又有《资本论》（三卷本）中文全译本的问世。这种状况与这部著作本身内容庞大有关，同时也与翻译者自身条件和实际处境关系密切。这里着重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不同译本和《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及传播。

一 《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不同译本

1.陈启修的译本

1930年3月，陈启修（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内容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和第一版序言、第二版跋，书前有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包括考茨基写的法文本导言《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河上肇著的《资本论入门》序说的第3节《〈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三篇文章及考茨基平民版序）。在考茨基平民版中包括了马克思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和跋，以及恩格斯为《资本论》第3版、第4版写的序。陈启修的译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上海昆仑书店在1935年3月和1938年5月曾两次再版。

陈启修原来计划将《资本论》分为十册出版，但实际上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一分册，其余各册没有继续翻译出版。陈启修的译本是根据德文原版并参照河上肇的日文本译出的。

2.潘东舟的译本

这是陈启修译本的继续，书名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潘东舟在译者言中说：“马克思所著《资本论》一书的中译本，为陈启修所开始，开始第一册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以后，至今三年，尚未续出。但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所非常迫切需要的，因此，我现在愿意翻译这一著作，为避免工作重复起见，第一册我就不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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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东舟原先打算在一年之内补译完《资本论》第一卷的后5篇（即第4—25章），与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分册合成第一卷的完整译本，但这个计划后来也没有完成。潘东舟只译出了第一卷中的第二、三、四篇（即第4—13章），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分别在1933年8月和1933年1月由上海东亚书店出版。

3.王慎明（王思华）、侯外庐的译本

王慎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分三册（后又有三册的合订本），1932年9月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对于这个译本，译者侯外庐的回忆是这样的：

李大钊同志过去常常谈到《资本论》，他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强调《资本论》是促进广大劳动阶级觉醒的理论武器。当我读到它（《资本论》的英译本）的时候，更体会到这部巨著的伟大和李大钊见解的正确。从此，我把翻译《资本论》当作赴法求学的目的。我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的在天之灵。
 
[25]



经过一年多的必要准备，从1928年起，侯外庐在法国开始翻译《资本论》，到1930年译出20章。1930年回国后，又与王慎明合作，前后用了4年时间，终于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为了争取早日与读者见面，首先采取分上、中、下三册出版的办法，上册（第1—7章）1932年9月出版，中册（第8—13章）和下册（第14—25章）随后出版。这个三册本用的译者名是王慎明、侯外庐。到1936年6月，译者又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将三册本合订，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个合订本用的译者名是右铭（即王思华）、玉枢（即侯外庐）。

侯外庐、王慎明译本的文本依据是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4版。同时选定的参考本为是“考茨基校勘的‘平民版’德文本；Moore and Aveling的英译本（经恩格斯校阅）；Eden and Cedar Paul的英译本；Molitor的法译本；高畠素之的日译本；河上肇和宫川实的日译本（岩波文库版和改造社版两种）。其中，Eden and Cedar Paul的英译、Molitor的法译和高畠素之的日译，都是根据德文第四版译出的。考茨基的平民版在校勘方面所作的贡献也不应忽略。凡遇我们认为考茨基对某些单词的校正确属必要时，就采用考茨基本。河上和宫川二氏译本的价值，在于其对高畠素之本的更正处，以及二氏的后一版本（改造社版）对于前一版本（岩波文库版）的多处自我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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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半农、千家驹的译本

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译本的内容包括德文第1版序言、德文第2版序言及《资本论》第1卷第一、二篇。这二位译者是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约请来翻译《资本论》的，原计划将《资本论》三卷由三个人翻译出来，再互校后出版。虽然吴半农翻译的第一卷的后两册和千家驹翻译的第二卷的译稿已经交给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因多种原因，未能接着出版。

二 《资本论》（三卷本）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38年8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8年8月出版第一卷，1938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其后又多次修订、多次再版。

1.《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翻译的必要准备

由于《资本论》这部巨著的特殊性（篇幅长、内容深奥、涉及面广等），译者在动手翻译前必须做必要的准备工作。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最主要是熟悉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翻译研究西方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为此，郭大力、王亚南相继合作翻译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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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以及他们各自独立翻译的依利著的《经济学大纲》（193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马尔萨斯著的《人口论》（193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约翰·穆勒的《自传》和《经济学原理》、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唯物史论》等。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不仅提高了二位译者的德文水平，积累了翻译经验，而且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为《资本论》的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

郭大力从1934年开始（在这之前的1928年曾经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重新翻译《资本论》，到1936年底，郭大力已经将《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译好，并且翻译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从1937年开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出现了转机，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早就有出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计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当该出版社的负责人黄洛峰、郑易里、艾思奇等人了解到郭大力坚持翻译《资本论》的艰难处境后，马上决定由艾思奇出面，与郭大力洽谈《资本论》的翻译出版事宜。结果谈得非常顺利，很快就签订了出版合同。在这同时，从德国回国不久的王亚南也参加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为了使译者能够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每月为译者预付80元版税，为此他们专门提出2000元版税专款在银行单立账户。此举大大增强了译者的信心。由于有经济上的保证，《资本论》的翻译进展很顺利。1937年秋，日寇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得《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郭大力决定离开上海，他把已经翻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后，回到江西赣南老家，王亚南也撤到内地。在赣南老家，郭大力继续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将翻译好的稿件一部分一部分地寄往已经迁到上海租界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论》第二卷的全部和第三卷的大部分，就是在这炮火连天、虎狼遍地的恶劣环境下翻译完成的。这期间读书生活出版社每月仍然付给译者生活费。

3.《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文本依据和译者的合作

《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初是依据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校订的德文版，同时还参照了两种英文本和两种日文本。后来又根据德文原文本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和英文本进行了校订。译者为自己确定的翻译原则，首先是做到准确，并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特色。在此基础上，努力使文字尽可能流畅并通俗易懂。由于译者的不懈努力，《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质量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

《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署名是郭大力、王亚南。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王亚南翻译得比较少，并且所译部分都经过郭大力的统一校订。在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译者跋”中，郭大力做过这样的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
 
[28]



4.《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不断完善

由于《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特殊的出版环境，使得它难免有些遗憾或欠缺之处。为此，译者总在不断努力使其更加完善。译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

一是编译出版了《资本论通信集》。《资本论》（三卷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根据德文版翻译的，而德文版《资本论》各卷后面原有的附录部分（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25封书信，以及马克思的《评瓦格纳〈经济学教程〉》，恩格斯的《〈资本论〉评述》、《〈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等3篇文章），因当时时间紧迫，未能翻译出来和三卷正文一起出版。由于这些附录对于学习理解《资本论》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郭大力在《资本论》三卷书出版后，立即开始《资本论》各卷后面原有附录的翻译工作，并在1939年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以《资本论通信集》为名正式出版了单行本。郭大力在为这本通信集写的“译者序”中说：“因为出版（即三卷《资本论》的出版）期限的关系，我们没有能够立即把它们译印出来。这部单行本的编印，总算把这个缺陷填补了。通信的次序，没有按照年代编辑，因为必须如此，我们方才可以窥见《资本论》内各种主要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当然，喜欢研究《资本论》的人，还能由此见到一些不能在《资本论》上见到的补充的说明。”
 
[29]

 后来，这个单行本又多次重印。1953年《资本论》再版时，这些通信和论文又作为附录分别附在了各卷后面，总算是还了历史的原貌。

二是编译出版了《〈资本论〉补遗勘误》。1940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彭迪先编译的《〈资本论〉补遗勘误》。原因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在已经沦陷的上海出版的，当时为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书出齐，不得不采取翻译、审定、排版、校对几项工作齐头并进的方法。由于人手少，时间紧，错译、误排的地方不少。对于这些错误和疏忽，郭大力深感不安，他在《〈资本论〉补遗勘误》一书的“译者跋”中这样说：“这个译本，自1938年出版以来，将近两年了。它的大量需要，证明了中国社会正需要这样一个著作的翻译。可是这种殷切的需要，反而增加了译者的内愧。翻译上不当的字句甚至错误，没有能够完全免除。印刷时间的迫不及待，更使全书若干部分的修理工作，留下了疏忽的痕迹。郑易理夫妇的细心校勘，虽使全书排成以后，得到一个宝贵的帮助，但在排印方面，尤其是数字、标点、外国原名等，还是有很多错误。这些都使译者觉得，不把全书对照原本逐字校正一遍，决不能停下来。”
 
[30]

 为此，郭大力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照原文，把三卷《资本论》从头到尾全部校订了一遍。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资本论》（三卷本）中译本在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再版。所以，郭大力就根据校订的结果，选择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编制了一个长达33页、包括1700多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这个勘误表的内容主要是更正排印上的错误，包括丢字、错字、标点符号、数字以及外文字母上的误差，同时也包括不少有关原译文不够妥帖或不甚准确及错误之处的校订。这个勘误表在1940年5月寄给了读书出版社，出版社随即将它与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即马克思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随《资本论》一同发行。制作这样一个勘误表是件十分烦琐细致的工作，但却是当时弥补不足的唯一好办法，同时也集中反映了翻译者对马克思著作翻译的严肃态度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第十节 《资本论》的语义学研究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出版，中国人开始关注翻译质量的提高，特别是部分核心概念的翻译。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早期阶段，作为中文翻译主要文本依据的日文本，由于许多名词、概念都是用汉字表达的，所以确实给中国译者带来很多便利。20世纪30年代初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侯外庐在回忆中这样说：“在中国当时的译界，不采用日译用语的，实在非常少见。我们的翻译无论为便利起见，还是为适应习惯起见，都得求助于日译本。我们翻译《资本论》的时代，理论界通用名词和概念早已日本化了。但是，由于日文汉字的含义不能等同中文汉字的本义，翻译者的便利本不意味读者理解的便利，有的时候，甚至也存在日文汉字直接搬入中文时，其中文意扭曲了原著者意的情况。”
 
[31]

 由此可见，到20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翻译者在肯定日文本中的汉字给中国人的翻译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已经开始觉察到以往中国翻译界无选择、无分析地搬用日译用语所导致的弊病，并且在翻译工作中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争取自己民族的话语权。这里以《资本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为例。

一 “辩证法”和“辩演法”、“互辩法”、“矛盾法”、“对演法”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专门谈到“辩证法”或“辩证方法”（德文是Dialektik或Dialektische Methode，英文是dialectic）这个概念，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
 
[32]

 关于“辩证法”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是直接从日文中引进的。在日文中，“辩证”一词的意思是辨别与考证，与中文的字面意思一致。“辩证法”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翻译界已经被普遍接受应用，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则一直有不同的译法及其争论。

1919年，张东荪就曾提出：“黑格尔的辩演法（dialectic旧译辩证法很不切）就是以为甲必有待于非甲；于是由正而反，由反而合，乃演化出来。”
 
[33]

 到1931年，张东荪又主张将“dialectic”译为“对演法”，认为黑格尔的法则就是所谓“对演法”（dialectic旧译辩证法系袭取日本人，实在完全不通）。
 
[34]



1924年，瞿秋白不满意“辩证法”的日译，而是将“dialectic”翻译为“互辩法”。在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唯心论的最高点已经探悉人类的观念之流变的公律（互辩律，旧译辩证法，Dialedtique——‘正反相成，矛盾互变’）。”书中将“辩证的”称为“互辩的”。
 
[35]

 对于瞿秋白的这种译法，戈人有这样的评述：“辩证法这个名词是从‘第亚力克谛’（dialectic）这个外国文译过来的。‘第亚力克谛’是古希腊文，原是‘辩论术’，即互相辩论可用何术屈服对方（所以瞿秋白主张译为互辩法）。”
 
[36]



1930年，贺麟不赞成把“Dialektik”或“Dialektische Methode”翻译为“辩证法”这种日译法，而是主张根据《韩非子·难一》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另译为“矛盾法”。他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黑格尔全系统的中坚是矛盾思辨法（dialectical method）。”
 
[37]

 在其后的《〈黑格尔学述〉译序》中，贺麟更是明确反对“辩证法”的译法，主张用“矛盾”译“dialektik”。他说：“黑格尔的Dialektik或Dialektische Methode既是指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及意识生活之矛盾分析等，则其含义与普通所谓‘辩证’实显然隔得很远。若依日本人之译西文Dialektik为‘辩证法’实在文不对题，令人莫名其妙。即译普通逻辑哲学家用以驳倒对方之dialectics——即译近于诡辩而实非诡辩的矛盾辩难法为‘辩证法’，虽勉强讲得通，但亦欠确当；因为‘证’字含有积极地用实验证明一个假设，或用几何推理以证明一个命题之意，而矛盾辩难法的妙用只是消极地寻疵抵隙，指出对方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不一定要证明一个命题或假设。所以我将Dialektik一字统译为‘矛盾法’，而可以通贯适合各种不同的用法：如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矛盾的辩难法、矛盾的分析、矛盾的进展和历程，等等。”
 
[38]



贺麟不赞成“辩证法”这种日译法的主要原因，是他非常强调从本土哲学中寻找相应的译名对译外来的哲学，这样就很好地将中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实现西洋哲学的中国化。因此，他主张“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这倒不是在学术上来讲狭义的爱国反日，实因日本翻译家大都缺乏中国文字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功夫，其译名往往生硬笨拙，搬到中文里来，遂使中国旧哲学与西洋的哲学中无连续贯通性，令人感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好像完全是两回事，无可融汇之点一样。”
 
[39]



二 “资本家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话中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ise”（德文）这个概念，所有的英译本一般都译为“the capitalist method of production”，法译本译为“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都忠实地保留了“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的德文原文面貌。然而，大部分的中译本却都译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这是大部分日译本的译法。对此，王思华、侯外庐提出：从马克思所借以表达的意思理解，“Kapitalistische”并没有“主义的”的含义。他们认为，人的生产方式比较具体，而主义的生产方式则相当抽象。把“资本家的生产方式”译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人为增加了理解的困难。因此，在王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们按照忠实原著、保持概念的本来特色的原则，将“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ise”（德文）翻译为“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40]

 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一家之言。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年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上，仍然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

三 “商品集成”、“商品总汇”和“商品辐辏”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话中，有“Ungeheure Wahrensammlung”这个概念，其中的“Wahrensammlung”大部分中国译者都沿用日译本的译法，将其译为“商品集成”。郭沫若在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把“Wahrensammlung”翻译为“商品总汇”。但是，王思华、侯外庐对上述两种译法都不满意，他们提出要用一个古老的中国概念“辐辏”来替代“集成”和“总汇”。他们认为：“《周髀算经》中有‘如辐辏毂’句。《汉书·叔孙通传》有‘人人奉职，四方辐辏’说。中国话的‘财源辐辏’更常见用于经济。于是，我们的译本将‘Wahrensammlung’译为‘商品辐辏’。‘辐辏’一词从意义上说，我们自信是信而达的，从渊源上说，更不必怀疑是十足的中国化。”对此，王思华、侯外庐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道：“今天回过头来去检阅，应该承认，‘辐辏’实在是比‘集成’、‘集大成’、‘集积’、‘总汇’都更难于让现代人理解，因为它过于古奥了。”
 
[41]



从上面几个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及争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翻译界的眼光日渐开阔，文本依据也日益丰富，特别是翻译工作中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开始表现在许多核心的翻译中，中国化或本土化成为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就像中国翻译界的前辈贺麟先生当年所指出的：“翻译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就要让世界进入中国。为中华文化灌输新的精华，使外来学术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移译、融化西学，这乃是中华民族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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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专题集、选集、丛书等新传播形式的出现

专题集、选集、丛书等是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的出现表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就是说，已经由主要经典著作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出版进到了一个选择性、针对性更突出的新阶段，主体的深层次的需要和选择在这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里选择部分传播广、影响大的专题集、选集、丛书做些介绍和评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题集的翻译出版

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题集，大体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做部分摘译后，将其集结在一起出版单行本；二是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同一类问题的论述摘译出来编辑成册，出版单行本，形成关于某一专门问题的系统阐述，从而方便或有利于某些问题的专门学习和研究；三是通信集。

专题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这种新形式，主要出现在30—40年代，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

一 《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

译者李一氓，1930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另一说法是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这个选译本翻译的文本依据是译者从上海一家外文书店买来的一本根据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本，出版者是美国共产党办的国际书店。这个选译本的内容以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为“代序”，收入马克思的9篇文章：《哥达纲领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经济学批判导言》（即《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积累的历史倾向》（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蒲鲁东》（即《神圣家族》第四章第四节摘译）、《法兰西唯物论》（即《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摘译）、《中国革命与欧洲》（即《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六月的日子》（即《六月革命》）、《1848年革命与无产阶级》（即《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这9篇文章中，除第4—6篇是摘译外，其余都是全文翻译。第1—2篇还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

译者李一氓后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当年这本专题集的翻译，他说：《马克思论文选译》“除1、2、3是专著之外，其他皆选自《资本论》第一卷和《神圣家族》的章节。这里，《哥达纲领批评》早有熊得山（1922）、李达（1923）、李春藩（1925）的译本；《工钱劳动与资本》早有袁让（1921）、朱应祺朱应会（1929）的译本；《经济学批判导言》早有刘曼（1930）的译本。但因为当时的工作条件，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译本，未能作为翻译时参考。我以为当时翻译这类书是应该的，虽然印数甚少，但作为中国青年向往马克思主义，而从之得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是有一些好处的。真正的收获，在我，则是从翻译上更加深刻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方面。从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来说，我的工作就算不了什么了。从一本书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确实为我以后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工作，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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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斯主义的基础》

编者署名潘鸿文，1930年3月作为“社会科学丛书”的一种，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公开出版。但它的实际编译出版者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6篇论著：一是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二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三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初版写的序言；四是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五是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写的序言；六是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专题集在编排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过程，以著作发表的时间为顺序，将《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以及多个序言集中编在一起出版，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这本专题集出版后的数年间，曾不断重印再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编译者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其中这样写道：“这几本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目前青年对于一般社会科学正是热烈研究的时候，相信对于一般青年读者必定有很有力的帮助。”这篇序言还对《共产党宣言》做了专门介绍，指出：《共产党宣言》“分析了过去社会之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之当前的任务，批评了各派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了共产主义者以理论上的与策略上的武装。举凡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主要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政治经济，都在这本宣言中有了原则上的说明。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一部最基本的系统的著作”。因此，“在宣言译为各国文字有再版三版时，马克斯及恩格斯又作了许多序言。这些序言对于宣言原文，在许多地方又有非常重要的补充。所以我们又尽可能的收集了几篇序言，附在宣言的原文之后”。序言在最后公开号召“劳苦群众的知识分子，革命的青年战士，迅速动员其伟大的科学研究精神，从社会经济进化上，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从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去认识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斯主义。这是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这是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及战胜资本主义辩护士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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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篇编译者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都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大特点。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

三 《辩证法经典》

编译者程始仁，1930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专题集是根据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编辑的《马、恩、列三氏关于辩证法的名言》编译而成的。书中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10篇，具体有：马克思的《思辨的构成之秘密》（即《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关于傅屋耶巴赫的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经济学研究之一般的结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给古盖尔曼的书信》（1868年7月11日），恩格斯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即1859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公布那年，恩格斯在伦敦《劳动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即《反杜林论》序言第一节），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译）等。1939年5月此书再版。

四 《社会主义底基础》

德特里希编、巴克译，1930年由上海山城书店出版。这是一本文摘性的专题集，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剩余价值学说史》、《工钱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福格特氏》、《经济学批判》等20多种著作摘译而成。编译者指出：把散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集中于一，目的在于使人们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了解。同时也说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革命的、发展的。书中的第5篇，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

五 《马克思学体系》（上下册）

这本专题集是根据苏联学者塞姆普斯基编辑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有关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摘编翻译过来的，1930年6月由上海平凡书店出版。同年7月和10月，上海春秋书店又以《社会主义的必然》和《社会进化的原理》为书名出版了这本书。《社会主义的必然》一书署名的译者是刘沁仪。《社会进化的原理》一书署名的译者是刘济言。

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断》

编译者向省吾，1931年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主要内容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法国唯物论史》（即《神圣家族》第六章的节译）、《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摘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拾遗》（即《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段）、《唯物史观论》（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等。

七 《黑格尔哲学批判》

译者柳若水，1935年3月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书中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一般之批判》（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译）、《黑格尔现象学批判草案》（即《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关于黑格尔》（即《自然辩证法》摘译）、《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

八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这本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在1937年版，译者方乃宜。由于这个译本运送到中国来比较困难，所以在1938年分别用延安解放社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这本文集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古代东方的特点与中国（即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的摘译）；第二章关于中国的论文（即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中国纪事》，以及恩格斯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17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第三章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即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的摘译）。此外，内容差不多的还有另外一本名叫《中国问题评论集》（马克思恩格斯著）的书，1938年11月由上海珠琳书店出版，发行者署名杨克斋。这是另外一个新译本，还是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方乃宜译本的改头换面，有待进一步考证。

九 《政治经济学论丛》

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1939年3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部分其他著作的摘译，其中有：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7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而作》、《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

十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文学论》

欧阳凡海编译，1939年11月由读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恩格斯底巴尔扎克论》（即《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恩格斯底易卜生论》（即《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斯致拉萨尔的信》（即《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即《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内容类似的译本还有1937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恩格斯等论文学》（赵秀芳编译）、1940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周扬编校，曹葆华、天蓝译）、1940年10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适夷译），以及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周扬编纂）等，其中都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书信和有关论述的摘译。

十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

1942年2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参加该书编辑工作的有吴亮平、张仲实、艾思奇、柯柏年等，最后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该书的编者例言指出：“本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
 
[3]

 该书1943年又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发行。1947年上海读书出版社、东北新华书店各分店相继翻印发行。1948年，大连晨光书店、冀东新华书店翻印发行。1949年2月，这本书被党中央确定为十二本“干部必读”之一。
 
[4]



十二 《新哲学手册》

1948年上海大用图书公司出版，编译者是英国的朋司（E.Burns），翻译者是周建人。该书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居住问题》、《哲学的贫困》等书籍中摘录编辑而成的。1949年12月再版。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的翻译出版

以选集的形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概始于苏联人。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大都是依据俄文本翻译的。这里按照时间顺序，选择部分做些介绍和研究。

一 《马克思文选》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人首先编辑出版两卷本《马克思文选》。其中有些著作虽然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因为翻译质量问题需要改译。还有许多著作没有中译本，这就更需要补译。于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张闻天的亲自领导下，从1938年开始组织力量翻译这部文选。他们以马列学院翻译部的全班人马为主，还抽调了新华社的徐冰、陕北公学的成仿吾、抗日军政大学的何思敬等同志参加这项工作。据当时参加这部文选翻译工作的柯柏年同志的回忆：“张闻天同志规定每人每天要译一千字，每一千字给一块钱的稿酬。不过，如果以后译文在延安以外地区出版发行（如重庆，重庆大量印延安出的书，因为延安出的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有销路），翻译者得了稿酬之后应把马列学院付的稿酬费还给公家。参加翻译的同志人数不多，但所包括的语种却不算少，英、俄、日、德、法文都有。从1938年到1940年，我们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把这两卷本的文选统统译完了。”
 
[5]



二 《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册

1939年12月，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焦敏之译，曾涌泉校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册，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第四册公开出版。书中收入恩格斯的《军队论》（即《军队》）、《步兵》、《炮兵》、《骑兵》、《欧洲军队论》（即《欧洲军队》摘译）等5篇军事著作。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

三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

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人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39年6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其中有这样几个部分：一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书信》，收有1864—1885年通信17封。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收有1848—1893年通信9封。在这之前，这些书信曾由艾思奇摘译出来，在1938年9月至11月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2—54、56期上发表，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三是《论爱尔兰问题》，收有1856年、1869年、1870年通信3封，并附有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四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即《马克思致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的摘译和《俄国社会状况》（即《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的导言）的摘译。其后出版的类似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还有《马克思致顾格曼的信》（收入1862—1874年间的书信69封），林超真译，1947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同样收入1862—1874年间的书信69封），天蓝译，1948年4月由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收入1846—1895年间的书信98封），林超真译，1949年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哲学、经济学、工人运动以及国际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为研究马克思学说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它们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出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表明了中国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层次的提高。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丛书的翻译出版

以丛书的形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成立后不久即公布了一个出版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除《马克思传》外，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十一种、恩格斯的著作一种、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两种。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只出版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陈佛突即陈望道译）和《工钱劳动与资本》（食力译）两种，以及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小册子。直到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必要的人力、物力等，才使中国共产党人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丛书的设想得以实现。这里介绍影响比较大的几套丛书：

一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

从1938年6月起，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编译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开始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套丛书具体包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亮平译，1938年6月出版）；

《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1938年8月出版）；

《法兰西内战》（刘云、吴亮平译，1938年11月出版）；

《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1939年3月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1939年6月出版）；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柯柏年译，1939年7月出版）；

《〈资本论〉提纲》（何锡麟译，1939年11月出版）；

《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1939年12月出版）；

《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1940年8月出版）；

《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1942年7月出版）。

这套丛书中有的过去已经有中译本，但作为这套丛书中的一册重新出版时，大多进行了再次校译或内容增补，因而在整体水平上有了一个新的提高。例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亮平译）一书，过去虽然已有两个译本，但都没有把德文第4版的改动反映出来。而作为这套丛书第三册的吴亮平的这个新译本，不仅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还收入了1882年德文第1版、1891年德文第4版和1892年英文版的三篇序言。再例如《〈资本论〉提纲》（何锡麟译）一书，除收入恩格斯写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外，还有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篇书评和《〈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等。

二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

从1939年起，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陆续出版《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其中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

《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焦敏之译、曾涌泉校）；

《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曹汀译、何思敬校）；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曹汀译、何思敬校）。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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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30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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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延安解放社1942年版，第1页。


 [4]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各解放区陆续出版了许多干部读物。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十二种：《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在这十二本书中，《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社会发展简史》和《思想方法论》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摘编。这十二本“干部必读”从1949年统一版本后陆续出版，到1950年上半年全部出齐。据统计：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套“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300万册。这套“干部必读”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页。


第六章 几个问题的思考

回顾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部分核心概念翻译上的不同译法，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的：首先是如何把握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特点；其次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文本依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一节 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新高潮和新形式，它们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它们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作用也已经是无须争论的历史事实。而在这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考察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历史特点是很鲜明的，这就是理论传播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节奏非常合拍，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或文人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新高潮和新形式的出现，无疑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根据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而编译的各种专题集、选集等，空前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范围。除了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事战争、文学艺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的论述，也开始以专题集、选集的新形式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最受人们欢迎、最容易为人们学习接受的内容和形式。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方面的著作，而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和革命的不断胜利，更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范围和作用领域不断扩大。中国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就是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服务于中国革命的，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尤其突出。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规模、速度及形式等，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或单纯的文人活动，而是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西方国家的翻译出版是有根本区别的。为中国革命服务，可以说是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根本宗旨，也是其特色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学说、社会变革理论，以及为革命服务的文学艺术理论著作自然也就成为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热门读物。

例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复杂的军事行动，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这场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1938年就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作为军事干部的必修课。为了把恩格斯的军事著作翻译成中文，中央军委专门抽调部分懂外文的同志组成中央军委编译处（由曾涌泉同志负责），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军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的机构。军委编译处最早译出的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是《冲锋》和《军队论》。《冲锋》首先发表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期上，这是恩格斯的文章《攻击》中的一个段落，大约五六百字，主要介绍了两军对峙并准备会战时所用的几种攻击方法。《军队论》则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6期上，编译者强调指出：“恩格斯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鼻祖之一，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渊博的军事理论家。他指示出正确的革命战略、战士和军队的编制等，对我目前抗战，有极大的裨益与帮助。”
 
[1]

 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入《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作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的第四种出版。

再例如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文学艺术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专题集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有许多不同名称而内容大体相同的译本出现（参见上述相关专题集的介绍）。由此而说明，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学说的引进和传播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并有所选择的。某个历史时期突出或强调某一思想学说的某些内容，完全不是一种主观爱好。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某一个历史阶段内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类著作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的译本出现？为什么马克思阐述社会革命学说的著作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那么被看重、被广泛传播？

第二节 文本依据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这20多年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文本依据，大体经历了日文本为主—日、德、法、俄文本平分秋色—俄文本为主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日文本和俄文本都曾经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它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这也同时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中文翻译的文本依据大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是二手的二手。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决定了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质量，影响着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例如日文本，有许多是日本人根据俄文本翻译成日文的，俄文本本来就已经属于转译的二手资料，其中已包含了俄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主观理解和表述，就有了误解、误译的可能。日本人根据这样的二手资料再把它们转译成日文，就又融入了日本人的主观理解和表述。经过这样的多次转译，其误解、误译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即使有些日文本是直接根据德文的原始文本翻译过来的，仍然会包含着日文翻译者从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出发、并受到其制约的主观理解和表达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如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都来自日文本（原因前面已有分析）。对于这些概念范畴的准确性，在引进之初，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怀疑的，就像学生很少怀疑老师的正确性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中国人开始对日译概念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且不说这些质疑在实际上改变了多少概念的译法，但它至少表明中国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中，特别是在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和表达上，争取民族自主话语权意识的觉醒。尽管要改变沿用了许多年的约定俗成的概念、范畴的译法是很难的，但能够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努力使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概念范畴，更加准确地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本意，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的一大进步。

再例如俄译本，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老布尔什维克人（如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俄译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众多外文本中是比较好的，更忠实于原始文本，在版本的选择和一些疑难译文的处理上也是下过一番工夫的。译文比较通顺，注释比较齐全，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人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主要文本依据，是有它的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中国人对俄译本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从不怀疑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有条件接触到更多的原始文本后，这方面的怀疑开始产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迷信和束缚的解除，使得中国人在把俄文本和原始文本做对照时，发现俄译本也存在不少翻译上的错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界的许多老前辈都谈到过。例如曹汀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部分都是由俄文转译的。据我个人了解，俄译本比其他译本要好得多，是我们翻译原著的重要参考材料。但在我对照原文校对的几篇文章中仍发现不少误译的地方。如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几节文章，就有这种情况。另外，如恩格斯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不仅内容有误译之处，连标题的表述都值得研究。据说，《共产党宣言》的俄译本也有人提出与原文有出入的地方。俄译本的注释是花了很大精力和通过仔细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适用的。但有些注释多少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倾向。使用时应当注意。”
 
[2]



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各卷的陆续出版，中国人能够接触到的原始文本越来越多，有关它们的研究也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对俄译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写的《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中，就对俄文本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他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为例，指出它的主要历史贡献是：“保存和发表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文献，甚至直至今天仍是收集发表马克思著作和恩格斯著作最为大量、最为完整的版本，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等多种版本提供了重要母本，它为20世纪几代人研读马克思著作提供了主要的文本来源与文本根据，从而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与研究做出了不可否定的历史贡献。”但同时它“也留下了历史遗憾，甚至是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最主要的是编排工作不能不受到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模式的影响，不能不受到教条主义僵化观念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以苏解马’解读模式的影响，许多马克思最有独创性的哲学笔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晚年马克思笔记等，全都被‘放逐’到后来补充出版的‘补卷’中，远未得到应有重视，而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读书笔记则根本未能收入”。
 
[3]






 [1]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期，1939年3月出版。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3]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第三编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新中国的翻译出版

1949年10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新中国的执政者，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转变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里以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为一个历史阶段，对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基本状况和新特点，有重点地展开介绍和研究。这里讲的重点有二：首先是质量的提高，其次是数量的扩大。


第七章 重新校订已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文。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已有近百种，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

新中国建立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仅在当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启发提高人们的革命觉悟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的重新校译提供了基础，对重新校译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新中国建立之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遍存在翻译质量不理想、发行量较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和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适应，并且也不能满足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干部群众日益高涨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因此，重新校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高翻译质量，就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

为适应和满足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领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酝酿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所，并在1952年底向中共中央提出请示报告。195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有的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并且明确规定中央编译局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从此走上了正规化、系统化的新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重点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重新校订新中国建立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高这些著作中译本的翻译质量。这里选择几本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来做介绍研究。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的多次重新校订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努力使其翻译质量更上一层楼，自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重新校译工作的重点。在中央编译局的组织领导下，《共产党宣言》的重大修订工作主要有：

其一是1953年的修订本。

1953年初，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35周年，成仿吾将1945年在延安重新校订而后因战事未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再次进行校正，同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出版，供校内使用。译者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还是很难满意的，好在《共产党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我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这个纪念性的校译本收有《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7篇序言。

其二是1958年的修订本。

1958年8月，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并将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的单行本，作为第5版。这个译本在国内传播很广，时间长达5年之久。此外，人民出版社在1963年4月还根据1958年的译本，重新排印了一种非常便于携带的手掌大（即16开）的《共产党宣言》（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口袋书”），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形式的多样化、普及化和通俗化。

其三是1964年的修订本。

1964年9月，中央编译局又根据德国柏林迪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对《共产党宣言》重新做了校订。这个校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第6版。把1964年的这个校译本与1958年的那个校译本进行对照，就会发现有许多改动，这些改动反映了翻译质量的提高。这里不妨摘录其中的部分片段做些比较研究。

以《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部分为例。

1958年译本的开头部分是：“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神圣地驱逐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
 
[1]



1964年译本的开头部分则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2]



把上述两段话做比较，具体改变在于：“怪影”（Gespenst）
 
[3]

 改译为“幽灵”，“警探”（polizisten）改译为“警察”，“为神圣地驱逐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a Gespenst verbündat）
 
[4]

 这句话改译为“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从这些改变来看，并无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只是文字的进一步修饰，以求更准确、更通顺。这些无疑是重新校订工作的一个方面，也是翻译质量提高的一个具体体现。

再以《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前5个自然段为例。

1958年译本的译文是：“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单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5]



1964年译本的译文则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6]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1964年的经过修订的译文不仅更为简洁、流畅，而且改动了几个关键概念，例如将“地主”（baron）改译为“领主”；将“相互对抗”（standen in stetem Gegensatz zueinander）
 
[7]

 改译为“相互对立”；将“阶级矛盾简单化”（daβ sie die Klassengegensätze vereinfacht hat）
 
[8]

 改译为“阶级对立简单化”等。这些改动使译文更加准确。1964年的修订本是此后10年中流传很广的版本，既有精装本，也有简装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12月，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编译局1964年的修订本重印了一种大字本，以方便老年读者阅读。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少数民族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盲文版，这些特殊文本用的母本也是中央编译局1964年的修订本。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就收入了1964年修订的《共产党宣言》。

其四是1978年的修订本。

1978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仿吾根据德文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成仿吾一生中第四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关于这个译本的问世有许多珍贵的回忆和史料记载，这里摘要部分以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定境遇。

1974年7月，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指出诸译本中翻译错误的实例，并表示自己愿意在有生之年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校译工作，为人民作点贡献。王震、聂荣臻支持成仿吾，将信转给了毛泽东。8月，毛泽东看到信后很快作了批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12月，成仿吾任中央党校顾问，开始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自己说过：他一生中研究最深最细的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通读这本书不下50遍，每读一遍都有一次新的体会和收获。而这次重新校译和过去的译本相比，有新的改进。

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第一句话“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9]

 中的德文词“überhaupt”先后出现14次，过去的译本常常将这个德文词翻译为“一般的”，如“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10]

 成仿吾知道“überhaupt”这个词除了作“一般的”讲外，还有“从整体看”、“究竟”等含义。经过反复斟酌，他就把“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太通顺的句子，改译为“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11]

 由此可见，德文词“überhaupt”在《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就有“一般的”、“究竟”、“全体”等三种不同的译法，这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的2009年。2009年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的《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第一句话中的“überhaupt”翻译为“全体”，显然是考虑到了前人有关这个词的不同译法。

我们可以把成仿吾1978年的这个译本和中央编译局1964年的那个译本中的某些段落做一番比较，就可见他们在文本依据、译者理解和文字表达上的风格各异。在这之前，有人曾把这两个译本进行仔细对照，发现有528个不同之处。这里略举一二。

一是《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自然段。1978年出版的成仿吾的译本没有用“神圣同盟”这个概念，他的译文是：“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对这个魔怪进行一种神圣的围猎。”
 
[12]

 成仿吾为什么不用“神圣同盟”这个概念，主要是文本依据不同。1964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的译本曾对“神圣同盟”这个词加了一个注释，说明是根据1888年英文版翻译的。而成仿吾1978年的译本是根据德文原始文本翻译的，按照德文原始文本的直译就是“对这个魔怪进行了一种神圣的围猎”。（德文原文是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at）
 
[13]

 后来2009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这句话，则改译为“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也就是说，中央编译局的新译本放弃了1964年版中的“神圣同盟”这种译法，接受或参考了成仿吾的译法。成仿吾自己在1978年译本的译后记中也谈到了文本问题，他说：“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的德文原版，发现国内外的其他德文本同这个德文原版都有数目不等的差异，有的达四十八处之多。我们分别情况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14]

 同样都是德文本，但不同年代的版本之间却存在如此多的差异，由此可见文本情况的复杂和文本研究工作的难度。

二是“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一部分的第十三自然段。中央编译局1964年译本的译文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Die Bourgeoisie hat in der Geschichte eine höchst revolutionäre Rolle gespielt）
 
[15]

 ，此后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一直坚持这种译法，包括1995年重新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和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16]

 而成仿吾译本的译文则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极其革命的角色”。
 
[17]

 这一句话的两种不同译文，实际上涉及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即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否曾经是一个非常革命的角色？中央编译局的译法，显然是一种肯定的回答，而成仿吾的译法则暗示着一种否定，意思是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只是扮演了非常革命的角色，并不等于是非常革命的角色。这两种不同的译法集中反映了译者对马克思这句话的不同理解。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同的翻译完全可以并存，可以展开讨论。因为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的陆续出版，人们可以看到的原始文本越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开阔，同时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进一步意识到了翻译工作的复杂性，注意到了不同语言文字转换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并且努力把客观存在的东西和翻译主体的主观理解统一起来，从中寻求更合理、准确的翻译方法和文字表述。

第二节 《反杜林论》的重新校订

新中国建立后，《反杜林论》这部经典著作经历了多次重新校译：

首先是吴亮平译本的几次重新修订。

吴亮平是《反杜林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他的这个译本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曾经校订过一次。新中国建立后，吴亮平对这个译本又进行了多次校订。吴亮平曾回忆说：“1952年我来北京工作，在研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感到有对译文作一番较大修改的必要，于是我在1954年作了第二次校订，1955年出版（实为1956年10月）；第三次修订是在‘文革’期间遭受批斗打击和长时间‘靠边站’的时候，比较仔细地再次把译文校对了一遍。1973年11月完成了校对工作，197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次修订是在1978年。1978年是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一百年。为了纪念，我从7月到10月四个月内又对我的《反杜林论》译本作了一次校订，主要是对文字作了些修饰。”
 
[18]



吴亮平的译本从1930年到1978年的近50年间，共进行过5次译校，这样认真严谨、精益求精、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多见。在对《反杜林论》做最后一次校订后，译者还是认为“虽然自己觉得对原文的理解一次比一次深刻，译文一次比一次有所改进，但至今尚有许多再改进之处”。
 
[19]

 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多次再版重印，新中国建立后，这个译本共印刷16次，总发行量有几十万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吴亮平的翻译工作，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对他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很有帮助。
 
[20]



其次是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的译本。

1963年，中央编译局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决定根据德文本重新翻译《反杜林论》。为了吸取老前辈的经验，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专门拜访了《反杜林论》的第一个翻译者吴亮平，认真听取他对重译《反杜林论》的意见。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译校任务。译校好的译稿打印了若干份，分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打算听取意见后再发排。1964年10月，中央编译局承担《反杜林论》重译任务的同志奉命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译稿的最后整理工作就搁下了。1965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央编译局编译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原先基本译好的《反杜林论》的新译文经过整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1966年6月全部装订成书。但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这套选集就在仓库里放了两年半，直到1969年2月才被允许内部发行。因此，《反杜林论》的新译本直到这个时候才与读者见面。1970年12月，在毛泽东同志的“认真学习马列”的号召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反杜林论》单行本，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行的中央编译局的新译本。1971年3月它又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后来又收入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央编译局的这个新译本，更多地包括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其中许多重要段落的翻译难题是通过集体讨论的办法来解决的，这显然与个人翻译的译本有很大的不同，就像中央编译局同志所谈到的那样，由于《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碰到了专业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不足的最大难题，于是他们就向外请教。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们就向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的相关部门请教。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们就向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请教。他们得到了这些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

许多事实告诉人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即使是重新校订的新译本，也还会有值得推敲、需要商榷的地方。对此，翻译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例如，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就曾举例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公社时说：‘实际上，交换是纯粹的实物交换；一切差额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账到其他公社的办法来结清。’在现在的译本中把后面这句话译成‘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单行本第299页）这样译，意思就难以捉摸了。又例如，恩格斯在谈到杜林的经济公社中的货币职能时说：‘货币需要者向货币储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被公社所接受。’在现在的中译本中把后一句话译成‘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同上第500页）这就同原意大相径庭了。”
 
[21]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断重新校订的过程，就是不断重新理解、重新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翻译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

这里我们可以把吴亮平的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做文本依据和部分内容的比较，以见其翻译风格的不同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从文本依据来看，中央编译局的译本（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明确标明：“本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卷并参考俄文版译出。”吴亮平的译本（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三版校订本）则明确说明：“本书根据俄文英文两种版本译出，又根据德文版校订过。”

再从具体内容看，差异就更多，这里略举一二：

以三版序言中第一篇序言的第一、二自然段为例。

中央编译局译本（1972年版）的译文是：“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先生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22]



吴亮平译本（1979年版）的译文则是：“这部著作，绝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成果。恰正相反。当三年前，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世挑战之时，我在德国的友人，向我作坚持的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上批判地评论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要排除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发生派别分裂和混乱的新的缘由，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们能比我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且，此外还明白可以看到，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热诚地接受了这个新改宗者，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使人有根据设想，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先生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相信了杜林先生的学说。还有些人竟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极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不得不采取决然的态度。”
 
[23]



从上面两段译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十多处不同，有的是名词翻译的不同，如“激动”与“冲动”；有的则是话语表达方式的不同，如倒装句与直叙句；还有的是简明与繁杂的差异，如“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与“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等。从总体上看，这两段译文在基本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再以引论部分“概论”的第一自然段为例。

中央编译局译本（1972年版）的译文是：“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24]



吴亮平译本（1979年版）的译文则是：“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那支配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对那支配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可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进一步的、好像是更为一贯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源虽深刻存在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可是它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首先得从在它之前已经积累的思想资料出发。”
 
[25]



比较这两段译文，差异是很明显的。除了叙述方式上的倒叙与直叙的不同之外，还有内容上的差异，例如“更彻底的发展”与“更为一贯的发展”在意思上是不同的。吴亮平的译本在这段话中加了3个注释，而中央编译局译本中的这段话只有1个注释（在“更彻底的发展”的后面）。吴亮平译本中多加的2个注释是“译者注”，有了这2个译者注，译文的意思就更明白、准确了。

第三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新翻译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新中国建立前，虽然有几个译本，但都不完整。新中国建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编译局组织专门人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翻译这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翻译最初由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谢唯真牵头，并为他配备了几个年轻的助手。后来谢唯真因病休养，几个年轻助手就承担起了全部翻译工作。途中虽然干扰不断，但终于在1960年底，完成了50多万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翻译，1961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个译本翻译的文本依据是1932年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译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同时参考了德文本。

中央编译局这个译本的翻译者，当时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外文底子薄、理论基础差、知识面窄，但有一股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并努力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据当年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翻译工作、后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顾锦屏回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著是德文，当时我们刚学德文，只好根据俄文翻译。但要保证译文质量，必须参考德文。我们就抱着德语词典，一字字一句句地啃。最困难的是原著内容不好理解。本书第一章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还比较熟悉。但其余部分，尤其批判施蒂纳的那一部分，实在难懂，不进行研究，就无法翻译。我们查找了能够找到的外文资料，阅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俄译本，尽量设法熟悉被批判对象的观点。我们还请苏联专家讲解本书的内容。通过学习和研究，初步掌握了本书的内容，这样翻译起来就有点把握了。本书内容非常广博，我们知识不足是一大障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循着原著去探求我们所不熟悉的知识。比如，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引证了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种种无稽之谈。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时就把他的这部著作比作圣书，用了《旧约》《新约》《创世记》《启示录》《所罗门之歌》等圣经标题来称呼该书的相应部分，引用圣经典故来讽刺挖苦施蒂纳。为了翻译，我们这些从不同圣经打交道的人不得不去读《新旧约全书》。他们还用了大量文学历史典故。在他们笔下，施蒂纳时而以‘堂·吉诃德’的面目出现，时而以‘潘扎·桑乔’的身份登场。他们还套用塞万提斯的笔法对施蒂纳进行冷嘲热讽。在翻译时，我们化了不少时间查考各种文学典故，阅读《堂·吉诃德》这部小说。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把它的代表人物讽刺性地比作社会主义天空中的群星，用了各种星座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我们在翻译时又不得不去熟悉天文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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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所遇到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涉及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特定写作环境、特殊批判对象，以及作者自身的知识来源、知识结构，以及理论兴趣点等一系列问题，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西方思想学说的中文翻译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它所涉及的方面，既包括时代、民族国家等大的特定背景和环境，同时也与翻译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人生阅历、经验积累、悟性层次等具体条件密切相关。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这些年轻翻译者，在准确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他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了弥补他们自身的不足，他们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请中央编译局之外的专家学者帮助。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新翻译，确实得到了中央编译局之外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据顾锦屏回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字艰深，内容广博，翻译起来十分困难，其中的《圣麦克斯》这一部分特别难译。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按照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结构和思想脉络对施蒂纳进行批判。而施蒂纳的这本书文字晦涩，思想怪诞，读起来像一部‘天书’。我们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这一部分的译文总不能令人满意。在完成初定稿后，我们求助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们热情支持。熊伟和芮沐教授根据德文把这一部分译稿校阅了一遍，郑昕、宗白华和洪谦教授也对译稿提了意见。熊伟同志化了不少时间研读了德文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把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引用的施蒂纳的大量言论同施蒂纳的原著进行核对，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修改译文。译文经熊伟同志加工润色，更符合原意、更传神了。他还纠正了俄译本中的一些错误，例如施蒂纳说：‘刚才发现我即精神的这个我，立即又丧失了我，因为我向完善的精神，即不是我自有的而是彼岸的精神屈膝，并感到自己的空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3页）在俄译本中将‘不是我自有的而是彼岸的精神’译成‘不是我自有的而是彼岸的我’，这就无法理解了。芮沐同志着重校阅了与法学理论有关的部分，纠正了我们由于缺乏法学知识而造成的译文的不确切和错误，帮助解决了我们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例如，施蒂纳在谈到国家和法的问题时，利用德文‘Recht’一词的多义性搞诡辩和文字游戏。时而在‘法’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时而在‘权利’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时而两个含义并用。可是汉语中没有一个既可作‘法’理解也可作‘权利’理解的词，因此给翻译造成很大困难。芮沐同志在修改我们的译稿时，凡能判明指‘法’就译‘法’，凡能判明指‘权利’就译‘权利’，而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的地方译成‘法’，括弧中写上‘权利’，或译‘权利’，括弧中写上‘法’，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难题。总之，他们的辛勤劳动给译文大为增色，使质量有明显提高。”
 
[27]



从以上回忆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众人的力量、集体的智慧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这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新中国翻译出版的一大特色，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看到，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文本依据的单一，以及可以参考的原始资料的匮乏。作为这个时期翻译工作主要文本依据的俄文版，尽管质量比较好，但毕竟是从原始文本转译而来的，其中也就包括了转译者的主观理解和表述。如果俄文本有了翻译错误（事实上也是存在的），中文本也就会跟着错，而这样的错误被年轻的翻译者们发现的并不多。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也就为后来者根据新出版的原始文本（如MEGA2
 ），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重新修订留下了空间。

第四节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重新校订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新中国建立前曾出版过几个译本，但翻译质量都不理想，发行量也很小，新中国成立后已很难见到。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编译局在60年代初就安排人员，以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流传较广的张仲实的译本为基础，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中的译文，并依据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重新译校了这部著作。中央编译局的这个新译本，首先收入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其后又收入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第4卷，同时又多次出版单行本。

任何一个译本的修订，都反映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入过程，尤其是在某些核心概念或经典段落不断修改而日趋精确方面，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二章中那段大家熟悉的经典段落。

在1929年出版的林超真的译本中，这一经典段落的译文是：“一切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之根本大问题，就是关于思想和真实的关系问题，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哲学家就分成二个大营垒。那些主张精神先存在的哲学家，结果必然要肯定有某个创世主存在——在哲学中，譬如在黑格儿哲学中，比在基督教中，这种创世说是更加杂乱而不可能的——他们就组织成唯心论的营垒。那些认为物质——自然界——本来存在的哲学家就属于唯物论的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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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49年出版的张仲实的译本中，这段话的译文显然就准确顺畅多了：“一切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根本问题，便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答复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断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Diejenigen，die Ursprünglichkeit des Geistes gegenüber der Natur behau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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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从而归根结蒂，凡这样或那样承认创世说的（在有些哲学家，比如黑格尔，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基督教还要淆乱而荒唐的形式），构成唯心论阵营。凡承认自然界为基本东西的，则属于各种不同的唯物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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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2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译文就更加精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die Ursprünglichkeit）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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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种不同译本的译文，除了语言文字的精确顺畅的变化外，还应该看到一个核心概念的变化，这就是从最初的“精神先存在”，到后来的“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再到“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这里显然就不仅仅是文字精确的程度问题，而是概念意思上的改变，因为“先存在”或“先于存在”与“是本原的”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先后的”问题，另外一个则是“本原的”问题。哪一个概念更符合作者的本意？还有探讨的必要。

1977年中共中央党校为选编学员用的教材，请中央编译局重新修订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是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室哲学组的同志又根据德文本重新校对了这部著作。最后中央编译局的同志还和中央党校德文翻译组的同志一起，对这部著作的译文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讨论。有些疑难问题还专门召开了更大范围的讨论会，北京大学的熊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贺麟、扬一之等著名专家都参加了讨论。通过讨论，一些不确切的译文得到了改正，一些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则可以促进研究的深入。这种新型的通过集体讨论定稿的方式，对翻译质量的提高很有好处。

当年参加讨论的顾锦屏曾回忆说：“1977年重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1963年译本中的一些错误就是在集体讨论中发现和改正的。例如，1963年译本有这样一句译文：‘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是尽善尽美的。’（单行本第7—8页）在讨论中发现，恩格斯强调的是历史发展像认识一样永无止境，原译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于是改译为：‘历史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又例如，还有这样一句译文：‘对驳斥这一观点（指不可知论）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同上，第16页）这句话常常被引用，一直没有发生疑问。在这次讨论中却发现原译有问题，因为原译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对不可知论作了决定性的驳斥。但谁都知道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做到这点。经过讨论，把这句话改译成：‘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这样翻译就符合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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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加讨论的中国翻译界前辈贺麟也曾回忆说：“1977年夏，我参加了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党校举办的关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某些疑难段落的翻译的商榷讨论。在会上我对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的书名提出翻译的意见。我以为恩格斯书中似乎没有说费尔巴哈结束或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其中Ausgang一词不是‘终结’的意思，而以译为‘出发’或‘出路’比较合适。因为在此书的序言中恩格斯谈到写本文的目的时说：‘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足见这书目的，一是要强调费尔巴哈处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环节’关系的地位。恩格斯又说：‘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Ausgang）并且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08页，1972年版）这里‘出发’二字，德文原本同书名一样，也是Ausgang。同一词在密切相关的书名和序言里作截然不同的翻译，似应有所说明或注释才好。序言中所说与‘黑格尔哲学脱离’似乎是指扬弃、批判改造，把唯心辩证法颠倒成唯物辩证法而言，也不一定是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是强调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唯心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次讨论时间较短，我自己也没有把意思说清楚。当时发言的人中有个别同志部分同意我的意见，有的同志指出‘终结’一词是根据普列汉诺夫俄译本的译法。更多的意见谓‘终结’一词的译名通行已久，一时不易改动，必须经过广泛讨论后，意见比较一致时，才可作出修改。最近，朱光潜先生在他的《美学拾穗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第43页）中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问题，基本上和我的看法相近。他认为根据最近的英文译本《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注文中把Ausgang一词译为Outcome，Outcome应译为‘结果’或‘成果’更为妥当，不然‘一字之差可能在一般人心中引起误解’。按朱先生这种意见只消改动一个字，那就更简单明了省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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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70年代的这次重新校订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帮助，有些热心读者在研读这部著作时，发现问题就及时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例如书中有这样一句译文：“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1972年出版的单行本第10页）从外文看，这样翻译似乎也可以。后来有读者对此提出疑问。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再次核对原文，从理论上反复推敲，结果发现是译错了。于是在1977年重新校订时改为“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样的事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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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重新校订的相关史料来看，典型地说明了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质量确实在不断提高，提高的途径和方法也更加多样化。1977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个新校订本，后来收入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内部教材使用。

第五节 《资本论》的重新校订

新中国建立后，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有过两次较为全面的校订：

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3年间。在这期间，郭大力依据1932年的德文本和1949年的俄文本，对《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进行了全面的校订，修改了某些名词、术语的译法，有些地方还整段重译，对原书中数字计算上偶然出现的错误（特别是第三卷第六篇）也依据俄文加了附注说明或直接作了订正。因此，初版中的疏忽、错误基本得到了改正，遣词用句更加严谨、准确，从而使译文更好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这个经过重新校订的译本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新译本分布面、纸面两种精装本。布面精装本封面为宝蓝色绢面烫金字，印刷精美，庄严大方。

对于《资本论》的这次重版和发行，新华社于1953年4月21日发了专题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的这条消息。消息称：“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中译本，最近将由人民出版社重版，由新华书店发行。译本为二十五开本，以蓝色绢面精装。全书共三千多页，分三大卷，在今年内分三次出齐。《资本论》的中译本，在1938年以前曾有过一些单章单节的分译本。这些分译本是由许多人选译的，并不完全，在译笔的格调和名词的翻译上也不统一。到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三卷全译本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后，这一巨著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1938年以后，该译本曾陆续再版了六七次，共约三万部左右。这次重版，由原译者改正了一些译文的错误，改译了一些名词，并整段重译了某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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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的这个校订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短短几年内，第一、二卷重印了9次，第三卷重印了7次，每卷的发行量均达16万册之多。

第二次是在1961年至1968年间。1961年，人民出版社应读者的要求，决定再次印行早已脱销的《资本论》。由于此前印刷数量过大，原来的纸型已模糊不清，因此必须重新排版打纸型。郭大力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加以劝阻，并告诉出版社，自己正在重新修订译本，希望等他修改之后再按新修改的译文排印出版。从这个时候起，郭大力就带病开始了《资本论》译文的又一次全面校订工作。这一次的全面校订工作进行得更加艰苦，持续的时间更长，前后用了6年多时间。这次校订后的《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在1963年版，第二卷在1964年版，第三卷几经周折，直到1968年才出版。为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这次校订的《资本论》中译本出版了多种版本，既有布面、纸面两种精装本，又有普通的平装本，还有专门供中央领导及老年读者阅读的大字本。此外，还出版了专门对香港、澳门、东南亚发行的三卷五册的32开本。

与《资本论》关系密切，甚至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在1966年开始了重新翻译的工作。1949年出版的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于当时环境恶劣，译本存在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译者一直想通过重新翻译来纠正第一个中译本的毛病，使译文更加完善，但苦于没有时间。在《资本论》的第二次全面校订完成后，郭大力马上开始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新翻译。另一方面，60年代苏联按照马克思手稿重新编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苏联人用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样的书名）出版了，郭大力认为应该把这个新的版本介绍给中国读者。然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新翻译刚开始不久，“文革”就爆发了。在这场浩劫中，郭大力同样遭到了批斗、下放，以及严重的心肌梗塞。但郭大力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硬是把120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按照德文新版全部重新翻译出来，并进行多次校订。1975年3月24日，他写道：“第一卷修改稿，已于1973年交到出版社，现已排好，但尚未印出。第二卷第二遍修改工作已于今日完成。要誊清，要再看两三遍，然后交稿。第三卷已经搞好一半。”1975年12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欣喜万分，准备对第二卷、第三卷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润色后，交出版社付印。1976年4月9日，郭大力像往常一样，天还没有大亮就起床，开始工作。午饭后不久，他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辞世。《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的第二、第三卷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誊清后，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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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中央编译局还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又一个新译本。这个新译本的问世过程很曲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与政治形势变化的密切关系。据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回忆：

1956年底，中央编译局成立了经济室，它的任务就是翻译《资本论》。由于当时中央编译局缺乏掌握德文的人，只能根据俄文本转译《资本论》。当时用的是苏联1949年出版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开始很顺利，进展较快，但不久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工作就停了下来。运动后，经济室撤消了，业务干部中有的下放，有的调离了。1960年初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室内成立了经济组，重新恢复中断了几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大家重新清理原来经济室的译稿，继续进行译校。到1959年，《资本论》第一卷已从俄文全部译成中文。这个译本没有正式出版过，只是打印了几十份，并散发给经济学界征求意见。1960年底—1961年初，中央编译局领导考虑到《资本论》在国内影响较大的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是从德文原文移译过来的，如果中央编译局出新译本是从俄文转译，那是不妥当的。局领导决定，准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资本论》也应从原文翻译。而当时一个主要困难是没有一批德语水平较高的干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央编译局采取了两个有力措施，一方面是将局内德文较好的同志相对集中，另一方面是经济组的全体成员脱产学习德语。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专心致志的学习，同志们的德语水平有明显提高。从1962年起，又采取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工作的办法，这样又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经济组根据德文校订已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文，依据的版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多数同志参加“四清”，译校工作无法进行。1965年一部分搞完“四清”回来的同志继续这项工作。但《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全部译校完毕，“文革”就开始了，译校工作再次全部停顿下来。

到1969年中央编译局部分恢复了业务工作，但当时经济组的许多人都去了“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组内留下的同志再加上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室其他组临时调来的一些同志，继续进行译校。一部分人再次从头开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逐字逐句校订《资本论》第一卷的原译稿，另一部分人开始第二卷的译校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第一卷终于译校完毕。又过了一年多时间，第二卷译校工作也结束了。这样就在1972年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和第24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随后经济组的同志又全力以赴译校第三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使《资本论》第三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在1974年底出版了。这样《资本论》的这个新译本在经历1956—1974年的漫长曲折历程后全部出齐。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这部巨著在中国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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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重新校译

1954年，张仲实对自己根据俄文本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一书，进行了重新校订，并请了几位历史学家分别依据德、俄、英、日文本仔细进行校阅，从而使译文更加完善。这个校订本在195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校订本的最前面有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这是以前译本所没有的。苏联人的这个“序言”，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了异议，认为“家庭（即两性关系和人的再生产）是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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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人的这个观点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中国人是很有影响的，因为对人本身再生产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对这个问题是重视还是忽视，确实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中国人对计划生育工作（即人本身的再生产）的忽略和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大概都和对人本身再生产问题的理论误解有一定联系。

1965年9月，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新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新译本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1卷翻译的，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和正文的9个章节。

我们现在把张仲实1954年的校订本和中央编译局1965年的新译本做一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人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实际水平，在不断校订和重译中的提升。这里仅以恩格斯的第一版序言的第二自然段为例。

张仲实译本的译文是：“依据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上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乃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过，生产本身又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是生活资料食、衣、住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及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是由两种生产所制约的：即一方面是劳动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发展阶段。劳动愈不发展，其生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有限制，则血统纽结对于社会制度的支配影响便显得愈强烈。然而，在以血统纽结为基础的社会的这种肢分中，劳动的生产率却愈来愈发展起来，随之私有制与交换、财富上的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及因此而来的阶级矛盾的基础，诸如此类的新的社会成分也愈来愈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体制适应于新的情势，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引到一个完全的革命为止。奠基在血统联系上面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破裂了；新的社会便取它而代之，并组织成为国家。这种国家的基层结合已不再是血统的结合，而是地域的结合了，在这种社会里面，家庭制度已经完全地服从于所有权关系了，而且在它里面，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地开展起来，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了今日以前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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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译文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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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面两段译文仔细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差异有十几处，如把“生产本身又是两重性的”改译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把“血统”改为“血族”、把“社会的这种肢分”改译为“社会结构”、把“血统纽结”改译为“血族关系”、把“阶级矛盾”改译为“阶级对立”、把“血统联系”改译为“血族团体”、把“地域的结合”改译为“地区团体”，如此等等。这些改译虽然不涉及大的原则性错误，但通过这些改译，译文就更准确流畅，也更好懂了。

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潘光旦，他也曾经翻译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是依据1948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译本（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译）翻译的。1949年12月开始翻译，1951年7月译完。1962年、1964年进行过部分校阅。但一直未能公开出版。直到2000年才被收入《潘光旦文集》（第13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潘光旦的译本也和1954年出版的张仲实的译本一样，译本的最前面有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

对于在潘光旦生前为什么不能出版这本译著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有些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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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谈论让人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多数都是官方行为，被官方垄断。个人在这个领域的翻译活动常常得不到认可，最多是吸收利用个人的翻译研究成果，而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公开出版。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新中国翻译出版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显然与我们的国家体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举国”体制（如体育界等）确实能够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在这样的体制下，个性特征常常被忽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里不妨把潘光旦译本中恩格斯写的第一版序言的第二自然段的译文引述如下，读者可以把它和上面引述的那段中央编译局的相关译文对照阅读，以见不同的翻译风格。

依照唯物的观念，历史里有决定性的成因，归根结蒂，是直接的生命的生产与继续不断的生产。不过这成因自己便是双重性质的。一壁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食物、衣着、居住条件以及和这些有关而必需的种种工具的生产；另一壁是人的生产，即种族的繁殖。这两种生产，即生产与生殖，决定了某一个一定历史时期与国度里的人们所用以维持生活的各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两项事物决定了这些社会制度，一壁是劳动发展的阶段，又一壁是家族发展的阶段。劳动的发展越少，生产的数量与从而产生的社会财富越有限度，则社会秩序越见得被两性的结合关系所笼罩统制。不过，在这样一个建筑在两性结合关系之上的社会结构里，劳动的生产力也自一天比一天发展，而私有资产、财货交易、贫富差异、利用别人劳动力的可能，以及因此种种而形成的阶级冲突的基础，也就从而发展出来：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当其初，经历了许多的世代，总竭力的在社会的旧结构与新情况之间，谋取调适，力求位育。最后，新旧两者之间的积不相能终于引进到一个完全的革命。在新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对撞之中，建筑在两性结合关系上的老社会终于爆裂；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构成了国家的新的社会，它的单位或基体不再是基于两性关系的一些群体，而是基于地域关系的一些群体。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里，完全笼罩与统制着的力量不再是家族体系，而是资本体系；而所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文字的历史的种种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也就在这新社会里自由的发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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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不同风格，不仅表现在文字的繁简上（潘的译文稍繁一些，而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则更精练流畅一些），而且更反映在概念范畴的应用上，例如潘的译文中的“调适”和“位育”（adaptation）就是潘的译文所特有的一个生物学的新概念，潘光旦在译文后面的注释中专门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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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典型地反映了一个生物学专家译文的专业特色和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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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译本的翻译出版

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指导地位的确立，在客观上要求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为此，就必须扩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范围，翻译出版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很多，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著作和新发现的著作的翻译出版，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内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学习研究的兴趣和课题。这些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的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有的则是在期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有的首先在刊物上发表，然后再出版单行本。这里把它们分成几类，按照时间顺序做些介绍。

第一节 单行本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的翻译出版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形式，特别是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更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些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有效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范围，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

一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950年9月，郑易里译、郭大力校的《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其翻译质量和新中国建立前翻译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相比，有很大提高，弥补了恩格斯这部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一直不很理想的遗憾。这个新译本除了正文之外，附录部分收入：附录一《卡尔·绍来美尔》（即卡尔·肖莱马）；附录二《奴隶制度》（即《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一部分）、《归纳和演绎》（即《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断”的一部分）、《傅利叶》（即《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一部分）；附录三《自然辩证法成稿年表》。这个译本依据苏联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译本和日译本翻译，按照英译本校订。

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于光远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摘译，以《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该书包括了《自然辩证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札记、散篇，1935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即MEGA1
 ）把这部分内容专门加上了《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标题，中译本的译名即据此标题译出。书中还收入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这个译本依据德文本并参考俄译本和英译本译出，照俄译本的次序编排。

195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的第三个中文全译本的单行本，这个译本由曹葆华、于光远、谢宁译，何成钧校。这个新译本的前面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写的序，书后有附注、《〈自然辩证法〉各片段和论文成稿年表》、《人名索引》、《事项索引》，以及《译者后记》。这个译本依据苏联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本并参考俄译本和英译本译出。

二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

1951年8月，曹葆华、关其侗译的《论住宅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恩格斯就如何解决劳动人民住房问题批判蒲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内容包括正文和第二版序言，并附有“译后记”。这个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的俄文本和英文本翻译并参照了德文本。

1951年11月，贾植芳译的《住宅问题》，由上海泥土社出版。内容也包括正文和第二版序言，但正文第三篇的标题与全集中的标题不同，即《关于蒲鲁东及住宅问题的补遗》。书前有“译者前言”，书后有“出版者言”。这个译本是根据日本岩波文库版的加田哲二的日译本翻译的。

三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952年5月，仲南译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序言》（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新建设》杂志5月号上发表，并附有译者的题解和注释。

1955年5月，费青译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篇导言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马克思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观点。这个译本根据1927年德国法兰克福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半卷德文原著翻译，书后附有译者注释12条。

1962年1月，人民出版社又将1956年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中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抽出来排印，出版了一个单行本。

四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的这个手稿在新中国建立后陆续有几个不同的译本问世：

第一个是贺麟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摘译），首次刊登在《新建设》杂志1954年11月号上。1955年11月，又以《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比杂志上发表的内容增译了马克思写的序言，但仍然是摘译，文中有原注和译者注。关于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翻译，贺麟先生曾有一段回忆：“1951年，我在图书馆里从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看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一文，认为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研究很有指导作用。我根据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狄兹出版社（即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神圣家族及其他早期著作》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译出后，我将译稿交给当时《新建设》杂志主编费青同志。他和我一起共同仔细认真、逐字逐句、相互商酌，讨论了两三次，才把大约二万字的文章修改出来。这样，这篇难译的文章终于1954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出来，次年出版了单行本。正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这篇文章里，我们碰见了专门名词‘异化’（德文Entfremdung）（‘自我异化’或‘自我异己化’）。其后，何思敬同志在他所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又用‘疏远化’一词。此外还出现‘异化’的反面‘同化’（德文Vereignen）或‘自我化’的译名，感到唯物辩证法特别注重范畴，马克思在文内曾明白提出‘逻辑学——精神的货币，人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有深刻意蕴的名言。因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精神的货币’就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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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何思敬译、宗白华校的《疏远化了的劳动》（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的节译），刊登在1955年11月号《新建设》杂志上。195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译本，包括序言和三个手稿。这个译本依据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辑第三卷译文，采取其编排顺序。其格式依照德国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和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第41、42卷，省略了全集版中考证性和编辑技术性的记号。书中有“译者注”和“校者注”，书后有“译后记”。

关于这个译本的问世，曾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史上留下一段精诚合作的佳话。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何思敬同志看到：

马克思这部著作的文字写得比较艰深，其中还使用了许多旧的、传统的哲学术语来表达革命的新思想，就更加深了理解的难度；尤其最后所附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章，是很难读懂的。但是，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在他的科学世界观形成的转折时期写的，带有承先启后的特点，很值得重视。有鉴于此，思敬同志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把它移译过来，打算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思敬同志尽管自己的德文造诣很高，但他考虑到这部著作的艰深费解，为了更加慎重稳妥，主动向出版社提出要“请一位德文好的人校正一番”。思敬同志一再要求出版社务必做到这一点，并提名请北大的宗白华教授担任校订，宗教授也欣然同意。这种事在老一辈专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思敬同志这种虚心求教、对工作负责的精神，是很为人们称道的。经过何老的翻译、宗老的校阅、又回过来再由何老复核这样反复几次的认真勘订，这本书在1956年11月终于问世。人们今天在翻阅这部译著时，处处可以看到这两位译界前辈辛勤劳动、反复订正的痕迹。这个译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在这本书的译校过程中，何、宗二老通过出版社编辑部交换了多次信件，他们相互都表示从对方的译校文字中吸收了不少好的意见。例如，贺麟教授在此以前摘译这部著作时，把“Entfremdung”一词译作“异化”；何老在译稿中把它译为“疏远化”。《新建设》杂志的读者来信建议这个词译作“异化”为好。何老虽对这个“异”字表示欣赏，但对“异化”这个译法表示了顾虑，打算改译为“异己化”，并为此征求校订者的意见。宗老在回信中表示，用在Selbestentfremdung的意义上时，译作“异己化”是很恰当，但不宜普遍使用，一般仍以原译“疏远化”或“生疏化”为好。何老继而又表示，经过重新考虑后不如译作“异样化”比“异化”更为切近些，但在最后的定稿中他仍然尊重了宗老的意见。

二是在见解不同而又不能取得一致时，译校者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主张。例如，原书序言的倒数第三段结尾有这样一句话：“…über die Empfindung zum Bewusstsein kömmt der theologische Kritiker…nicht hinaus”。何老的原译是“神学的批判家……总不会有超越感觉而达到意识之事”；宗老提出这句话似应译作“……总不会超越从感觉达到意识以上去”为好，即把“从感觉达到意识”当作一个不会被超越的总体。校者的意思是认为鲍威尔等人不是达不到意识，而是不能越出意识而达到现实。何思敬同志针对这一点曾通过编辑部有过好几次通信。第一封信中认为，鲍威尔虽大谈“自我意识”，但却做不到超越感觉而达到意识，即无法战胜费尔巴哈的重感觉的唯物主义；因此，思敬同志根据自己对马克思当时观点的理解，认为这句话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必然失败做的总结，自己的译法较妥。然而，思敬同志并没有忽视校者的见解；他先后找了好几位精通德文的老专家征求过意见，并通过武剑西同志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家。他在另一封信中甚至表示过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服从校者；但在最后他仍旧坚持了自己最初的译法，而由编辑部作了出版时保留原译法、另加校者注的处理（见该书第4页）。又如，在该书第132、133、137、146页，译者和校者各自在注文中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Wesen一词有不同的译法。

这部译作经过译校者的反复探讨和磋商，各抒己见，做到既体现原著精神，又在译文上求同存异，这在我国的翻译史上确是不拘一格的。至今当人们读到这个译本、议论起这件事时，总还是赞叹这种“新鲜作法”。如果说这比较“新鲜”的话，那末它是真正体现了学术上争鸣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学术上的民主，称得上是经典著作翻译史上一段佳话。

三是译校者对全书作了近30条注解。读读这些注解，使人受到不少启发。这两位译界前辈并不局限于对原著做必要的技术性、诠释性的注解，而是在很多方面发表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还相互作了补充，这对读者提供的帮助就不同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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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资料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确实是很认真、严谨的。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相比，由于环境的根本改变，使得翻译者多了一份从容、一份自信，更是增加了十二分的认真。从中我们也可以切实地感觉到，翻译工作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工作，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翻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不断加深、不断校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上的民主、不同理解的争鸣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翻译的质量。而把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则是提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质量的最佳路径。关于这一点，中国翻译界前辈贺麟先生曾多次谈到。他说：“有了科学研究作基础的翻译，译文自然有较高的质量，也可以做出有研究和批判意义的导言、引言、注释和注解，这样也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外国较好的标准译品；同时翻译工作能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则译文的内容自然会更忠实可靠，更能确切地表达原文和原著的意思，保证译文的质量，对这样的译著，读者自然会特别相信，且喜闻乐见。这种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种对原著极为有效的学习和理解的过程。因此，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翻译必定会使我们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水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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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在新中国建立后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者们努力实践的方向，至今仍然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界必须继续探索实践的正确路径。

第三个是刘丕坤翻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个译本依据1956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译出，校订时参考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直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1分册、日本大月书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苏联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单行本和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俄文第2版第42卷。这个译本的编排秩序、分段、标题基本上依照德文版，省略了该版的脚注，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的注释，并做了补充。这个译本除了实质性的出入尽量按照德文版以外，对属于理解和表达方式的地方则并不强求在字面上与德文绝对一致，而是吸收了俄译本的某些长处，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俄译本的一些特点，因而较之于过去的译本更为流畅可读。这个译本后来经中央编译局校订后收入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多个中译本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中国理论界对这本著作高度重视。

五 马克思的《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贺麟翻译的马克思早期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最初发表在《哲学译丛》1958年第1期上，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2年再版。这个译本根据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文学出版社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译出。

译者在回忆当年翻译这本书的体会时谈道：“马克思的德文原著附有未经翻译的希腊文及拉丁文原始材料很多，我参考一些英文著作，特别根据俄文译本才勉强将这本书译出来。又经通晓俄文的同志校阅一遍才发表的。从学习和翻译马克思《博士论文》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青年马克思写论文时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真是很不寻常。马克思首先深入、广博地研究和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大量地收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和传记家们的材料，用来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里特的唯物论并包含有道德实践和辩证法的新因素。马克思为了驳斥古代和近代许多哲学家所持的谬论，即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只是‘抄袭’甚至‘剽窃’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马克思的办法是首先把对立面的材料一条一条地摆出来，然后对这些材料根据自己收集的较深入、较全面的材料和用发展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这是一种‘入虎穴、得虎子’的方法和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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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题集

马克思恩格斯专题言论集在新中国建立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新中国建立后，这种方式继续发挥它特有的作用，而且涉及面更广、数量更多、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新中国建立后，首次翻译出版和重新校订补充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专题言论集主要有：

一 《马克思论印度》

季羡林、曹葆华翻译的《马克思论印度》，195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译者根据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的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出，并参考了俄文本和德文本。译者季羡林在涉及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地方添加了若干注释，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在这个专题集出版之前，书中的两篇文章曾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5卷第1、2期上公开发表。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

艾思奇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1951年7月由学习杂志社出版。这个译本收入的9封信，1938年曾在延安《解放》周刊第52—54期上发表过。这个译本是根据阿多拉茨基编、1934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第2卷译出。1956年译者又增译了另外12封信，加上前面的9封信，共21封通信，书名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根据194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俄文本第2卷并参考1950年德文本做了重新校订。到1961年6月，这个译本第8次印刷，传播范围较广。

三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武剑西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专题语录汇编，分为5章。第一章是宗教之唯物主义的说明、宗教的根源及其起源、阶级斗争史的宗教；第二章是世界宗教；第三章是反宗教的斗争；第四章是宗教之灭亡；第五章是辩证唯物主义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武器。这个译本根据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德文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一书译出。

四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

天蓝翻译的《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收入马克思在1862—1874年间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59封信，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1934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的英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德文原文作了校订，补译了部分内容。

五 《马克思恩格斯论反对机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论反对机会主义》是中央编译局最早自行编译的一本专题集，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文章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反对克利盖的通告》等9篇；另一部分是书信，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37封书信。

六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

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的文章42篇，根据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讲坛》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一书译出。

七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63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这个译本根据苏联教育科学院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俄文本译出。该书大部分采用现成的中译文，无现成中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则由中央编译局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

八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李季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四卷本），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集。这个译本收入1844—188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569封。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数量很多，内容十分广泛，是他们著作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他们生平理论活动的宝贵资料。译者李季的翻译工作从1951年开始，到1957年出版第一卷，1958年出齐四卷。译者翻译所依据的文本是1949年柏林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四卷本），而这个版本又是根据1935年莫斯科德文版翻印的。通信中使用的文字极为复杂，涉及七八种语言，还有大量的方言、隐语、比喻以及成语、典故等，以个人的有限条件翻译这样的巨著，困难确实很多。所以经过译者和编辑的反复商榷和修改，终于使它们在1957—1958年间陆续与读者见面。这个译本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毕竟是填补了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方面的一个空白。

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提高劳动生产率》

徐鹄志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提高劳动生产率》，195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在“编者的话”中指出：厉行增产节约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伟大号召，为了启发思考，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央决议的精神实质，编了“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本书。这本书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已有的中译本。

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合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9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前的“编者的话”谈道：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编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和研究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将来的命运问题，作为参考用的。

十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曹葆华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个分册），在1960—1966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新中国翻译出版的篇幅最长的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文集，是根据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翻译的，全书4册，共120多万字。

十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黎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1963年修订再版。1973年对内容作了一些增删和调整，并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印过一次“征求意见稿”。1975年，人民出版社又请大连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选编工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一书。1980年又在过去几个版本的基础上，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部分条目，大部分译文都按照最新版本作了改正。同时强调：本书是为了便于研究历史的同志能够集中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编辑的。

十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黎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由于这个译本过于简单，后来就在它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内容力求完备，编排体例也有改变，在1981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题集是为纪念巴黎公社成立90周年而专门编辑出版的，它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有关巴黎公社的一系列论著。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书后附有选题范围较广的“参考书目”，其中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21篇、书信19封，包括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论权威》等。在“参考书目”中开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共有115篇。

十五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刘潇然翻译、中央编译局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共收入书信244封，其中74封是全信收入，其余是摘录。它们既有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也有他们写给其他人的信。

十六 《马克思恩格斯论研究历史》

人民出版社约请工人、解放军和专业理论工作者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研究历史》一书，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说明”很能说明它的出版背景和时代特点，其中这样写道：“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正在迅速成长。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约请工人、解放军同志和专业理论工作者选编了这本书。参加本书选编工作的有首钢机械厂、北京第二轧钢厂、北京市塑料四厂、北京市东风皮革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的十位同志。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工农兵群众和一些专业理论工作者的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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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书信410封，其中有对《资本论》结构和方法的论述，有对《资本论》某些篇章的解释和补充，有对《资本论》所涉及的部分理论问题的探讨，还有的则反映了《资本论》写作、编辑、出版的一些情况。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对人们更好地学习理解《资本论》很有帮助。

十八 《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威廉·白拉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的通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历史资料。这个译本依据1963年柏林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德文单行本译出。

十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全国妇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题集共33万字，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占一半，主要论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婚姻家庭、儿童等问题。

二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

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1978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书中摘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部分论述，同时也摘编了他们对于其他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特点的一些论述。

二十一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共三卷，第一卷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翻译，第二卷由广州外语学院法语教研室翻译，第三卷由冯汉津和汪文漪翻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1981年间出版。这个译本共收入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1868—1895年间往来的重要书信606封，从而为了解研究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的生活情况和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

由于专题集这种编辑出版形式在众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形式中是最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类型的专题集的编辑出版中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专题集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中所留下的时代印记。例如工农兵成为某些专题集的编辑者、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货币、价值规律问题论述的特别关注等，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中国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式方法的探索。此外，我们在肯定专题集这种编辑出版方式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可能潜在的某些弊端，如根据主观需要和主观理解去寻章摘句，摘取自己需要的、适合自己的内容，忽视理论学说本身的前后发展过程和自身的完整结构等。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再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和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西方国家的翻译出版相比，其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节 笔记、摘要、手稿

马克思在他一生的理论研究活动中，曾写下大量的笔记、摘要、手稿，这些东西虽然不很成熟，但却是马克思学说形成发展过程的有力佐证。这些笔记、摘要和手稿，在新中国建立前不多见，新中国建立后则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陆续有翻译出版。这些笔记、摘要和手稿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不是很多，但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个新动向，标志着一个新领域的开辟。这里选择一部分做些介绍：

一 马克思的《印度史编年稿》

张之毅翻译的《印度史编年稿》，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依据苏联1947年出版的俄文本译出。马克思一生非常关注印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印度问题是他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并特别注意英国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历史，阅读过许多有关印度的著作和资料，做了许多笔记。这部编年稿大约是马克思在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编写的，实际上它是马克思编写的664—1858年印度历史的编年大事记的史料，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晚年撰写的大量关于世界史的编年大事记的手稿的重要补充。马克思收集的史料主要来源于罗·修厄尔的《印度分析史》和蒙·埃尔芬斯顿的《印度史》。这个译本不仅详细叙述了公元664—1859年印度人民反英起义的这段历史，并且做了十分重要的结论，可以说是马克思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一个总结。

二 《马克思未发表过的有关原始公社的手稿》

关文运翻译的《马克思未发表过的有关原始公社的手稿》（即《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刊登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4期和1960年第4期。

三 恩格斯的《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

锡成、昌仪译、曹葆华校的《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即《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首先刊登在1962年1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后又在《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上发表。

四 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18卷中的译文排印的。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出版于1873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奉为纲领性著作。马克思为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不仅做了摘要和评论，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许多重要原理。

五 马克思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

邹如山、世雄翻译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依据《亚非各族人民》1962年第2期、《苏联东方学》1958年第3—5期和《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1期刊登的俄译文译出。马克思的这些摘要大约写于1879—1880年间，他不仅摘录了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科瓦列夫斯基这部著作的要点，而且做了许多重要的评注，指出著者某些观点和结论的错误。

六 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9卷的俄文本译出，其中摘引《古代社会》一书的地方则采用了杨东莼等人的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说马克思“好喜欢这本书”，不但仔细研读，而且做了十分详细的摘录。马克思原来打算写一本反映原始社会的著作，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在做了这本书的摘录后不久马克思就逝世了。马克思所做的摘录，不仅包括摩尔根书中的材料和论点，而且还有马克思自己的评语和结论，内容非常丰富。

七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5个分册）

刘潇然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5个分册），由人民出版社在1962—1975年间陆续出版。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间。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用德文分两册出版。1953年又由柏林迪茨出版社合成一卷重印。刘潇然的中译本就是根据1953年这个版本翻译的，分为5个分册。1962年首先出版第2分册《论资本》。1963年和1964年又相继出版了第3、4分册。此后由于“文革”，直到1975年才将第1、5分册出版。马克思的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不仅内容艰深，而且使用的文字也很复杂，往往在大部分的德文当中插入若干英文、法文或拉丁文，有许多地方甚至是几种文字混合使用，例如英文当做德文使用，加上德文的字尾变化等。翻译者以古稀之年并在“文革”中受到种种折磨的艰难情况下，终于独立完成这部书的翻译，确实难能可贵。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译文存在不少缺点。所以译者打算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再对译文做认真的校订，然后公开出版。1979—1980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本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上下两册），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但依据俄文翻译的全集本和刘潇然依据德文本翻译的译本在分段、标题和行文上都有一些出入。

八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

北京大学《数学手稿》编译组编译的《数学手稿》，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依据德文原文译出。据有关资料记载，马克思对数学的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在这期间，马克思钻研了代数学，探讨了数学分析，写作了微积分简史，摘录了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札记，总共为后人留下了1000多页手稿，即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1975年出版的这个《数学手稿》中译本，只是马克思全部数学手稿的一部分。而在这之前的1971—1975年间，上海复旦大学也曾组织部分人先后根据日文本和德文原文翻译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且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2、3期和《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1期上发表，译文标题是《马克思的数学手稿》。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数学手稿》除包括复旦大学翻译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之外，还增加了马克思论述微积分的部分手稿。此外，译者还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中摘编了一些有关数学的论述附在书后，这样就为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提供了方便。

九 马克思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译、中央编译局校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依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译出。这个译本是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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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手稿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十 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依据1969年英国出版的英文原文的单行本译出，后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

十一 马克思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克思在1863年和1864年写的两组手稿，是论述波兰问题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写作这些手稿的大背景是当时在被俄国占领的波兰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反对以沙皇俄国为支柱的国内封建农奴制度。马克思对波兰问题非常关心，认为1863年波兰的这次起义“在欧洲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新纪元”。马克思在这两组手稿中揭露了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侵略政策，批判了法国和英国表面上同情和支持波兰而实际上敌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伪善伎俩。马克思的这部分手稿没有收入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是发表在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4卷中，中译本就是依据这个版本翻译的。

十二 马克思的《对詹姆斯·穆勒一书的评注》

熊子云翻译的《对詹姆斯·穆勒一书的评注》（即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刊登在《经济学译丛》1979年第4期。

十三 马克思的《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

曹立翻译的《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刊登在《经济学译丛》1979年第5期。

十四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文集》

潘吉星译、张黎等人校的《自然辩证法文集》，1979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收入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手稿3篇：《关于弗腊斯〈各个时期的气候和植物界〉的札记》、《赫尔姆霍茨〈论力的守恒〉报告的摘要》、《达兰贝尔〈动力学论〉的部分摘要》。

十五 《马克思论俄国的部分遗稿》

梅明翻译的《马克思论俄国的部分遗稿》（即《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4年7月23日），刊登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7辑。

十六 《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小逻辑〉的摘要》

顾锦屏翻译的《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小逻辑〉的摘要》，刊登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7辑。

十七 恩格斯的《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孙魁、韩文臣译校的《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刊登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9辑。

十八 马克思的《克罗茨纳笔记》（第4本）

刘卓星翻译的《克罗茨纳笔记》（第4本），刊登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11、12辑。

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记、摘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史上确实是个新鲜事，说明了中国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方面视野的进一步扩大，表明中国学者已不再满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或成型著作的翻译出版，而是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一些未成型或未成熟的手稿、笔记、摘要，去探寻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形成发展的思维轨迹，这无论从翻译还是从研究的角度看，都是中国翻译界的一种进步，虽然这只是刚刚起步。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记、摘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尤其和苏联以及德国、荷兰等相关国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公开编辑出版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手稿、笔记、摘录等，以供研究者研究有关。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影响很大的是2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
 ，但只出版了11卷）和70年代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的历史考证版（MEGA2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60多卷）。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利用。而进一步的了解和利用则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缺乏得天独厚的自主权，直接去国外购买这些原始材料始终是少数，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利用吸收苏联人或德国人、荷兰人公布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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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和文选的翻译出版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日益兴旺。作为这种日益兴旺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来翻译出版系统的、大部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首次翻译出版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的编译出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象征，更是中国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水平跃上一个新层次的标志。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首次翻译出版

1956年中共“八大”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做出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决定，并由中央编译局具体实施。经过30年的努力（即1956—1985年），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全部出齐。这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称这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最系统出版的马克思文献汇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首次编译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历史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空前的规模性和系统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编译出版，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卷帙浩繁，博大精深。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翻译力量。这项工作在新中国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在中央编译局的直接组织领导下，严格按照准备、翻译、定稿、复查这四步工作程序进行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其他单行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编译者不是某一个人，它们是集体劳动的产物。而这种集体劳动又是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层层负责的。这样的集体劳动并不排斥必要的参考和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卷册的翻译就参考和借鉴了已有的中译本，或是在已有的中译本基础上进行重新校订。

从外观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分纸面精装和布面精装两种。布面精装本为浅灰色，封面和书脊烫印大红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字样，封面上凸印着马克思恩格斯双人侧面头像。全集装帧精细，印刷精良。

从内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大致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第1—22卷）；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3—26卷）；第三部分是书信（第27—39卷）；第四部分（第40—50卷）是没有收入第1—39卷的一些著作和马克思的一大批经济学手稿。可以说，整个全集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1卷）、《神圣家族》（第2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卷）、《哲学的贫困》（第4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13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第20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1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第22卷），以及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第27卷）。1890年6月5日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的信、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第37卷）、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第39卷），等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卷）、《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3—26卷），等等。

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第4卷）、《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第7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第8卷）、《法兰西内战》（第17卷）、《哥达纲领批判》（第19卷），等等。

以上这些重要著作，有的已经翻译出版过单行本，有的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过，现在把它们集中译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这样就为中国人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的文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以1955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为母本（这是20世纪50—70年代在国际上占据主流地位、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版本），同时也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原始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原计划出版30卷，但是由于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断增加，就由30卷扩充为39卷，1955—1966年出版。这39卷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500多篇，书信4000多封，大约2600多万字。苏联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39卷出齐后，接着又陆续编辑出版了11卷补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第40—50卷，1968—1981年出版），大约600万字，这样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合计为3200万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编排思路和框架结构，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相差无几，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来编译出版的。这样做无疑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中国人别无选择。

苏联人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时，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们所接触到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和手稿，这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一个先天不足。苏联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去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只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人，由于诸多因素，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和手稿的机会本来就很少，再加上他人转手的多层阻隔，使得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了解和编译只能跟在苏联人后面亦步亦趋。从版本结构到所收入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的编译出版，确实带有非常明显的俄文版的印记，把俄文版的长处和缺陷都接受过来了。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出版的过程

由于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各卷的翻译出版并不完全是按照卷次的顺序进行的。为了方便读者，这里以出版时间的前后为序，将各卷的翻译出版介绍如下：

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31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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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等9篇著作。

195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反克利盖的通告》等53篇著作。

195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123篇著作。

195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等33篇著作。

196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3篇著作。

196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柏林危机》等133篇著作。

1961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36篇著作。

1961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等70篇著作。

196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欧洲战争》等88篇著作。

196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议会常会开幕》等131篇著作。

196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等132篇著作。

1962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等73篇著作。

1963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等70篇著作。

1963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法国的状况》等122篇著作。

1963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奥·倍倍尔的信》等57篇著作。

1964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84篇著作。

196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军队》等77篇著作。

196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等68篇著作。

1965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德国1890年的选举》等84篇著作。

1965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等42篇著作。

197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反杜林论》等3篇著作。

197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81年1月至1883年3月的书信216封。

197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88年1月至1890年12月的书信259封。

19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册收入《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

19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84年10月至1851年12月的书信249封。

19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56年1月至1859年12月的书信313封。

19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64年10月至1867年2月的书信310封。

19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75年1月至1880年12月的书信274封。

197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91年1月至1892年12月的书信255封。

197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资本论》第1卷。

1972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资本论》第2卷。

197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52年1月至1855年12月的书信286封。

197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册收入《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

1973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70年7月至1874年12月的书信341封。

1974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的书信344封。

197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68年1月至1870年7月的书信374封。

197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83年4月至1887年12月的书信381封。

1974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资本论》第3卷。

1974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收入1893年1月至1895年7月的书信269封。

1974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册收入《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

由此可见，3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从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74年出版第39卷，整整用了18年的时间。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是一伟大的创举。这18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6年至1965年。这个阶段的翻译出版是按照计划稳步进行的，这9年共翻译出版21卷，大约1000万字，速度是很快的，基本上没有大的干扰；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至1974年。这个阶段的前3年，由于“文革”的干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被迫停顿下来，已经译校好的译稿不得不束之高阁。直到196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为了把耽误的时间补上，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更加努力工作，终于在1972年形成一个高潮，仅这一年就出版了8卷，其后的2年中出版了9卷，这样到197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39卷（正卷）全部出齐。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39卷（正卷）出齐后，从1979年开始至1985年，又陆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11卷补卷。在正卷之后出版补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基本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既然以俄文版为文本依据，也就必然跟着翻译补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补卷从1968年开始出版，1981年出齐。补卷的卷次从40卷至50卷，其中第46卷分上下册。补卷各卷的编排体例、篇幅、装帧等都与前39卷正卷相同。这11卷补卷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没有编入正卷的一些著作，以及马克思的一大批经济学手稿。补卷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350多篇、书信150多封、诗作140多首，以及马克思的大量手稿，大约600万字（其中经济学手稿大约占一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补卷的翻译出版从1979年开始，到1985年出齐。这样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共50卷（39卷正卷和11卷补卷）。这50卷基本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著、书信和手稿（不包括绝大多数读书笔记、摘要、评注）。当时的人们以为这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接近于真正的全集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提供了基础，对部分重要著作的重新译校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这套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各卷（除个别卷外）的译后记或版权页中，都对参考利用原有译本的情况作详细说明。这无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此外，中央编译局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过程中，一方面发挥本单位的人才优势和集体智慧，另一方面则就各种专门问题广泛求教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对译文提意见。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的译文就曾专门请军事科学院帮助译校。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文体艰深的论战性著作，其中的《费尔巴哈》部分和《圣麦克斯》部分，就曾分别请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一之，北京大学郑昕、熊伟、芮沐、宗白华、洪谦等著名学者校阅了译文，中国翻译界和学术界的这些著名专家学者都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依托和利用了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因而在质量上是一流的。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翻译出版

和规模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则更具有传播、学习方便的优势，同时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入了一个形式多样化的新阶段。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形式的多样化，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是相匹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形式的多样化，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新中国的传播范围，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情。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翻译出版

1954—1955年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是由中国派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同志依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集体翻译的，唯真做了校订。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采用集体力量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了组织集体力量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先河。这套文集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38篇和重要书信20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出版之前，这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在新中国流传很广，普遍使用。1958年和1963年，人民出版社又先后两次重印这一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首次翻译出版

为了便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编译局在1965—1966年间曾经做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编译计划，后因“文革”爆发而被搁置。直到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在当年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于是，中央编译局按照中央的指示，马上重新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编选工作。这个时候的编选工作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已经出版过半，除书信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多已有中译本；二是“文革”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这样就为这次重新编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编辑出版速度较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译文大部分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有些著作的译文如《共产党宣言》等则经过了重新校订。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在197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中国人自行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选集。这套选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90篇（有关著作的序言、导言共20篇未计算在内），书信96篇，约180万字。这套选集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由于有些著作篇幅很长，所以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例如《资本论》只选摘了第1卷第24章，《德意志意识形态》只选摘了第1卷第1章，《哲学的贫困》只选摘了第2章，《自然辩证法》选摘了全书的1/2。有关中国的文章选了9篇，其中有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根据中央编译局提供的有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基本是按照著作的写作年代编排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入的是1843—1852年间的著作，即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1848—1849年革命事件和对这次革命进行总结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收入的是1853—1875年间的著作，其中包括有关中国的一组文章、几篇经济学著作、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和第一国际时期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收入的是1875—1883年间的著作，主要有《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收入的是1884—1895年间的著作，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写的重要著作，此外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他们写给其他人的重要书信。

列宁在1895年写的悼念恩格斯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1914年为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辞典出版社写的传记条目《卡尔·马克思》两篇文章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代序言，编在第1卷卷首。这套选集每卷正文之后都编有注释、人名索引、文学著作和神话中的人名索引。

首次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的装帧分四种，即纸面精装、纸面平装、布面特精装、影印袖珍精装。另外还出版了一种每卷分上下册的纸面平装的普及本。各种装帧的版本中纸面精装和纸面平装两种的印数最多。

三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的编译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的文选，有这样几个版本：

1950年，曹汀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5个分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57年全部出齐。译者从1939年在延安时就开始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如依据德文本翻译的《普法战争1870—1871》，就曾经在延安公开出版。后来又根据1936年苏联出版的俄文版《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翻译途中因其他事而一度被搁置。新中国建立后，译者在整理延安旧稿的基础上，又从1956年苏联新出版的俄文本《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中选择一部分文章翻译，共同编成《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5个分册）。这套《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虽然是依据1936年和1956年出版的两种俄文本翻译出来的，但所收入文章则是按照内容编排，与俄文本不同。

1961年，新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3卷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编译的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选集，3卷共有160多万字。《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收入的是理论性文章，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基本原理的论述（如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技术与军事学术的关系等），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策略、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的论述，关于军队史、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等方面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2、3卷收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军事事件的评论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谈及军事问题的书信。

从1979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又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5卷本）的编译工作。其中第1、2卷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专题军事著作和他们在哲学、经济学著作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第3、4、5卷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战争评论和关于军事问题的书信。这套5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和先前出版的3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相比，前者内容更充实、译文更准确，从而为中国人更为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思想理论提供了方便。这套《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的第1、2卷在1981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

可以这样说，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前夕，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其间虽然有“文革”的干扰，但不足以改变这个总体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翻译出版，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相比，无论是文本依据、翻译质量，还是出版规模和发行渠道，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发行渠道方面，空前的出版数量和密布全国的发行网络，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基础框架。这个基础框架主要由4个出版系列组成，即单行本、专题集、选集、全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大量的修订、补充、完善工作，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水平不断提高。从数量的角度看，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发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多的国家。

在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发行日趋正规化、系统化、国家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有组织领导的国家行为（极个别人除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基本模式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具有这个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和执政党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即鲜明的政治色彩、绝对的权威性和垄断性等。在这段历史成为过去之后，人们对此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发生变化，其利弊和对错的分析研究也就成为中国理论翻译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
 ）陆续出版、出版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的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文本依据、结构编排，以及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述等方面必然会出现新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人们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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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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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卷是在1955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采取的是“跟踪式”的编译出版方式，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出版一卷，中国人马上跟着开始翻译这一卷。


第四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在中国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经济体制、社会政治生活以及思想文化潮流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深入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摆脱了许多教条、框框的束缚，摈弃了许多习以为常的极“左”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翻译者的思想空前解放。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1975年开始正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
 ）
 
[1]

 被引进中国。这是一个坚持运用语言文字学标准、着眼于国际高水准的全新版本，它与以往所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

首先在于它独特的四条编辑原则。它们是“绝对完整地复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公开出版的和没有公开出版的著作；绝对完整地再现所有各个准备时期的原始文献（包括草稿、草图、底稿等）；再现所有历史文献的原始语言和当时的语法、语音及全部标点符号；包括原文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解释”。
 
[2]



其次在于它空前完整、庞大的内容。MEGA2
 曾计划编辑出版165卷（每一卷都伴随一本附卷，内容包括考证性的学术注释、索引等），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文章和手稿（除了《资本论》和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探索性著作，即1857年以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手稿）。这一部分计划出版32卷。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和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探索性著作，包括《资本论》的所有版本和恩格斯的编辑手稿。这一部分计划出版16卷。第三部分是通信。这一部分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而且还新增加了他们和朋友之间以及他人之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这一部分计划出版45卷。第四部分是读书摘录、笔记、旁注。这一部分计划出版40卷。1989年苏东剧变后，原来的编辑计划有了变化，主要是四个部分的卷数做了调整，第一部分仍然是32卷，第二部分缩减为15卷，第三部分缩减为35卷，第四部分缩减为32卷。原定的编辑原则不变。

随着MEGA2
 各卷的陆续编辑出版（到2009年，已经整理出版58卷，全部出齐也许要到2020年前后），这个全新的版本逐渐取代曾经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德文版和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为公认的国际主流版本。MEGA2
 被引进中国后，不仅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和许多新材料，同时也引起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界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以第二手的转译本（如俄译本）为主要文本依据转向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来重新翻译和校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种变革的意义不亚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最初引入。MEGA2
 的引进，使得中国人对原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进行校订、补充甚至重新翻译、重新编排有了可靠的文本依据。MEGA2
 的引进，也促使中国人逐渐放弃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某些理论框架，努力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同手稿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发展脉络，去编译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文集。MEGA2
 对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编辑出版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做些概括和阐述：

其一是一种意识的觉醒。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文本依据几乎很少提出疑问，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问题的存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MEGA2
 的陆续出版，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意识的觉醒，即有了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具体说来，就是中国人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能总是跟在别人（最初是日本人，后来是苏联人）的理解和研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进行翻译和编辑，在这方面中国人要努力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这种意识的觉醒是在MEGA2
 的启发下获得的，MEGA2
 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对照的坐标系。中国人把MEGA2
 和自己过去翻译的文本依据做对照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其绝大多数的文本依据不是原始手稿，而是经过“中转站”（最初是日本、后来是苏联等）转译过来的，经过了这些“中转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被“加工过了的”或是被“打了折扣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经过原始语言版—日文版—俄文版的转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日本人或苏联人对原始文本的主观理解，这种主观理解有符合文本原意的地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读。中国人依据这些可能包含误读的文本来翻译，自然也就把日本人或苏联人的那些误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意的内容接受过来了。

从人类接受知识的历史过程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阅读，借助于译本的阅读就是对阅读的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本大多数是通过二手的译本转译过来的，直接译自原始文本的很少，这样中国读者所阅读到的中文本就是“第三重”阅读了。此外，从专门的语言翻译的角度看，翻译基本上可以传达原始语言的逻辑性，而修辞性则是很难传达的。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有了新的认识，有了一种意识的自觉，即他们不再迷信那些曾经从不怀疑的二手文本，而在MEGA2
 的引导下，努力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在那些“中转站”是如何被“加工整理的”？又是怎样被“打了折扣的”？以及为什么要“打折扣”？

中国翻译界的前辈季羡林先生曾回忆说：新中国建立后，中央编译局的一位领导对他说，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是根据俄文转译的，不是根据德文和英文原文。俄文译文比原文更可靠。这样的说法是很值得推敲的。季先生还谈到：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原著中学习的，而是通过苏联，这种马克思主义难免打上了苏联的印记。如恩格斯说，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但苏联人只讲前者，中国人也东施效颦，把后者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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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通过全面的考查、校勘和核对，指出苏联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弗·唯·阿多拉茨基（1878—1945）编写的《马克思年表》，竟然有300多处大大小小的问题和误差，包括事件记载不准确，日期、数字、人名地名、报刊名、团体名、文章题目等方面的错误。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清醒意识，中国理论翻译界开始依据MEGA2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重新审视已经翻译出版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包括内容安排、框架结构、概念范畴等。其中特别是对重要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理解，不断提出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讨论很快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由此而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重新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重头戏，也是中国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两套书的翻译一直是以俄文本为主要文本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俄文本在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无疑是合理的、优秀的、具有一定权威性，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如苏联解体后，俄文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领军地位不复存在，以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自主意识的空前增强等），俄文本所包含的各种弊端就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寻找更为可靠的文本依据、翻译编辑出版新的译本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发展，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界的一种迫切需要。此时国际上从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
 ），正好为中国人提供了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正是这种主客观条件的契合，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依据新出版的原始手稿和资料，重新校译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重新编译出版，是一项耗资巨大、费时费力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利在当前、功在千秋的基础文化建设。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飞速发展，更是为这项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依据MEGA2
 来重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方面可以使原有的译文更加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历史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针对性，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价值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经过努力，在1995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的新译本（即中文第2版）与读者见面。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译本（即中文第2版），也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至今已出版18卷。这确实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英明之举，它们的编译出版为中国人摆脱转译本的困扰，真正面对原始文本，认真研究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发展的轨迹，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精髓，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其三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首次编译出版。

由于有了MEGA2
 这样权威而可靠的版本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需要，中共中央理论宣传部门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门设定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这个重点项目，目的就是为中国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为了编辑这部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中国人自主编辑的一套多卷本文集。其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每一卷都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名目索引，第10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这套文集的新特之处在于：一是对原有的各种资料进行了重新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二是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便于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点；三是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方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一个大手笔。它集中反映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建设的高度重视，是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重大举措。

总之，在MEGA2
 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新的局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重新修订、重新翻译和重新编辑，使得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这就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水平。

二是围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版本问世而开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热烈讨论，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为准确可靠的思想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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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前苏共中央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共同决定编辑出版MEGA2
 ，1972年出版试编本，1975年由柏林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原计划出版100卷，后扩大为165卷。1989年苏东剧变之后，MEGA2
 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度暂时中断。199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后来被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取代）、柏林科学院（它承担了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编辑责任）和特利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卡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在荷兰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由这个联合组织来负责MEGA2
 的继续出版，并修订了原来的出版计划，主要是削减了笔记和批注的书目卷数，总卷数重新确定为114卷。可以说，1990年以后，MEGA2
 的出版完全国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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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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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十章 主要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许多核心概念范畴，相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中。正是以它们为支柱和骨干，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所以，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探讨，以准确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实质，指导实践，推动马克思学说的创新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概念范畴，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事，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使用的某些概念范畴本身在当时就有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有的著作中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在另一本著作中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二是概念范畴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对外来概念范畴的认识理解不断深化、文字表述不断更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接近概念范畴的本意。例如“生产资料”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曾认为主要是指土地和资本，不包括生产工具在内，但后来则突出了“生产工具”在“生产资料”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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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概念范畴的理解翻译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时代在不断前进，新的情况层出不穷，概念范畴本身也就需要不断反映新情况，从而导致自身的变化，例如“雇佣劳动”在今天是否可以翻译为“工薪劳动”呢？

在当代中国，随着MEGA2
 各卷的陆续公开出版，有大批原始文本以及与原始文本相关的许多原始资料披露。中国学者在接触阅读这些原始文本和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审视已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对其中部分核心概念或范畴的翻译提出质疑，并展开讨论。通过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开始有了更多的独立理解，有了更多的自主话语权。以往翻译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偏离、游移、误译等现象也开始得到重视，并有所纠正。所有这些在以往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以往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像对待中国传统经典那样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把它们看做结论性的、最终完成的、不能有丝毫怀疑和改动的神圣经典。而MEGA2
 的出版，特别是MEGA2
 所揭示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过程性、阶段性、差异性以及非结论性特征，逐渐改变着中国人以往的观念，使他们有可能依据原始手稿和原始资料，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中的部分核心概念或范畴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开展学术争鸣。

在当前中国学术界，由MEGA2
 各卷出版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部分核心概念或范畴的探讨，是和这些核心概念或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翻译理解表述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们在琢磨或商榷哪一种翻译理解和表述是正确的、更符合原著或手稿的基本精神。目前这些探讨有的尚无定论，有的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并被新的译本所吸收采纳。这些探讨的总趋向是在向真理不断接近，是在努力与客观历史对话。对于这方面的探讨，这里择其要做些介绍和分析。

第一节 “经济的社会形态”新概念的出现及语义学探讨

1995年6月，中央编译局重新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收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那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译文，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段新译文是这样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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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个明显改变是把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翻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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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首次出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的出现，显然是得益于MEGA2
 的出版，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的这次重新修订的主要文本依据是已出版的MEGA2
 各卷，特别是有关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全部手稿和资料的披露。正是通过这些以前很难见到的大量原始手稿和原始资料，中国人才知道《资本论》三卷书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结论，同时也更加明白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学，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经济学的。正是以这些新文本和新认识为依据，中国人开始重新修订以往的译著，特别是一些核心概念和关键范畴的核实修订，于是就有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的出现。

一 新概念的影响及评价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断有研究者发表对这一新概念的看法，例如：

杨木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往一直翻译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从中引申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错误的，现在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为此，他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展开了详细论证：

一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略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以西欧为典型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抽象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绝非是对“民族历史”到处套用、普遍适用的马克思痛斥过的“一般历史哲学”的“一把万能钥匙”。而将其公式化为“五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五阶段”模式，正是“这种历史哲学”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的产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反对以抽象的观念去套民族历史的“自然史过程”，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个事物，但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却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抽象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经济范畴概念，看做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

二是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并不相同。马克思在说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之后，又以经济范畴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略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产生的经济范畴历史追溯的“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逻辑过程的四个“时期”的抽象表现形式。马克思前面使用泛称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和后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具体指称“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tormaition），与“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Oekonmische Gesellschaftstormation）两个术语，各有其固有含义。“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涵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

总之，杨木认为：将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误译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当成社会发展阶段概念的先后嬗递的社会形态，并解释引申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不但不符合马克思表述的字面和内涵的含义，而且将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加以混淆，实有违学理和逻辑。
 
[4]



张旭鹏等人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综述》一文中也提到：有学者根据国内1995年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文的新译法（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将原来的“社会的经济形态”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提出了两阶段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于旧译法“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形态”暗示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断面上，并列存在着非经济形态的社会具体内容，如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而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是指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纵向地在一个阶段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后者是一种摆脱狭隘的、具有强制性的物质生产的局限，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状态，从而告别人类社会史前史的历史阶段，即“自由王国”。在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物质生产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地位，具有决定性历史地位的是人自身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逻辑上不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列，而是作为“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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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笔者对“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的看法和进一步研究

在笔者看来，“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学说的一贯理解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用一个主观设定的、不变的人类社会发展公式去套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然要经过马克思所说的那几个社会历史阶段（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一种主观附加，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没有特殊和例外。他们开始用“经济的社会形态”和“非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样的新概念来概括表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人类理想的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非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实质，更符合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宗旨。

为了进一步考证从“社会的经济形态”到“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改译是否真有道理？这一改译的根据和理由又是什么？就很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翻译的来龙去脉，即不同语言的本来面貌以及它们之间转换时出现的差异、译者主观理解上的误差等问题做深入探讨，答案也许就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

其一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新概念的语言文字追踪。

根据笔者的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始语言文字是德文，1859年德文第1版出版，1897年考茨基刊行了德文第2版。1940年Stone根据1897年德文第2版转译成英文本。笔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查阅了MEGA2
 第2部分第2卷所收入的德文原始文稿，其中涉及“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那段德文原文是：

In grossen Umrissen Kö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üe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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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译文，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句尾的bezeichnet warden是“看做是发展过程”的意思，即“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累进”之意，也就是段尾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其中的Progressive Epochen实为“累进时期”之意，无固定含义的“公式”化的意思。
 
[7]

 为此，笔者专门核对了德文词典中Progressive这个词的解释，发现有两条：一是态度、思想、观点、某人的思维方式；二是发展。这里好像没有提到“累进”的意思。而与它相近的progression这个词的两条注释则包含了“累进”的意思，这两条注释：一是累进级数、累进制（指税率计征）；二是逐级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progressive和progression这两个词的词尾是不一样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德文中Epochen这个词的注释是很清楚的，就是时代、纪元、时期的意思，一般不会发生理解上的误差。这样progressive Epochen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是“发展时代”，并没有包含“累进”的意思在内。

为了有助于问题的研究，笔者还查阅了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收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涉及“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英文原文是：

In broad outline，the Asiatic，ancient，feudal and modern bourgeois modes of production may be designated as epochs marking progres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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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英文中的几个关键词，可以从翻译理解上来做点分析，例如designated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有设计、构思、配置、布局等意思，根据这些意思转为意译，可以翻译为被看做是、被设计为、被认为是等意思。epochs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新时代、新纪元。progress这个词则是前进、改进、发展的意思，包含一个过程的意思在内。把这段话中几个关键词的意思弄明白了，我们就可以认为，根据英文的字面意思，中文概念的新译法（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基本准确的，被看做是、发展过程、时代等几层基本意思都包括在内，并且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其二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新概念的文本依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5章“1.劳动过程”中写道：“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9]

 这里同样用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新概念。而句中的“经济时代”，在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中曾经被译为“经济时期”，这显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新译法的可靠依据。

有人提出，在德文转译为英文的过程中，把德文progressive（累进的）对应为英文的evolution（进化、演化）一词，又中译为“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而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形成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误说。
 
[10]

 也就是说，有人把中文的误译归结为德文转译为英文过程中的失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更要看到从马克思学说开始传入东方时起，日本人、苏联人和我们中国人都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著名论述的，他们都忽略了马克思特定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忽略了马克思的许多相关论述，这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解。

其三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新概念的中文考证和理解。

在中文中，“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形态”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具体的、历史的、复杂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等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依次更替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在使用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时，有时只是指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有时又包括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但他在使用社会形态概念时，总是把它看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的统一。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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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社会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对社会这个大系统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和概括，反映了研究者的不同研究视角、研究立场和出发点。区别主要在于范围的大小、层次的高低。“社会形态”显然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一般性概念，通常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则主要是经济学中的具体概念，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或形式。在把这两个概念的中文含义搞清楚后，再去对照德文、英文的相关词汇进行分析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我们抛弃一个旧概念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而创建一个新概念同样需要充足的文本根据和文献支持。只有通过细致具体的语言文字和文献资料的考证，我们才能说以往惯用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后人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重新翻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才真正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也更符合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发展阶段的一贯做法。

由“社会形态”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从表面上看，是个概念翻译准确与否的问题。而实际上也反映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同时这种认识更是受到一定时代社会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影响和制约。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重点必然是在革命上，一切都要为革命服务、服从革命的需要，这就包括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去论证中国革命的合理性，高度重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普遍性的研究和宣传。而在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政权，成为执政党，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之后，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研究问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实践，这样的社会现实实践决定着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以往我们常常把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和理论研究的关系看得太简单、太直接，好像除了论证、服务外，并无其他。而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曲折的。有时从表面看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关系，但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总是顽强而曲折地反映于理论研究，有时甚至制约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消灭私有制”中“消灭”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多次出现在文本中。其中“消灭”一词的德文词是“Aufheben”，这个词本身有“举起”和“废除”的双重含义。这个词在黑格尔那里也曾作为“扬弃”来使用，即有保留的否定。因此，在阅读和研究原始文本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同看法。

有学者对中央编译局译本中的“消灭”这个词提出质疑，认为应该翻译为“扬弃私有制”。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央编译局译文中“消灭”一词的翻译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例如马克思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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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或“扬弃”概念在这里引发了对马克思本人思想和事物本身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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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学者明确指出：近年来一些人提出“消灭私有制”是中文的误译，他们要求把“消灭”改译成“扬弃”。理由是德文的“Aufheben”一词除了“消灭”以外，还有“扬弃”等意思。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在事实层面上是站不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要求“消灭私有制”，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张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可能消灭私有制。应当从这个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而不是在文字上做兜圈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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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消灭私有制”这个概念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但在最近这十多年中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尚未出齐），以及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相关译本，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的译法。这些著作的编译者坚持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中，必须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于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或修改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决不能因为一时的需要而随意更改。笔者支持这种态度，因为“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非常明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公开打出“消灭私有制”的旗帜并做了科学论证，他才能够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拥护，他的学说也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游移或含糊都会给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麻烦。“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终极目标，至于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采用一些灵活的政策措施则又是一回事，二者不是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这方面问题的探讨确实需要严肃、科学的态度，翻译中某些原则性极强的核心概念的修订更需要慎重，因为涉及执政党的理论旗帜和根本性质。

对“消灭私有制”中的“消灭”一词提出异议，从表面上看是对一个外文词的不同理解，但从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地点来看，则有着很现实的社会根源，是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私有制的存在和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政策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绝对提不出来的，因为那个时代（即不断反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显然没有这个问题提出的客观需要和社会氛围。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任何一个理论问题的提出，或是一个理论概念的翻译，不可能完全是纯粹抽象的概念之争，而是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基，也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也就提醒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沿革，探讨某些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既不可忽视其特定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实践主题的变化，又要坚持对文本本身含义的准确把握。

第三节 “终结”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终结”（德文Ausgang）一词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核心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翻译界的前辈贺麟先生就提出过不同看法（参见第七章第四节）。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Ausgang”这个词再次引起讨论。例如有人在文章中指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终结”使用的是德文词“Ausgang”
 
[15]

 ，该词的原意具有“出口”、“尽头”、“终点”这样对立性的双重含义。于是有的学者对“终结”的翻译提出了异议。其实德文中的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辩证词汇，任何道路走到头了，当然也就是通向另一条道路的出口，这是德国人的思辨，对于某一端口，从一边来看它是终端，从另一边来看它就成了开端。那么我们在这里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呢？是终结，还是另有出路？仅仅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作为与分析哲学相对立的哲学，至今仍然活跃在国内外的哲学舞台上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结束它的使命。而且，恩格斯在该书的最后一句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16]

 “Ausgang”这个词在中文版中被译为“终结”，是因为我们的中文恐怕很难找到这样本身具有辩证含义的词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哲学著作原文的阅读，能够体会到中文字面上难以体现的含义。
 
[17]



尽管到目前为止，包括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在内，编译者仍然用的是“终结”这样的概念。编译者坚持自己的译法自然有他的道理和根据，如考虑到这个译法已经约定俗成或其含义表达基本准确等。但我们通过阅读原始文本，也确实知道了“Ausgang”这个德文词汇的辩证而丰富的含义，这对于我们理解恩格斯这部著作的深刻内涵是非常有帮助的，而这也正好具体展现了MEGA2
 给中国人所带来的一种新视野，使我们看到了中译本中无法准确表达的一些丰富内容。

第四节 “为我之物”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这样一段谈认识问题的话：“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18]



1987年，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关于若干哲学译名的商榷》一文中，对上段文字中的“为我之物”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里的“自在之物”，在德文为“Ding an sich”，在英文为“things for itself”。所谓“为我之物”，在德文为“Ding für uns”，在英文为“things for us”。所谓“为我之物”指我们认识了的东西。中文的“为我”是否表示“我们认识了的”呢？显然不是。中文“为我”是表示“为自我服务”。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提到“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但所谓“为我之物”（Ding für uns）却不是为我们服务的意思，而是指“我们所认识了的”之意。这里的问题还在于“für”（for）应如何翻译。张岱年认为，这里的“für”（for）也不是“为了”之意，而是“对于”之意。所谓“things for us”，直译应是“对于我们的事物”，即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所以，这里译为“为我”是不恰当的。似乎可译为“我知之物”。这里原文“我”字是多数，确切地说，应译为“我们所知之物”。
 
[19]



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修订版（即中文第2版）出版时，编译者仍然沿用了中文第1版的“为我之物”的译法。新的修订版关于这段话的修改只是把“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改为“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
 
[20]

 这样的改变在意义上无大的差别，只是文字上更精练、更准确。在“为我之物”这个概念上，编译者坚持原来的译法，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中国人已经习惯这种译法，而且也明白它的含义是指我们所认识了的东西。

第五节 “思辨哲学”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结束语的第一自然段中有这样几句话：“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卷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编译者给这段话中的“思辨”一词加了一个注释，即“双关语：‘思辨’的原文是spekulation，也有‘投机’的意思”。
 
[21]



1987年，张岱年先生在文章中对上段文字中“思辨”一词的翻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英语“speculation”（德语是spekulation），20年代译为“玄想”；“speculative philosophy”，20年代译为“玄想哲学”。3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认为“玄想”二字含有贬义，于是改译为“思辨”，将speculative philosophy改译为“思辨哲学”（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也沿用了这种译法）。这样改译的用意虽佳，但是实际上却未必恰当的。按“思辨”二字出自《中庸》。《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思是思维，辨是辨析，亦即分析。任何哲学思维都离不开思辨，怎能说只有speculative philosophy才是思辨的呢？20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博若德（C.D.Broad）曾著文将哲学分为两种，一是speculative philosophy，二是critical philosophy，后者可译为批评哲学，实即分析哲学之意。如将前者译为思辨哲学，那么所谓分析、批评就不用思与辨吗？他认为，把speculative philosophy译为思辨哲学，不能表示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特点。对于编者加的那个注释，张岱年先生也觉得不妥，认为外文spekulation（speculation）含有“臆测”之意，所以可作为一个双关语。中文“思辨”二字并无臆测之意，恐难当做双关语。他认为，还是20年代旧译“玄想”比较恰当。黑格尔讲“玄想哲学”，并无贬义，而且寓有褒义。30年代，英哲怀海特（A.N.Whitehead）亦讲“玄想哲学”，并对“玄想哲学”确立了新的界说，亦寓有褒义。汉代哲学家扬雄自称“默而对深湛之思”。“Speculation”正是“深湛之思”的意思。旧译“玄想”，虽不甚恰当，但较“思辨”稍胜。近代实证论者鄙弃Speculation，如果说他们鄙弃“思辨”，那就不切当了。
 
[22]



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收入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结束语的第1自然段中几句话，与中文第1版的相关内容比较，有新的修订。新修订的译文是“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卷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
 
[23]

 新修订的译文只是在句子的结构上做了改动，意思没有改变。编译者给“思辨”一词专门加的注释中，则删去了“双关语”3个字，直接说明德文“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机”的意思。

第六节 “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的不同翻译

“资产阶级的法权”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原文是德文“bürgerliche Recht”
 
[24]

 ，这一德文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中文翻译，以及不同的理解和争论。

一 历史上的各种不同译法

1930年2月，李一氓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中，收入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有关这个概念的译文是：

“社会还是以权利（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为原则，不过理论与实践已合而为一，价值相等的商品之交换，是普通方法，而非个别方法。”
 
[25]

 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bürgerliche Recht”被翻译为“资产阶级的权利”。据译者交代，他当时是依据一个英文本翻译的，而这个英文本又是从俄文本转译过来的。

1955年集体译、唯真校订、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收入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有关这个概念的译文是：“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则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26]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即“bürgerliche Recht”被翻译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法权”这个概念在中国首次出现。这个译本是根据195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俄文本翻译的。

1964年，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大字本），1965年人民出版社又有普通单行本出版。这两个译本有关这个概念的译文是一样的，即：“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27]

 “bürgerliche Recht”在这里被译为“资产阶级的法权”，与1955年的译法相比，少了一个“式”字。据编译者交代，他们翻译的文本依据是1953年柏林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

1972年，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3卷，也收入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相关概念的译文和1964年、1965年的译本相同，也都译为“资产阶级的法权”。
 
[28]



到此为止，“bürgerliche Recht”被译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已经成为中国官方确定的译法。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对这个概念的翻译没有不同意见。据徐衡回忆：在1977年10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界的前辈成仿吾先生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译法是根本错误的。“bürgerliche Recht”中的“Recht”这个词在德文里有四个含义，第一是法律，第二是权利，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公道。马克思在那个地方指的是权利，即资产阶级权利。中央编译局的同志翻译这个词时，不知指的是哪一个含义，只好都想挂上，但又不能四个含义都挂上，那样就成“法权公正”了。最后只用了前两个，翻译成“法权”，丢掉了正义、公正。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四人帮”拿了“资产阶级法权”这根大棒到处打人，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其实，马克思说的只是“资产阶级权利”。
 
[29]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理论界开展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理论研讨活动中，许多学者对“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译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译法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错译，并由此而引起了理论上的误解和行动上的错误，如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等。

1995年6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收入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相关的译文是：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30]



注意，这段新译文和以往译文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修改：一是由过去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修改为现在的“资产阶级权利”；二是由过去的“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修改为现在的“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在笔者看来，第二个修改没有实质性意义，只是语句前后顺序的改变。而第一个修改（即由“法权”改为“权利”）则很有意义，因为它吸收了理论界有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讨论的积极成果，澄清了以往有关这个问题的错误理解。

经历过那个极“左”年代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四人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有错误的，“四人帮”利用了这一点）曾经从极“左”的政治需要出发，否认商品生产、否认市场经济、否认按劳分配，把等价交换的商品（包括劳动力）交换原则当做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否定。这样的批判、否定，实际上是对商品生产交换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批判否定，批判否定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权”（即资产阶级特有的权利），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这一原则的肯定（即肯定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在商品生产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和不可取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执政党指导思想路线的根本调整和整个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发展商品经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也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求对商品生产交换的基本原则有新的正确理解。这也许正是中国人放弃“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错误理解和错误翻译，主张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新概念来取代以往错误概念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新概念的出现，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这个典型例子说明，语言文字翻译工作是有时代性的，概念范畴的理解翻译也是带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语言文字和概念范畴翻译的影响或制约是无所不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明显，有时表现隐晦、曲折罢了。

二 最近提出的不同理解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bürgerliche Recht”仍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其中“bürgerliche”一词的理解翻译。例如有人提出：“Recht”翻译为“法权”或“权利”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歧义，而“bürgerliche”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2版中都翻译为“资产阶级”，恰恰是能够产生歧义和困惑的地方。“bürgerliche”的德文原意是公民或市民的意思，与英文的“citizen”相同。英文的“资产阶级”一词是“bourgeoisie”，来自于法文，德文的对应词是“Bourgeois”，加个词尾，即“Bourgeoisie”，就有着富裕市民的含义。资产阶级由市民阶层发展而来，然而资产阶级又不同于市民阶层，只有能够用某种手段雇佣、占有他人劳动的人才是市民中的资产阶级。可见，并非所有的市民都是资产阶级。市民权利因此也不能等同于资产阶级权利。这是市民概念与资产阶级概念的区别。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按劳分配这一“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中的“资产阶级”一词，在这里应该翻译并理解为“市民”，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涉及对事物本身的理解。

首先，之所以说按劳分配是市民权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正因为它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31]

 凭借着生产手段占有他人劳动的资产阶级权利因此也不再存在。其二，马克思之所以说按劳分配这一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市民权利，这不是相对于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而言，而是相对于按需分配的原则而言。我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家庭状况的差异等等原因，人们实际上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与按需分配原则相比较，这里存在着原则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不平等。二是按劳分配将劳动的付出与分配加以联系的是人们的自我利益，这与自由自在的劳动和按需分配之间不再存在着这样的联系显然是有所区别的。最后，至于说按劳分配带来的差异能够积累成占有他人劳动的生产手段，这已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正因为如此，根据马克思自身的思想逻辑，“资产阶级权利”应该理解并翻译成“市民权利”。
 
[32]



由此可见，“法权”与“权利”、“资产阶级”与“市民”之间在翻译上的分歧仍然存在。

在笔者看来，西方语言中，“法权”和“权利”可以是一个词，而在中文中，“权利”的字面含义是“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而“法权”的中文字面含义则是“权利；特权”。可见在中文中，“权利”和“法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现在我们把“法权”修改为“权利”，一是还原了这个概念的本意，二是清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为错误附加，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同样的，“资产阶级”和“市民”或市民社会在西方语言中可以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中，“资产阶级”的字面含义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的阶级”，而“市民”的字面含义则是“城市居民”，至于“市民社会”的字面解释就更复杂，广义的是指经济基础，狭义的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可见它们之间差异之大，根本不能混用。在马克思著作中，“市民”、“市民社会”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在不同的语境下用这个词又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大量出现的“市民社会”这个词，主要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主要说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市民权利”则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中文翻译如何对应西方语言词汇的复杂局面，恐怕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热点讨论（即“市民社会”究竟是一个社会概念？还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市民社会”这个概念除了指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社会，是否还应该包括交往形式、物质生活等多种含义？等等）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三 从语言文字源头和转换的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2007年3月，笔者利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访学之便，查阅了相关资料，主要是MEGA2
 第1部分第25卷所收入的《哥达纲领批判》德文原文，其中有关“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的那段原文是：

Das gleiche Recht ist hier daher immer noch dem Principnach—das bürgerliche Recht，obgleich Princip und Praxis sich nicht mehr in den Haaren liegen，Während der Austausch von Equivalenten beim Waarenaustausch nur im Durchschnitt，nicht für den einzelnen Fall existirt。
 
[33]



上面这段话中的bürgerliche Recht是非常值得推敲的概念。bürgerliche这个德文词的本来含义是市民或公民的意思，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意思。虽然资产阶级是从市民或公民中发展而来，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之间就可以画等号。那么，究竟是谁把市民或公民变成了资产阶级了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可能与从德文到英文的转换有关。现在我们来看看《哥达纲领批判》英文版的有关段落：

Hence，equal right here is still in principle—bourgeois right，although principle and practice are no longer at loggerheads，while the exchange of equivalents in commodity exchange only exists on the average and no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34]



注意，是在这里，“bürgerliche”变成了“bourgeois”，即由“市民或公民”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是英文没有找到和德文对应的正确词汇，而是用“资产阶级的”（bourgeois）这个词替换了“市民或公民的”（bürgerliche）这个词。根据英文的bourgeois翻译成中文“资产阶级的”是没有错的，因为在英文中bourgeois就是“店主、商人、资产阶级分子”的意思，但中文翻译却忽略了英文bourgeois这个词是从德文转译来的，德文中bürgerliche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的解释是“市民的、公民的、合法的、符合社会规范的、世俗约定的”等，并没有“资产阶级的”意思。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中文翻译应该尽可能依据原始文本来翻译的必要性。

第七节 “痕迹”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35]

 对于其中的“痕迹”这个概念，一直就有不同的翻译和理解。

一 历史上的不同翻译

1930年2月，李一氓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一书中收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译文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从自己独立的基础发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智识各方面，都尚残存有旧社会的缺点。”
 
[36]



我们可以看到，“痕迹”这一概念在这个时候被翻译为“残存的缺点”。“残存”一词的中文字面含义是“未被清除干净而保存下来或剩下来”，“缺点”一词的中文含义是“欠缺或不完善的地方”。联系上下文，笔者觉得这里的翻译比较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收入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相关的译文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
 
[37]



“痕迹”这个概念在这里首次出现。

1965年3月，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中的相关译文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38]



中央编译局的这段译文，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和1995年重新修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中都没有改动，一直是用“痕迹”这个概念。就是在2009年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中，也仍然用的是“痕迹”这个概念。

二 质疑的提出和进一步探讨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界的前辈成仿吾先生曾经对“痕迹”这个概念的翻译提出质疑。他认为上述那段译文的最后一句应该翻译为“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苦于为它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所纠缠”。
 
[39]

 在他看来，用“痕迹”这个词，是把新社会必然带有的旧社会的残余说得太轻了，不能引起人们对这方面问题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新中国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脱胎出来，也就必然带有封建胎记、买办胎记，这些胎记正是“文革”、“四人帮”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成仿吾先生主张用“胎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中文中的字面含义是“人体上生来就有的深颜色的斑痕”，引申一下，它所表示的就是一种与生俱来、不容易去掉的东西。那么，“痕迹”和“胎记”哪一个更符合马克思原始文本中这个词汇的德文的确切含义呢？从德文转译过来的英文本中这个词汇的英文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的转换有没有发生误差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MEGA2
 第1部分第25卷所收入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德文原文，找到了上述那段话，现将其摘要如下：

Womit wir es hier zu thun haben ist eine Kommunistische Gesellschaft，nicht wie sie sich auf ihrer eignen Grundlage entwickelthat，sondern umgekehrt，wie sie eben aus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hervorgeht，also in jeder Beziehung，ökonomisch，sittlich，geistig noch behaftet ist mit den Muttermal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aus deren Schoos sie herkommt。
 
[40]



这其中的“Muttermalen”，有人把它翻译为“痕迹”。而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的注释就是“胎痣”。成仿吾先生主张把“痕迹”改译为“胎记”，可能和这个注释有一定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英文版《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痕迹”的那段英文：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ere is a communist society not as it has developed on its own foundations but on the contrary just as it emerges from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thus in every respect economically mo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still stamped with the birth-marks of the old society from whose womb it emerges。
 
[41]



这其中的“birth-marks”是个复合词，它由两个词组成。“birth”在中文中是“分娩”、“出生”、“血统”的意思，“mark”在中文中有“痕迹”、“斑点”、“记号”、“特征”、“符号”的意思，它们大都指一些与生俱来、难以避免的东西，并不涉及对这些东西的主观价值判断，只是一种客观描述。

在笔者看来，根据德文词“Muttermalen”的本意和英文“Birth-marks”这个复合词的整个意思来看，成仿吾先生提出用“胎记”这个中文词来表达它还是比较贴切的。笔者赞同他的意见有两个理由：一是以往用的“痕迹”一词，显然只是表达了“birth-marks”这个复合词的一部分意思，即只是表达了后半个词的意思；二是在中文里，“胎记”和“痕迹”确实能够反映出表现物在程度上的轻、重之别。“胎记”（或胎痣）一词更强调某种存在物或表现物的与生俱来、不可避免和难以消除，以提醒人们对此应该有足够的重视（这些也许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而“痕迹”一词则有些轻描淡写、可有可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痕迹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添加的，同时也是可以人为消除的。那么，究竟选用哪一个词更为准确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尊重原始文本的本意，其次是要考虑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客观需要及由此所决定的主观诉求。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当人们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感觉到应该重视、研究和解决这些存在物或表现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胎记”；而在人们没有这个需要或需要不强烈，甚至觉得这些存在物或表现物无关紧要、无碍大局的时候，他们也就有可能选择“痕迹”。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主观选择背后都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在起作用。翻译中不同词汇概念的选择大概也是如此。

第八节 “弊病”概念的不同理解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紧接着上面所探讨的有关“痕迹”的那段译文后面的第五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和第六自然段的内容是：

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42]



这其中的“弊病”这一概念，在1930年2月李一氓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选译》中被翻译为“弊害”；在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被译为“缺点”；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译本中，一直被翻译为“弊病”。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界的前辈成仿吾先生对“弊病”这个概念的翻译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把“弊病”改译为“缺陷”更确切，因为德文中这个词的本义就是“缺陷”。用“缺陷”这个概念更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因为有的缺陷是致命的，解决不好是会亡党亡国的，这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有历史教训的。
 
[43]



为了进一步考证“弊病”这个概念的准确性，笔者查阅了MEGA2
 第1部分第25卷中收入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原始文本——德文原文，找到了包含“弊病”概念的那段原文：

…Um alle diese Missstände zu vermeiden müsste das Recht，statt gleich，vielmehr ungleich sein.

Aber diese Missstände sind unvermeidbar in der ersten Phas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wie sie eben aus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nach langen Geburtswehen hervorgegangenist.
 
[44]



德文中的Missstände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的中文解释就是弊端、弊病、毛病，多用复数。如指出社会弊端、揭发或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弊病等。如果以德文版为文本依据，根据德文Missstände这个词的原意，把Missstände翻译为“弊病”是基本准确的。因为在中文词典中，“弊病”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弊端”，通常是指“由于工作上有漏洞而发生的损害公益的事情”，也是指事情上的毛病。在肯定字面翻译基本准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文中的“弊病”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弊病”在实际性质、意义上的差别。中文中的“弊病”（或弊端）主要是指由于工作上有漏洞而发生的损害公益的事情，这里人为的成分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主要说的是人为因素的作用，其结果是损害公众利益。而马克思说的那些“弊病”，显然不是这一类的事情，而是那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受经济结构制约的制度体制上的大事情。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些差别提醒我们，“弊病”这个概念的翻译仍然需要再研究。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弊病”这个概念的那段英文原文：

…To avoid all these defects，right would have to be unequal rather than equal.

But these defects are inevitable in the first phase of communist society as it is when it has just emerged after prolonged birth-pangs from capitalist society.
 
[45]



在牛津英汉词典中，“defect”这个词的中文意思是“欠缺”、“缺点”、“不足之处”。这些词的意思和成仿吾先生提出的“缺陷”一词比较接近。在中文词典中，“缺陷”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欠缺或不够完备的地方”。把“弊病”的意思和“缺陷”的意思相比，“缺陷”这个词显然更接近英文中的“defect”。由此可见，成仿吾先生提出用“缺陷”这个概念取代原先的“弊病”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笔者看来，“弊病”这个概念包含更多的人为因素，因而是可以改变或克服的。而“缺陷”这个概念则更多地强调这类东西是天生的、不容易改变的，所以要对这类东西格外重视、格外警惕，防范于未然，并努力将其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第九节 “自为的阶级”概念的语义学探讨

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46]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1972年出版。到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出版时，对这段译文做了修订，修订后的译文是：“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47]

 这里的修订是把“工人”改译为“劳动者”、把“逐渐团结起来”改译为“联合起来”，而“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始终没有改变。

对于这段译文中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历来就有不同的译法，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不同意见出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译法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做一些追根寻源的探究。

一 历史的回顾

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这是最早的中译本）。在这个译本中，有关“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的那段译文是：

经济的条件，开始把国民的群众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给这种群众造成一种共通的地位，共通的利害关系。因此这种群众对于资本已经是一个阶级，不过在他们本身尚不以为是一个阶级。
 
[48]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用“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但基本意思与我们后来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差不多，即是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作用和阶级使命，还没有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把第1版中的“工人”修改为“劳动者”，恰好与60多年前杜竹君译本的译法相同，杜竹君当年的翻译就是“劳动者”。在笔者看来，“劳动者”这个概念更为准确，今天的翻译者也许从前辈那里得到了启发。

1949年8月，解放社出版的何思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与“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相关的译文是：

经济的诸关系首先把居民底群众改变成工人。资本底统治替这批群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诸利害关系。所以这批群众已经是一个阶级在资本的对面，不过还没有向自己本身。
 
[49]



这里的“还没有向自己本身”是不太好懂，但联系上下文，还是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即“还没有向自己本身”。后来通过不断的斗争实践提高了觉悟，逐渐成为一个“向自己本身的阶级”。

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收入的《哲学的贫困》，以及196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哲学的贫困》单行本，都采用了“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首先出自中央编译局的译本，相关的译文是这样的：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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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相关译文中，也仍然使用的是“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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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质疑的提出

1987年，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发表文章对“自为的阶级”中的“自为”一词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黑格尔的哲学中有所谓“an sich”与“für sich”，英译为“in itself”与“for itself”，中文一般翻译为“自在”与“自为”。“自在”与“自为”这两个形容词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借来的。所谓“自在的阶级”指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自为的阶级”指无产阶级认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进入了对资产阶级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阶段。简言之，“自在”表示没有自我意识，“自为”表示达到自我意识，自己认识了自己。这里的问题是：在汉语中，自己认识自己，是否可用“自为”二字来表达呢？在汉语中，“自为”表示自己为了自己、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按“自为”一词首见于《韩非子》，韩非云：“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外储说左上》）又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且熟云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皆挟自为心也。”（同上）“自为”即“为了自己的利益”。

无产阶级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进行革命斗争，固然对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有所认识，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图谋自己的私利，而是要解放全人类。我认为，无产阶级是达到自我认识的阶级，在汉语中，不能称之为“自为”。把“Für sich”译为“自为”，关键在“für”（for）一字，是把此字译作“为”。事实上，“for”除了表示“为了”之外，还表示“关联”，表示“对于”之意。“for it self”应理解为“对于自己”，“对于自己”意即成为自己认识的对象，也即达到了自我认识。管见以为，译语“自为”二字是不恰当的，不能表示原意，直译可译为“对己”，但“对己”又不容易理解，建议可译为“自认”。“自认”即自己认同，亦即自己辨认。“自认”与“自觉”还有程度的不同，所以还不能径译为“自觉”。“自认”即自己认识了自己，“自觉”是达到了高度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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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中，相关译文中的“自为”这一概念并没有修改，仍然用“自为”。在笔者看来，“自为”这个概念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已经约定俗成，要修改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那么，“自为”这个概念究竟有没有修改的必要呢？这里不妨从这个概念的语言文字的源头上做些探讨，具体地说，就是从德文、英文中这个词所包含的词义入手，做些分析比较研究。

三 词义的分析和研究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初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又有了德文本和英文本。《哲学的贫困》的原始文本（法文本）被编排在MEGA2
 第1部分第6卷，目前尚未公开出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访学期间，笔者查阅了德文版和英文版《哲学的贫困》中的相关内容，现将它们摘录如下，然后再就其中的“自为”一词的词义做些分析比较。

在英文版的《哲学的贫困》中，包含“自为”这个概念的译文是：

Economic conditions had first transformd the ma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y into workers，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has created for this mass a common situation common interests，This mass is thus already a class as against capital but not yet for itself . In the struggle of which we have pointed out only a few phases this mass becomes united and constitutes itself as a class for itself . The interests it defends become class interests，But the struggle of class against class is a political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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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but no tyet for itself”这句英文中的关键词是“for”，这个词有许多意思，在牛津词典中就有15种解释，例如以……为目的地、开往、归于、用于、赞成、支持、理由、由于、代表、关于、对于、考虑到等。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较贴切的意思。在笔者看来，“对于”和“考虑到”这两个意思可以采用，就是说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对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认识到，即还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样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有关“自为”这一概念的译文是：

Die ökonomischen Verhältnisse haben zuerst die Masse der Bevölkerung in Arbeiterver wandelt.Die Herrschaft des Kapitals hat für diese Masse eine gemeinsame Situation，gemeinsame Interessen geschaffen.So ist diese Masse bereits eine Klasse gegenüber dem Kapital，aber noch nicht für sich selbst.In dem Kampf，den wir nur in einigen Phasen gekennzeichnet haben，findet sich diese Masse zusammen，konstituiert sie sich als Klasse für sich selbst。Die Interessen welche sie verteidigt，werden Klasseninteressen Aber der Kampf von Klasse gegen Klasse ist ein politischer Kampf.
 
[54]



在德文中，关键词也是那个“für”，这个词在德汉词典中有多种解释，有为了（一定的目的、用途）、有利于、赞同、由于、因为、代表、代替、对……来说，以及在与不同词联用时的不同意思、不同作用，等等。从字面上看，它和英文中的“for”的意思比较接近，在从德文转译为英文时，用英文“for”来表示德文的“für”，意思并不错，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自为”本身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自为”是他所设想的精神本体——“绝对精神”自身的一种特殊属性或特殊功能。也就是说，“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本体，自身是能够不断生成、不断自我意识、不断扩展的。黑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我意识、自我生成。马克思也是就其特定含义而把它借用过来，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黑格尔哲学中的“自为”概念（包括马克思的借用）与中文中的“自为”（即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谋求利益）显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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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的重新修订出版

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传播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既是供广大干部和群众阅读的普及性读本，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教学研究人员的案头常备书籍。

1972年5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中文第1版问世。时隔23年后，由中央编译局重新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中文第2版，在199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节 重新修订出版的原因、原则及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的重新修订出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版本更新的需要，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修订者为此确定了明确的修订原则，并努力使修订本面貌一新。

一 重新修订出版的理由

其一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在出版后的20多年中，曾多次重印，大量发行，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个版本的不完善逐渐暴露出来：一是在文献选录方面，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多寡悬殊，不够均匀；二是在译文方面，除了部分重点著作外，许多文章和书信是根据俄文转译的，既然是转译，文本真意的流失和理解的误差就很难避免；三是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编译者很难对相关史料进行周密的考订，注释内容也不够充实和准确，尤其缺少读者在学习和研究时非常需要的名目索引。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进行重新修订，使其选材更科学、体例更严谨、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就显得十分迫切。

其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

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卷首的《编者的话》中这样说：“遵照中共中央决定，我们正着手编译全集第二版（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预计60卷左右。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全书出齐需要较长时间。为了适应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需要，帮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们向读者提供这部内容更充实、译文更准确的选集新版本。”
 
[1]

 这段话清楚地交代了重新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社会背景。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出版后的20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空前的历史巨大变革，特别是与之相随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本，确实存在许多文本问题和翻译理解问题。而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和新的社会实践，更需要他们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摒弃后人的那些人为的附加和错误的理解。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重新修订版也就应运而生。

其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2
 ）部分卷的陆续出版，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重新修订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文本依据，也为解决中文第1版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如原始手稿缺乏、注释和名目索引缺少等）提供了可以直接利用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MEGA2
 的出版给中国人带来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巨大冲击和解放，从而使已有译著的重新修订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各种条框的束缚，尊重历史原貌，重现历史真迹。

二 重新修订的原则及基本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修订工作从1992年开始。修订者为这次修订工作确定的编辑原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书信中选编或节录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力求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重要的观点，使读者通过这部选集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编辑原则，中央编译局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的篇目做了调整，具体包括：适当充实了哲学方面的内容，保留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增补了少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中文第1版中没有收入的著作，删去了一些观点相近的文章和书信，以较多篇幅增选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首次节选了马克思的基本著作《资本论》的相当多的篇章，以便更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根据中央编译局马列编译部提供的相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修订，首要的问题是调整篇目。为了使文献的辑录和编排更科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编译人员逐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所收入的全部文献，反复研究和论证有关篇目的取舍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接着，又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的某些文章进行研究，组织编译人员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13卷书信逐篇进行调查，对建议选录的每一封信写出提要，通过权衡和筛选，初步拟定应当增补的篇目。与此同时，还查阅了国外出版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本，列出篇目比较，以取其所长。在拟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内容的初步方案之后，又广泛征求意见，邀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对需要保留、删除和增补的篇目逐一审查，经过充分讨论和修改，最终才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的文献目录。

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共4卷，总计约285万字。在重新修订过程中，删去了中文第1版收录的23篇文章和25封书信，增补了《资本论》节选40多万字和重要理论文章20篇、书信26封。

三 中文第2版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和中文第1版相比有哪些新特点呢？

从整体内容上看，编译者曾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的鲜明特点概括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译文质量有了全面提高；参考资料更加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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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更加合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所收入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献数量比较均衡，其中最突出的是《资本论》节选量的增加，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而在中文第1版中这部分内容是比较薄弱的。

所谓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主要是指一些与重点文献相关的背景性、介绍解释性的文章和著作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中。例如与《资本论》相关的序言、跋文以及与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相关的导言、介绍等，从而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全面、准确。

所谓译文质量有了全面提高，主要是说为了保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的译文质量，中央编译局制定了严格的翻译校审程序。要求编译人员在着手翻译前，必须通读原著，了解原著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必须阅读有关参考书，熟悉有关著作的历史背景，了解文中涉及的各种事件；校对时，不仅要吃透一字一句的意思，还要把整篇文章的思想、论点、风格、逻辑联系，充分表达出来。既不能“乱译”，也不能“死译”，要做到“意思正确、文字通顺”。除此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方案确定后，编译人员集中力量对所有列入编目的文献译文进行校订，不仅根据原文对过去从俄文转译的文献进行认真的校阅和修改，而且根据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编译工作经验，对以前直接译自原文的重点著作译文也进行了审定润色。正是通过这些努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译文质量的提高得到了广泛认可。

所谓参考资料更加翔实，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注释数量和内容的增加。二是“说明”的增加，即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各卷的卷首新增加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对本卷收入的主要著作逐篇做了内容介绍，交代了每一篇著作的写作背景、基本内容，以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做法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卷首新增加“前言”的做法是一致的，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有很大帮助。三是名目索引的增加，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各卷卷尾的附录除了保留中文第1版原有的注释、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外，都新增加了名目索引，供读者检索重要名词和概念。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新特点外，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这次重新修订出版，努力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问题的热点争论成果。据中央编译局的负责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几个概念的表述，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中央编译局的编译人员结合争论和翻译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情况进行了普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论及变革旧的所有制关系，建立新型所有制关系的文字散见于150篇文章和书信，大约250处。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过程中，编译人员听取了理论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对社会所有制和公有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从而准确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用语的原貌。为了说明实际情况，有时改动几个字，就要加上近千字的改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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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各卷的比较研究

这里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4卷为主要对象，从内容的增加和删除、译文概念的翻译和校正等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做些比较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选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43—1859年间的著作。其中选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他们批判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首次揭示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还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为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为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而写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以较大的篇幅选载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的著作，以及他们阐述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此外，中文第2版第1卷还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10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革命前景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与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的同期著作相比，中文第2版第1卷增补了4篇著作，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英中条约》、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删去了《反克利盖的通告》等11篇文章。原先收入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卷首的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中文第2版第1卷中不再收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选载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57—1871年间的著作，节选了《资本论》第1、2、3卷的重要内容。《资本论》的节选在这一卷中占据中心位置。编译者努力通过选录的《资本论》序言、跋文和有关篇章，比较完整地反映《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资本论》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除了《资本论》的节选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还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写的其他几篇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简要而通俗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大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资本论》节选内容的空前增加。《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基本著作，是研究资本形成发展规律和特点的代表作，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有其不可超越、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中国努力利用世界资本、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扩大《资本论》节选量，增补与《资本论》相关的重要文献，为中国人研究资本和经济运行规律提供方便，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从而也有力证明，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历史著作的编译出版从来就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一定社会实践需求息息相关。

除占主要篇幅的经济学著作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还收录了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两篇重要文献，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写的文章。

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所收入的著作相比，中文第2版第2卷的内容调整最大，中文第1版第2卷中收入的马克思有关中国问题的9篇文章和有关印度问题的2篇文章，以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等，在中文第2版第2卷中都没有收入。而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则在这里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选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71—1883年间的著作，以及恩格斯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导言和序言。其中重要的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了系统阐述，对社会主义作了科学论证，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的其他部分著作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批判各种影响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思潮而写的，其中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有抨击巴枯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有批判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论文，有剖析布朗基主义、俄国民粹派观点以及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文章，也有批判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文献。此外，这一卷还收入了马克思阐述俄国村社发展前景和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两篇重要文献，以及恩格斯论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和革命业绩的文章。

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3卷相比，中文第2版第3卷增补了4篇著作，即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80年和1891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和德文第4版写的前言和序言。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恩格斯1884—1895年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2—1895年间的书信。第一部分中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为捍卫、传播和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而写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他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而写的文章（《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法德农民问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此外，第一部分还收入了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阐述俄国村社发展前途和俄国社会革命问题的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及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第二部分选编的书信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重要补充，而且对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发挥。

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4卷相比，中文第2版第4卷第一部分增补了6篇文章，即《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删去了《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等2篇文章。第二部分也增补了26封书信，大大充实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保留了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通信，删去了25封观点重复的信件。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4卷的全部译文依据 MEGA2
 所提供的文献和资料重新进行了校订，质量有了全面的提高，各卷所附的资料索引也更加丰富翔实，并且积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最新动向和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的公开出版，为中国人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1页。


 [2]
 韦建桦：《马列著作编译事业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简介》，《人民日报》1995年12月21日。


 [3]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工程——新版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纪实》，《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7日。


第十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出版

早在1955年，中央编译局就遵照中共中央“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的指示，组织力量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经过30年的努力，到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50卷全部出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70年代以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领域大批原始手稿和资料的披露和出版，尤其是在MEGA2
 逐渐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而成为国际主流版本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不足逐渐显露出来，例如文本依据的天生缺陷、文献资料收录的不全、编辑体例的不严谨、翻译质量的有待提高等。因此，重新编译一套高质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就十分必要。为此，中央编译局在1986年5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重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请示报告》，同年7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实施。

第一节 文本依据、基本框架及主要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与中文第1版相比，有许多新颖独特之处，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文本依据和基本框架

为了编译一部译文质量更高、文献资料更全、体例编排更合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央编译局首先对世界上已经出版的和正在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原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正在出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等。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比较，最后确定以体例最周密、考证最精确、资料最丰富的MEGA2
 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德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预计出版70卷，正文总数大约4000万字，分编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著作卷，共29卷（第1—29卷）；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共17卷（第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14卷（第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10卷（第61—70卷）。这样的编辑体例和国际上公认的主流版本——MEGA2
 的编辑体例是一致的。正如前面所介绍的，MEGA2
 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除《资本论》以外的著作卷；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是书信卷；第四部分是摘录笔记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计划于1986年正式启动，到1995年开始出书。1995年5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首批3卷书问世，即第1卷、第11卷、第30卷。其后大致是每年出版2—3卷。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经出版18卷。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工程量浩大，每年只能出2—3卷，预计到2020年左右才能出齐，因此被理论界称为“跨世纪工程”。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出版已经纳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写进《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国家财政已经拨专款设立了马列著作出版基金。

二 主要特点

首先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主要特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的卷首，编译者专门加了一个《编辑说明》，其中这样写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全集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资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翻译。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收入的文献篇数和字数有较大的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有“前言”，简介所收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卷末附有正文的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等参考性资料。

上述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编辑说明》，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特点，但还是比较原则。这里可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做一番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就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是文本依据。前面曾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原始文字）。当时这样选择的理由有二：一是当时的俄文第2版是国际上最好的版本，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二是当时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人员大都只懂俄文，通晓德、英、法语言的人很少。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则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其中德文占60%，英文占30%，法文占5%，还有5%是用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写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的翻译依据俄文版在当时是中国人唯一可能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文本依据与第1版完全不同，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它提供的是国际上权威机构（IMES，即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即MEGA2
 ），同时可供参考的还有德文版［196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正卷，41册）和1个补卷（2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60%是用德文写的，因此，在这个德文版中它们是按原文发表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这两个文本依据——MEGA2
 和德文版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长处。MEGA2
 收入的文献虽然很丰富，但它的重点是详细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从初稿到各个不同修改稿的写作修改过程，供专门研究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却没有最终的公开出版本，只是告诉你最终公开出版的书在哪里，并做简单介绍。但德文版却有终端本，可以参考。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人员就把MEGA2
 和德文版结合起来利用，努力使两者的长处和优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得到体现，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有重点地选用MEGA2
 中的过程本（因为过程本的数量太多，只能有重点地选择一部分），同时采用德文版中的最终公开出版本。

中央编译局明确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除极个别语种（如希腊文、拉丁文等）不得不依据他种语言转译外，所有著作一律依据原文翻译。文本依据的这种改变，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方面，终于开始摆脱“转译”的困扰，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编译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是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最显著特点。

其二是翻译质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所有著作，都是根据原文进行翻译或重新校订。在具体翻译工作的程序上是层层把关、精益求精。所译各卷至少要经过初译校、定稿、审稿三道工序。有些重要著作的翻译工序还要多。至于辅助性工作的工序就更多，有人专门搞注释，有人专门搞索引。在译校中每道工序都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推敲修改。比较重要的疑难问题，必须提交学术委员会，经过集体讨论确定修改方案。特别重大的问题，还要向社会上的有关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此外，在译校过程中，更是随时向特聘的外籍专家请教。所有这些举措的实施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的翻译质量。目前已经出版的各卷在翻译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纠正了一些错译，修改了某些不通顺的句子，译名和译语也更加科学、准确、一致。同时删除了一些误收，把一些不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著作删除出去。

其三是收入文献的数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计划收入的文献篇数和字数比第1版有较大的增加。例如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前11卷中，新收入的新文献就有19篇。收入文献数量的明显增加，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更接近“全集”，更名副其实。

其四是编辑体例。在编辑体例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参考了MEGA2
 ，也分为著作（除了《资本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书信、笔记摘录这样4个部分。但这也只是基本框架的参考，并不是完全照搬。在国际上，MEGA2
 主要是为专业研究者服务的一个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作者一生所有的著述成果，采用作者所处时代的正字法将这些成果全部刊登出来。因此，它们的版本规模通常极其庞大，如MEGA2
 就曾计划出版100多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MEGA2
 的规模来翻译出版，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选择地编译出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来。现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就真实反映了编译者这样的企图和努力。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卷次划分和每一卷的内容就与MEGA2
 不一样，MEGA2
 基本上是按照一部著作的不同修改本来依次编排出版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通常是以最后发表的文本为收入对象，过程本不像MEGA2
 那样多而全。

从编辑体例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辑体例更为合理，它改变了中文第1版有正卷（第1—39卷）和补卷（第40—45卷）两个系列，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的状况（即读者在看正卷第1卷时，有时需要去找相应的补卷来做参考，确实有些不便。这种编辑体例也是完全仿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编辑体例的结果），将正卷与补卷合而为一，这样就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一部分（著作部分）的每一卷都有编译者撰写的导读性的“前言”，详细介绍本卷所收入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每一卷后面所附资料更是空前的充实、齐备，不仅注释更多（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有170多条注释，而中文第2版第1卷就有360多条注释），而且新增加了报刊索引、文献索引、人名索引以及军事索引等。人名索引中的人物小传都重新作了考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各卷新增加的名目索引，更是为读者检索重要名词概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和第1版比较，在文本依据、翻译质量等各个方面确实有明显提高，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翻译工作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翻译首先以理解为前提，而理解的过程是理解主体主观思维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因素制约着主观思维活动的成果，使主观思维活动的成果呈现出差异。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就是把理解的东西用文字语言解释表达出来，这个解释表达的过程同样是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我们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为我们的思维和表达并不是文本含义的镜子或接收器。正是由于翻译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要想通过流畅的汉语，准确无误地、恰到好处地表达出原始文本的全部思想和精神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完美无缺、一劳永逸的译本。一部著作有几个译本并存，绝对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打破一家之言的垄断。

三 新颖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是新时代的产物，因而也就必然会有不同于第1版的许多新颖之处。这些新颖之处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进步。

首先是插入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比较，中文第2版各卷大多收入了许多著作的历史版本出版时的封面图片和文字说明，这就使新版本增加了凝重的历史感和形象的动态感。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和第2版第1卷都收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但中文第2版第1卷中的这篇译文的前面，新附加了1930年5月上海《萌芽》月刊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两篇文章译文的片段，这在中文第1版第1卷中是没有的，这些新的附加反映了马克思这篇著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早期历史。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还在这篇译文第1页的后面新增加了载有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的《德国现代哲学就政论界逸文集》第一卷的封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在各卷卷首都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幅肖像，但第2版用的肖像和第1版不同。不知编译者重新选择肖像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在笔者看来，第1版用的是马克思1872年的照片，面部表情严肃一些，目光比较犀利。而第2版用的是马克思1875年的照片，除了岁月的因素外，第2版用的马克思肖像的面部表情更温和一些、更慈祥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马克思形象的不同心理期盼。当然，这也许只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直觉而已。

其次是版本编排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翻译的，因此也就如俄文第2版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那样：“俄文第2版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譬如第2版没有包括卡·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弗·恩格斯的小册子《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卡·马克思的《1844年的经济学手稿》，等等。”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是一样的，是一个供大众阅读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则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主要是依据MEGA2
 （同时参考德文版）来编译的，而MEGA2
 的编排宗旨是很明确的，它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包括原始稿、修改稿、读书笔记和摘录等）按照写作年代和原初文字编排，目的就是要给学术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全面详细的研究资料，以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原初面貌和形成发展过程。这样的文本依据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必然具有供专业学者进行专门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中文第2版最大的新颖之处，它表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已经与国际主流版本接轨。

再次是版本的格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在每一卷的卷首都标明卷次和每一卷所收入文献的起始时间。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的卷首就有“1833—1843年3月”的字样，表示这一卷收入的文献是1833—1843年3月间写作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卷首则没有这样的内容。

第二节 部分卷次的比较研究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目前没有出齐，所以这里仅就已经出版的部分卷次从编辑体例、文字概念翻译等方面，与中文第1版做些比较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收入马克思1833年—1843年3月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是依据MEGA2
 第一部分第1卷进行翻译或重新校订的。中文第2版第1卷和中文第1版第1卷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主要有：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收入的是马克思本人从1833年—1843年3月间所写的著作，并把它们分为两个部分（即两大类）：第一部分是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第二部分是中学毕业作文和早年的文学习作。第一部分的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从中学时代直到《莱茵报》停刊为止的思想发展，他从唯心主义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以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形成发展的过程。而中文第1版第1卷则只有马克思的政论文章，没有博士论文。中文第2版第1卷的第二部分，即中学作文和文学习作，在中文第1版第1卷中是没有的。这个新增加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马克思中学时期的3篇作文，即宗教作文、德语作文和拉丁语作文。还包括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以及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等等，展示了少年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的才气和情感世界。由此可见，中文第2版第1卷的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把马克思最早期的文字收入其中，就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而中文第1版第1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42—1844年间的）和恩格斯（1839—1844年间的）两个人早年的著作，每个人的著作只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列，没有分类。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比第1版第1卷新增加8篇文献，其中政论文章2篇：《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摩泽尔沿河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止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附录6篇：《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中文第1版第1卷中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所以中文第2版第1卷不再收入。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的字数是867千字，而第1版第1卷的字数只有559千字，它们在所收入文献数量上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

四是文字更加准确流畅。这里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的第1、2自然段为例做些分析比较：

第1版第1卷的译文是：“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令还没有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etdona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地，因为新的书报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当然，每一个人都只能同意在检查令的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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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第1卷的译文则是：“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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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中可以看到，两个版本的相同段落，在内容意思上的差别不大，第2版只是删去了那句德文，并把括号里的句子变成正文，以及个别词语的修改（如“限制”改为“约束”、“希腊人”改为“丹纳士人”等）。从整体上看，读者能够感觉到第2版第1卷的译文更加准确、流畅，倒装句减少了，更加适合中国人语言文字的表述和阅读习惯。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收入的是恩格斯1833年12月—1842年10月间写的著作，其中除中学时期的几篇文学习作外，绝大部分是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时期和在柏林服兵役时期写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这一卷收入的所有著作是根据MEGA2
 第1部分第3卷进行重新校订和翻译的。

中文第2版第2卷与第1版第2卷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主要有：

一是中文第2版第2卷收入的是恩格斯在1833年12月至1842年10月间写的著作，而中文第1版第2卷收入的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在1844年9月至1846年2月间写的著作。

中文第1版第2卷的卷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但这篇著作并没有收入第2版第2卷。

二是中文第2版第2卷比第1版第2卷新增加了2篇文献，其中正文部分增加了《诗歌一束》，附录部分增加了《未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文学习作目录》。根据MEGA2
 第1部分第3卷编者的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1卷所收入的《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参加巴登会议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这5篇文章尚不能确定是恩格斯写的，所以中文第2版第2卷就不再收入。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的附录比第1版第2卷要丰富得多，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中文第1版第2卷的附录只有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年表、人名索引、期刊索引，以及6幅插图。而中文第2版第2卷的附录有：恩格斯的出生证书、受洗证书、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品行证书、未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文学习作目录。插图部分增加到10多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收入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1857—1858年手稿）。这两卷的内容在中文第1版中是没有的，也是最能反映中文第2版特色的地方。

中文第2版第30卷收入的是马克思为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撰写的《导言》、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前半部分。这个前半部分开始时是第II章《货币章》，接着是第III章《资本章》。《资本章》又分为三篇：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手稿的最后是第I章《价值》的开头部分和关于金称量机的摘录。在第30卷的插图部分，有1930—1931年分别刊载马克思《导言》中译文的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的《经济学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和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的封面和部分中译文。这部分内容的增加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中国特色，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

中文第2版第31卷与第30卷属于同一单元，收入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即1857—1858年手稿）的后半部分。第31卷的收文从《资本章》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结尾部分开始。除了这部手稿外，第31卷还收入了马克思在这之后写的同样属于1857—1858年期间的两篇经济学手稿，即《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在这之后，第31卷收入的是1859年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接着是马克思在1859—1861年期间写的三篇经济学手稿，即《资本章计划草稿》、《引文笔记索引》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第31卷所收入的各篇文献，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正式出版的著作以外，其余都是马克思的手稿，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在编译工作中，编译者根据MEGA2
 第2部分第1卷第2分册和MEGA2
 第2部分第2卷的德文原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重新做了校订。《金称量机》和《引文笔记索引》是新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订还分别参考了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德文版第42卷和1961年德文版第13卷。

中文第2版第30—31卷除保留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所有标题外，中文编译者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标题。因此，中文第2版的标题不同于原来沿用俄文版标题的中文第1版。为了方便阅读，中文第2版的编译者把原稿中过长的段落分短了。马克思的引文绝大多数转引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写的摘录笔记，编译者就用相应的符号作了注明。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37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收入马克思的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和第XVI笔记本以及第XVII笔记本前7页的内容。这部手稿共23个笔记本，马克思亲自编了页码，共1472页。全部手稿收入中文第2版第32—37卷。例如第32卷收入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一部分，第33卷收入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第二部分。这几卷的译文根据MEGA2
 第2部分第3卷第1册和第5册的一部分重新作了校订。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46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46卷收入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2、3卷的内容，在中文第1版中这部分内容是编在第23、24、25卷。这里有选择地把中文第2版第44卷（《资本论》第1卷）和中文第1版第23卷（《资本论》第1卷）做些比较，就会看到中文第2版第44卷的许多修改之处、进步之处。根据中央编译局有关编辑提供的资料，这里归纳或摘录其中几个作具体修订的事例。

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收入了《资本论》第1卷的3个版本，一是最早的第1版，二是法文版，三是德文版。这种情况在中文第1版第23卷中是没有的。

例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409页有这样一段话：“在他（指约翰·淮亚特）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段话中“批判的”一词的德文原文是“kritisch”，这个形容词在各类词典中的主要解释是“评论性的、批判的、批评的、紧要的、危急的”等等。这个词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多次出现，比如“批判的共产主义”、“批判的奠基者”、“社会主义批判史”等。在这些地方都译成“批判的”，译法是统一的。但在上述场合是否确切呢？是否只能这样翻译呢？经过查找各种资料、向外籍专家质疑等，这才弄清楚这里的“kritisch”应是“考证的”的意思，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这句话就改成了“……如果有一部考证的工艺史，就会……”
 
[3]



例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410页中有这样一段话：“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这里的“唯心主义”的德文原文是“ideologisch”，意思是“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在中文第1版曾译作“意识形态的”、“思想的”、“思辨的”等，在中文第1版第23卷410页则译作“唯心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译校过程中，经过讨论，认为译作“意识形态的”更准确一些。因为按照原来的译文理解那段话的意思，似乎有些矛盾，如果改译为“意识形态的”就顺当了。这里指的是在那些代表人物的抽象的哲学、政治、宗教等观念中（它们属于意识形态），种种缺点就暴露无疑了。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文第2版中这段话的最后就改为“……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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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4章中论述自然条件对人类劳动的影响时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前译本中的译文是“我们试以亚西亚爱琴海东部诸岛的居民为例来考察吧，那里西米树野生于森林中”
 
[5]

 。在这句话中，译为“亚西亚爱琴海东部诸岛”的德文原文是“stliche lnseln des asiatischen Archipelagus”。从表面上看这句话的问题不大，但仔细一想不对了，爱琴海在希腊旁边，应属于欧洲，并非亚洲。查看地图，爱琴海中确有北、南两个斯波拉提群岛，其中南斯波拉提群岛在爱琴海东部，邻近土耳其，这个群岛是否属于亚洲呢？可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难道会划在爱琴海中吗？这是个问题，但查找没有结果。于是编译者另换一种思路，再查看爱琴海中各群岛有什么物产。但任何一种百科词典都没有关于那里盛产西米树和西米的记载。编译者就只好直接从各种百科词典中查找西米（sage）这一词条，结果发现，介绍西米的资料虽然有简有繁，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说西米树是棕榈科植物，生长在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地方。这就出现矛盾了，这时再回头来查“Archipelagus”这个群岛名，才在比较完备的外文词典中查清，原来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爱琴海中的群岛，第二个含义是从第一个含义转义而来，成为普遍名词：“多岛海”或“群岛之海”。编译者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马克思指的就是东印度群岛，与爱琴海无关。经过如此曲折、繁杂的考证，编译者才把译文确定为：“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
 
[6]

 这样一句不引人注意的译文的修订，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群岛从爱琴海移回到了太平洋。

从上述几个具体事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翻译校对工作的认真、严谨，特别是编译者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从根本上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在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文第1版，第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10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第2版，第42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第2版，第429页。


 [5]
 《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第2版，第589页。


第十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出版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对此，我们在前面各章节中已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做了详细介绍和研究。这里主要就进入21世纪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又一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出版做些评介。

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又一最新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则略显单薄，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又篇幅过大，不能满足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因此，编译一套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又篇幅适中的基础性读本，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出版，显然是满足了这方面的理论需求。它的问世，为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基础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编译，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的历史考证版（MEGA2
 ）引入中国后，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方面发挥作用的又一例证，因为它同样是这套文集编译的主要文本依据。

第一节 理论定位、编译宗旨及编译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是个新事物，如何确定它的理论地位、编辑宗旨等原则问题是经过反复研究的，而它的编译过程同样具有特殊性。

一 理论定位等原则的确定和实施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重新修订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出版也就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目的就是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在笔者看来，所谓“基础文本”就是这套文集的理论定位。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那样少而精，也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样大而全，而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个篇幅适中的基础文本。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核编辑方针，并就编辑方针、审订原则和出版质量提出明确要求，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成为精品。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抽调最强的编辑力量，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具体编译工作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这样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少见，它反映了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捍卫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和决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出版也被看做是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要部署，是一个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重大举措”。

二 编译过程

2004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辑和译文审核修订工作开始启动，经过中央编译局100多位编译专家5年多的不懈努力，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终于在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召开了7次集中审议会和2次书面审议，对这套文集的总体框架、收文原则、各卷编目以及译文修订和题注等内容进行认真审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有效地提升了这套文集的编译质量。

在这套文集的编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审核修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除《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前不久刚刚修订过译文，这次只是作个别修订外，其余各卷译文都对照原文逐字逐句作了审核和修订，主要修订了那些没有确切反映原著理论内涵和逻辑关系的译文，还修改了某些译文表达不顺畅、逻辑关系不清楚、容易引起歧义的段落句子。编译者在实际工作中深切地感觉到，译文的修订决不是简单的文字改动，而是必须确切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对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语句，编译者们都要反复推敲，参考不同文字的各个版本的译文，并通过集体讨论，在弄清原意后再作修订。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修订还要经过编审委员会的认真研究才能确定修订方案。在修订过程中，编译者还收集了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文的各种不同意见，对这些意见作了认真研究，汲取其中合理的建议。正是这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从根本上保证了译文修订的质量。

第二节 体例结构、内容及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总数约640万字。其中正文约480万字，各种资料约160万字。整个文集在体例结构和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品格和创新意识。

一 体例结构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体例新颖、结构严谨，既反映经典作家理论创造的历程，又突出重点著作的地位。这套文集与以前出版的全集和选集均按编年原则编排不同，首次采用了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排方式，这样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突出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体例结构与当代国际上流行的主流版本是基本一致的，体现了当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整理出版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的著作；第2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第3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至1883年期间的著作；第4卷收入恩格斯在1884年至1895年期间的著作；第5、6、7卷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1、2、3卷；第8卷是《资本论》手稿选编，摘选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9卷收入恩格斯的两部专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第10卷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选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每一卷都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第10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

二 内容、文本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文精当，内容完整。在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同时，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套文集精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数以千计的书信中选收了280封书信编成专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特点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每一卷的前面都加上了一篇专门的“说明”，对每一卷所收入的著作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等方面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这种导读性的说明对于读者的阅读是很有帮助的。

二是采用新的思路重新编写了全部收入著作的题注，力求用精练的文字概述每篇著作的主要观点，帮助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这些具有导读性的题注，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而且有助于澄清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些误解。

三是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传播情况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

四是在文本依据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编译者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此外，还对原有的各类资料作了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从2009年12月公开出版至2010年12月，一年间的发行量已经突破2万套。这个数字充分说明了这套文集在中国的出版是很受欢迎的。

从1903年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到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公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历史跨越百年。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是和中国近百年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是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在指引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近百年来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历史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的影响是逐步扩大深入的。这种影响起初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后来则逐渐向实际的翻译出版领域渗透，最终以国际主流版本的地位而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最近10多年中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MEGA2
 来到中国后，有助于中国人完整准确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质量，这些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当然，由于MEGA2
 本身的特殊性，它的影响还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对它的利用也还刚刚起步。但道路既然已经开通，后继的研究者正在跟进，因此，我们有信心认为MEGA2
 在中国的影响将会与日俱增，前途一片光明。




 [1]
 上述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修订的情况介绍，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卷首的“编辑说明”和互联网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出版的各种资料。本书在这里只是把它们略作分类，加上小标题，并做一些串联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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